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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对此社会各界已达成相当程度的共识，但如何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虽然在理论认识上形成了基本的框架，但在实践层面由于缺乏合适的着力点和系统有效的机制、操作方法及手段，致使企业社会责任难以落到实处。近些年，由此导致的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已经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环境污染、劳资冲突、食品安全等问题都与之密切相关。一些严重的公共事件，既挑战着社会的道德底线，也凸显出企业社会责任相关制度安排的缺失。

利益相关者的有效参与可以从根本上影响企业的社会行为。除去政府（规则制定者、管理者）、股东（内部受益者）、公众（特定情况下的舆论监督者）和企业所处社区（受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本身的影响，如遭受企业生产排放污水、废气等的影响）等特定身份的利益相关者之外，与企业直接产生经济交易、发生重要利害联系的利益相关者，则是供应链厂商（直接受企业生产的产品或中间品影响，如企业使用了供应商的劣质原料而导致产品缺陷等）和消费者（如消费者使用了有问题的产品而导致伤害等）。正因为供应链厂商及消费者受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影响，并直接发生经济交易，因而，他们的联合行动也反过来可以直接影响企业的损益并对企业的行为形成强有力的制约。基于此，我们认为供应链治理（将企业社会责任提升到供应链层面并进行治理）可能成为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一个最为有效的途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第一，每个企业必定处于一个或几个特定的供应链中，而供应链也同时是一个价值链，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的链条，链条中的各方存在紧密的利益相关关系，甚至可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即供应链存在强烈的利益关联与行为关联约束。第二，供应链核心企业（或某个关键节点）往往处于公众的视野之下，即供应链核心企业（或关键节点）可控。这为基于供应链的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机制设计提供了现实基础。

虽然事实上供应链实施社会责任可以为供应链及供应链企业带来显著的长期效益，并且这已经在一些国际供应链社会责任实践中得到证明，但供应链中的社会责任治理不可能自动实现。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当前特定社会经济背景下，消费者选择没有对供应链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发挥有效约束作用，以及供应链内部治理结构不均衡导致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损益的错位，使得供应链企业实施或不实施社会责任行为所带来的成本支付和收益分配严重不匹配，也使得消费者选择的压力在供应链中不能有效传递。换言之，市场选择机制的不健全与供应链内部结构的先天不足，决定了供应链社会责任单纯通过供应链内部管理的实施难以自动实现。解决之道在于通过外部干涉，完善市场机制并打破供应链原有的权力结构与成本及收益分配机制：一方面，通过市场机制的完善使得消费者选择切实有效发挥作用，从而对供应链企业形成实质性压力；另一方面，通过适当的政策干涉或第三方机构协调等途径，作用于供应链的关键节点或核心企业，改变供应链原有的博弈均衡，以及供应链原有的成本分担与收益分配机制，使得供应链社会责任的外部约束能够在供应链各个环节有效传递，并强化供应链社会责任内部治理机制，最终构建一个管理机构、消费者和供应链企业多方参与、协调合作，政府管制和市场机制共同发挥作用的供应链治理模式。而上述目标的实现，即构建基于供应链治理的社会责任实现机制，首先要求对消费者选择、供应链企业的策略与互动行为规律以及供应链治理机制的内在机理有深入的理解。

本书结合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多元市场、社会治理与市场机制不完善并存的特定背景，深入探讨我国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关键问题，即供应链上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动机、互动关系及其作用机理是什么？如何发挥供应链外部利益相关者特别是消费者的约束作用？如何实现供应链内部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良性互动？应从何入手构建包括供应链关联企业、消费者、公共管理部门等的供应链社会责任治理机制？各种政策工具如何发挥作用及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是什么？本书重点围绕消费者选择对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互动机理、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机制几个核心内容和典型问题开展理论和实证研究。并基于对这一特定领域、特定对象的社会责任问题的内在规律的理论揭示，为在实践层面构建供应链的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机制提出了具体的思路及部分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研究结论既可以为研究者持续开展本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思路和借鉴，也可以为相关管理职能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借鉴。同时，本书的研究成果在对于“为什么责任消费中会存在消费者态度——行为差距”、“我国特定情形下为什么消费者选择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企业互动行为中为什么会产生责任分散和责任转移现象”等几个社会公众普遍关心的问题的理论解释和实证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因此本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上述几个社会热点问题的理论回应。

当然，供应链社会责任是一个比较宽广的研究领域，本书只是截取其中的部分典型问题开展研究，还远没有达到系统性。书中的一些观点和结论，也仅代表个人的学术研究成果，期待此领域的学者进一步开展更加持续、系统的研究和更加深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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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企业社会责任的历史演变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内涵

1953年，美国的Howard R.Bowen出版《企业家的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Businessman）一书，被看成是现代意义上企业社会责任时代的开始。Bowen认为，企业在追求自身利润的同时还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弥尔顿•弗里德曼明确提出企业的责任就是使利润最大化。他认为企业有且只有一个责任，那就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充分利用资源、能量去增加利润”，甚至认为利用企业资源从事非创造利润的活动是不合法的；他否认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在人们争论企业要不要承担社会责任之前，还是首先来看一下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就弗里德曼的看法，只要企业合法生产不断地创造利润，它就是一个负责任的公司，它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承担更多其他的社会责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在损害企业利益的同时，甚至会削弱自由经济的基础，他（1962）因而称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为完全颠覆性的学说（fundamentally subversive doctrines）。弗里德曼理解的社会责任可以认为是狭义的为社会问题诸如失业、污染、贫困等而承担责任，因而他认为企业只有经济和法律的义务，没有社会责任也不应该去承担社会责任。可以认为弗里德曼所理解的“企业社会责任”是超越企业经济和法律责任之外的更多的其他责任。这其实与后来某些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是一致的。McWilliams和Siegel（2001）在分析企业社会责任需求函数的研究中，把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在企业利益和法律规定框架之外的促进社会福利”的企业行为。

而George Steiner（1975）和Archie B. Carroll（1975）将企业社会责任看成是包括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在内的一个更宽泛的内容。George Steiner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从“传统的经济生产”到“政府规定”到“自愿提供”再到“超越现实期望”的连续体系；而Archie B. Carroll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一定时期内社会对企业所提出的经济的，法律的，伦理的和‘自愿决定’的各种期望”的总和。它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最高的“自由决定”的责任（discretionary responsibility）；这些责任对企业的重要性依次减弱；经济责任是企业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社会责任，企业的其他的社会责任的履行都建立在这一责任的基础之上（Carroll，1995）。后人多引用Carroll的观点来分析企业社会责任。Carroll后来（1991）又指出企业社会责任范围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曾经是自愿的责任可能变为伦理的，而曾经是伦理的责任也有可能变成法律责任。

1999年1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的“全球协议”九项基本原则也被视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主要标准。其主要内容为：企业应支持并尊重国际公认的各项人权；绝不参与任何漠视和践踏人权的行为；企业应支持结社自由；消除各种形式的强制性劳动；有效禁止童工；杜绝任何在用工和行业方面的歧视行为；企业应对环境挑战未雨绸缪；主动增加对环保所承担的责任；鼓励无害环境科技的发展与推广。

由此可以大致将企业社会责任（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分为狭义的理解和广义的理解两种。广义的企业社会责任包括其必须承担的经济的和法律的责任和自愿承担的其他社会责任，而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则只包括在企业利益和法律规定之外的其他社会责任。用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对同一个企业的社会表现进行评价，其结果是不一样的。在弗里德曼的眼中，只要一个企业是以合法的手段创造利润，就是一个对社会极其负责任的企业；而在有些人眼中，这还不能称其为对社会负责任，充其量只能是一个勉强合格的企业罢了。而真正负责任的企业应该是那些在企业利益和法律规定的框架之外还积极地促进社会福利的企业。

二、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理论

（一）代理理论

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在200年前就指出，经营者组织生产完全是出于获得利润即利己的目的，如果能同时为他人和社会谋利却并非经营者的本意。西方经济学一直沿用生产的目的就是利润最大化的观点。弗里德曼否认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他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产生“代理问题”和引起企业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企业管理者有可能以企业社会责任的名义利用企业的资源来增加自己的社会和政治资本。他坚持认为，不管何时当管理者自作主张将企业的资源用于“社会利益”时，都是在增加经营成本。这些成本要么通过高价转嫁给消费者，要么通过降低股息回报由股东承担。总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破坏利润最大化原则，损害企业的利益，从而也损害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利益。当然，弗里德曼不是否认企业承担一切责任，而是他认为企业应该承担的责任仅限于在遵守社会法律规则下的经济责任。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

20世纪60年代，人们开始认识到，企业存在的目的并非仅为股东服务，在企业的周围还存在许多关系到企业生存的利益群体。斯坦福大学研究小组首先提出了“利益相关者” 的概念。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弗里曼（Freeman，1984）给“利益相关者”下的定义是：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能够被组织实现目标过程影响的人。这个定义提出了一个普遍的利益相关者概念，不仅将影响企业目标的个人和群体视为利益相关者，同时还将企业目标实现过程中受影响的个人和群体也看作利益相关者，正式将社区、政府、环境保护主义者等实体纳入利益相关者管理的研究范畴，大大扩展了利益相关者的内涵。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一般指企业产品的消费者、员工、供应商、社区、民间社团和政府等。股东在企业只是承担有限的责任（风险），而且股东所承担的这种风险可以普遍通过投资的多样化来化解，因为他们可以将持有公司股份作为其总投资中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剩余风险已经转移给了经营者、员工、债权人和其他人，他们可能承担了比股东更大的风险。所以企业管理者应该考虑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不应该仅仅是为股东的利益服务，更不能为了满足股东利润的最大化，而牺牲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福利（Clarkson，1995）。

利益相关者理论明确指出，“企业对界定清晰的利益相关者负有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除了传统的对企业股东负责外，还要承担对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的责任。这些利益相关者，都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注入了一定的专用性投资，他们或是分担了一定的经营风险，或是为企业的经营活动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企业的经营决策必须要考虑他们的利益，并给予相应的报酬和补偿（Blair，1995）。企业得以可持续经营，仅仅考虑经济环境对股东负责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同时考虑到环境和社会因素，并同时承担起相应的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考虑具体的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而不是宽泛的社会问题使得企业管理者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管理更加切实可行（Maignan，Hillebrand，＆ McAlister，2002）。

（三）社会契约理论

社会契约理论将社会看成是“社会成员与社会之间的一系列契约的综合体”（Gray et al.，1996）。现代企业理论也将企业理解为不同个人之间一组复杂的显性契约和隐性契约的交汇所构成的一种法律实体（Jensen ＆ Meckling，1976）。在这个法律实体中，交汇的契约既有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的契约、经营者与雇员之间的契约，还有企业作为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契约，企业作为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契约，企业作为消费者与供应商之间的契约，企业作为法人与政府之间的契约，等等。Donaldson 和Dunfee（1995）将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所遵循的所有契约形式总称为综合性社会契约（integrative social contracts）。通过综合性社会契约，Donaldson 和Dunfee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统一起来。他们认为，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必须作出反应，因为“企业是社会系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利益相关者显性契约和隐性契约的载体”。如果企业忽视其社会责任，对利益相关者的合理要求不作回应不去尽量满足的话，实际上是违反了他们之间的契约约定，这种企业的长久生存和待续发展就很成问题。

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企业应该承担其对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基本上是从“工具性”（instrumental）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其基本思想是企业之所以要承担社会责任，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是因为这样做对企业是有利的；不这样做，即忽视企业社会责任，忽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的企业实际上是在冒险，甚至有可能危及企业自身的生存；其实质上是将企业社会责任看成是实现其利润最大化的“工具”。而综合性社会契约理论则更多的是从“规范性”（normative）的角度来分析企业应该承担其对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规范性的观点强调做“正确的事”和做“应该做的事”，它不是将“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作为实现企业经济利益的一种手段和工具。正是因为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契约性质，表明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本质（Donaldson ＆ Dunfee，2001/1999，陈宏辉引用，2005）。

（四）社会伦理说

企业组织的活动对许多人的生活造成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远远超越与其直接利益相关者如员工、供应商、分销商和消费者的关系，甚至超越时空，影响将来。企业今天的决策会影响到将来人们的生活（Ted Fuller ＆ Fiona Tilley，2004）。因而，从伦理上说，企业应该为此而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观点。20世纪70年代时，美国的一项调查就显示，“十分之七的美国人认为企业有责任来帮助社会，而不管这种行为会不会赚钱”（Ostlund，1977）。在学术界也是一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企业社会责任持支持的态度。

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动因分析

尽管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但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其毕竟是一个利润驱动的利益主体，获取利润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动机。如果没有外在的压力或者内在的动因，指望企业主动去承担社会责任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那么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压力和动因在哪里？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压力主要来自于其利益相关者。当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转变为控制企业经营活动外部性的联合行动，并通过法律和市场的力量得以表达，就会对企业形成实质性的压力（Coleman，1990）。只有当外在的压力变为内在的动因时，企业才会自觉地承担社会责任。Schwarts（2003）提出了三个相交圆模型来分析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因。他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因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经济、制度和道德。根据三个动因不同的强度，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分为经济动因主导型、制度动因主导型、道德动因主导型和平衡型等四个类型。但在本人看来，很难区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到底是出于道德、制度还是经济的原因，因为道德和制度的动因归根结底都可以解释为为了企业长远的经济利益。20世纪70年代，Ostlund（1977）对当时的财富500强的企业高层管理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态度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这些管理者对企业社会责任持支持态度，并且认为企业之所以要承担社会责任，就是要保护企业的长期利益和确保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他们并不是出于更高尚的目的而自愿去解决社会问题。

所以，经济动因才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最根本的动因。那么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给企业带来好处吗？带来什么好处呢？

国外的研究者认为，通过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企业可以建立较为持久的竞争优势（Miles ＆ Covin，2000； Maignan，Hillebrand ＆ McAlister，2002）。Miles 和Covin（2000）通过对竞争优势来源的分析，发现企业的声誉是企业一种非常有力的无形资产，企业可以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来树立积极的社会形象，从而可以实施差异化战略，并在价格上取得对方的让步。人们都希望和善良的人打交道，买东西也是一样，希望买“好人”的，人们甚至愿意为此付更多的钱。消费者和商业机构现在也越来越多地拒绝购买声誉受到损害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而选择“血汗工厂”作为供应商，依靠对工人的压榨来降低成本，或者存在其他违背社会责任的经营行为，正是这些企业声誉受损的原因（Mohr ＆ Webb，2001）。同样，许多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也会因企业存在这样的社会问题把它们列为没有吸引力的企业而排除在投资选择之外。为此，在金融投资领域人们还发明了一个新的名词“社会责任投资”（SRI，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来表明和倡导这种趋向（Guyatt，2005）。

在欧美国家，社会责任运动的影响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多的市场区间要求企业的经营行为符合社会责任的标准，因此零售商和品牌商就会要求他们的直接供应商也要遵循同样的社会责任标准，即进行所谓的社会责任采购（SRB，Socially Responsible Buying）（Maignan，Hillebrand ＆ McAlister，2002）。而那些直接供应商往往又会拥有下一级的供应商，直接供应商就会把社会责任采购（SRB）的要求沿着他们的供应链传递下去。 最终，在国际供应链上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无论是处于主导地位的西方零售商还是品牌商，还是处于低端的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制造企业，承担某些特定的社会责任将是大势所趋，成为企业经营和发展的基本要求。Maignan等学者（2002）认为，当企业以社会观点，而不是仅仅以经济观点来进行供应链决策，确定采购标准的时候，采购行为中对社会责任的遵循，正迅速地在许多产业和消费者市场中成为企业品牌的重要属性，这种属性表明了企业对社会责任标准的遵守，反过来也成为企业品牌的竞争优势。

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一般会在短期内增加企业的支出，从而减少企业的利润，因而对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较大的压力。但从长期来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促进企业更加融洽地处理与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增强企业存在于社会的合法性，增强企业相对其他企业的竞争优势，从而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综合国外学者的研究文献，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带来如下的长期利益：增强品牌地位和声誉（Fombrun ＆ Shanley，1990）；提高员工的忠诚度、士气和生产力（Moskowitz，1972； Parket ＆ Eibert，1975）；吸引和保有优秀的人力资源，从而使企业具有持续的竞争优势（Turban ＆ Greening，1997； Siegel，1999）；增加对投资者的吸引力（Guyatt，2005）。

四、企业社会责任与盈利能力的关系

那么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真的会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吗？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表现好的企业其经营绩效就好吗？

最早提出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这一观点的鲍曼（Edward Bowmen），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符合企业自身的利益。他将社会责任看成是一项明智的投资，指出许多机构投资者会认为向没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投资的风险更大；另外，教会、大学以及共同基金会非常留意企业的社会行为，因而会影响公司股票的市场。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鲍曼和海尔（Haire）逐行分析了82家食品加工企业1973年的年报，以便确定提到了涉及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在年报中的百分比。然后他们把这个数字作为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关注和实际行动的代表，并与企业的绩效进行比较。他们发现在年报中提到社会责任的企业的业绩明显优于那些没有提到的企业。然而，对这些数据的分析显示了更加有趣的结果：一点也没有提到社会责任的公司业绩最差，而提的最多的公司的业绩比他们也好不了多少，而业绩最好的是那些在社会责任方面做得刚刚比最差的公司好一点的公司。这个结论似乎证明了鲍曼最初的观点，但是增加了一个限制条件：股票市场只在一定程度上愿意对企业具有社会责任的行为提供报酬。善有善报，但物极必反。

研究者通常用“企业社会表现”（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简称CSP）这个词来表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情况（Preston，1975； Carroll，1979； Wood，1991）。（在中文文献中还没有看到对这个词的直接翻译，笔者曾想将其翻译为“企业社会绩效”，但还是觉得用“企业社会表现”比较贴切，因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情况，好像很难用“绩效”这样的词来表示。）从目前找到的研究企业社会表现（CSP）与企业经营绩效关系的文献来看，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总是大相径庭。有的结论是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Parket ＆ Eilbirt，1975； Heinz，1976； Sturdivant ＆ Ginter，1977； Waddock ＆ Graves，1997），有的结论是负相关关系（Vance，1975； Wright ＆ Ferris，1997），有的研究显示是没有关系（Alexander ＆ Buchholz，1978； Abbott ＆ Monsan，1979； McWilliams ＆ Siegel，2000； Wu，Meng-Ling，2006），还有的研究得出是“U形”的正相关关系，绩效水平最高的企业是那些企业社会责任一般水平的企业（Bowman ＆ Haire，1975）。

McWilliams和Siegel（2001）试图解释这一现象。他们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企业的一种投资，用市场供求理论来分析企业社会责任的需求与供给，认为存在一个使利润最大化的最佳的社会责任供给水平。在市场趋于平衡时，在这一水平上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所带来的利益（高需求、高价格、高收入）与其投入的高成本相互抵消，因而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与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其获利能力在短期内不会因为企业社会责任因素而改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研究得出的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的经济绩效之间没有一致认可的关系，因为它们之间根本就没有关系，或者说是一种中立的关系（McWilliams ＆ Siegel，2001）。那么既然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其获利能力没有必然的关系，企业为什么要承担社会责任呢？还是McWilliams和Siegel的观点，他们认为尽管由于企业社会责任投入的高成本没有给企业带来更多的超额利润，但通过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这一过程，企业同时满足了其利益相关者（消费者、员工、社区等）的诉求，以及企业的所有者（股东）对利润的要求，这对其长远的、稳定的发展还是十分有利的。（那些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尽管盈利能力也不错，但是由于其只是满足部分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其发展的空间与后劲是不足的。）

五、影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因素

由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其获利能力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关系，这就让企业管理者在进行企业社会责任决策时陷入迷惘。尽管现实社会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者认识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但企业应该承担多少社会责任才能做到不多不少恰恰好，McWilliams和Siegel（2001）认为，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对待企业社会责任的决策，完全可以像对待其他投资决策一样，通过供求理论和损益分析来确定一个最佳的投资水平。企业必须投入一定的资源才能满足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需求（McWilliams ＆ Siegel，2001）。因而可以将企业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各种资源的投入与产出也包括在整个企业的生产成本函数里。

一般来说，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需求主要来自消费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如员工、供应商、零售商、政府、社区和社团组织等。McWilliams和Siegel（2001）只对影响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需求的因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们认为影响消费者企业社会责任需求的主要因素有：

（1）产品的特性，是属于Search Goods （在购买或消费之前就可以确定其品质的产品，如家具），还是Experience Goods（必须是体验之后才能确定其品质的产品，如食品）。McWilliams和Siegel认为，人们选择购买何种体验型产品，主要取决于其声誉，因而体验型的产品更容易使消费者对其产生企业社会责任需求。

（2）人们的富裕程度或可支配收入的多少。低收入的消费者对价格比较敏感，而富裕的消费者却愿意为额外的企业社会责任特质而支付更高的价格。因而，人们越是富裕反映在人们的可支配收入越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需求就越大。这一点可以解释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的供求情况，由于我国低收入人口居多，人们普遍不够富裕，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需求就不会旺盛，需求不旺盛供给也就不会很积极。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我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假冒伪劣，产品有那么多从来都不知什么是社会责任的企业也有存在的市场空间。

（3）媒体或广告的引导。媒体通过报道一些正面或反面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情况，影响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需求。此外，影响消费者企业社会责任需求的因素还有：消费者偏好，具备企业社会责任特质的产品的价格，替代品的价格，人口特点等。

概括而言，影响到企业社会责任供给的因素有：

（1）企业的规模和经营范围。越是大的企业其在提供企业社会责任时会存在一定的规模经济，相对小企业来说会具有一定的成本优势，因而在同一行业里，大企业更愿意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而多角化经营的企业相对于单一产品的企业更愿意承担企业社会责任。McWilliams和Siegel认为，企业的规模和企业的多元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供给存在正相关关系。

（2）企业的生命周期。处于成熟期的企业更愿意提供企业社会责任。

（3）产业和产品。市场上存在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需求，而满足这些需求又需要一定的成本，根据供求原理，企业社会责任的供给也应该存在一个最优的水平。那些没有提供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拥有较低的成本，但他们相对于提供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面临的是不同的需求曲线。那些认同企业社会责任的消费者愿意为购买具备企业社会责任特质的产品而支付较一般产品更高的价格。但前提是消费者必须知晓哪些产品是具备企业社会责任特质的，否则相同的产品消费者会购买相对价格较便宜的。因而，广告在决定企业社会责任的最优供给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广告还可以告知其他利益相关者企业正在进行的社会责任活动，从而树立自己积极的社会形象。

投资于企业社会责任会在产品或企业层面上提升其差异化（McWilliams ＆ Siegel，2000）。企业通过提供具有某种特质的产品或服务向消费者传达这样一个信号：我关注社会问题，我是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企业通过这样的策略使消费者相信消费该企业的产品，等于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负责。这样的策略对那些企业社会责任的拥护者们尤其管用。

人们通常认为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司都是比较可靠的，他们的产品也具备较高的质量。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看重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特质，因而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把企业社会责任用在其市场战略中。当企业社会责任（包括企业社会责任的政策、项目或过程）的实施能为企业带来利润，能支持企业的核心业务，从而有效地实现企业的使命时，此时的企业社会责任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战略，被称为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Burke ＆ Logsdon，1996）。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为企业实现利润与承担社会责任之间搭建了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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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从企业社会责任到供应链社会责任






一、为什么从供应链角度考虑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对此社会各界已达成相当程度的共识，但如何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虽然在理论认识上形成了基本的框架，但在实践层面由于缺乏合适的着力点和系统有效的机制、操作方法及手段，致使企业社会责任难以落到实处。相关问题促使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不断从利益相关者、法律政策等多角度展开深入探讨，其中，从供应链角度的研究逐渐引起各方的广泛关注。

研究者的普遍共识是：利益相关者的有效参与可以从根本上影响企业的社会行为。而除去政府（规则制定者、管理者）、股东（内部受益者）、公众（特定情况下的舆论监督者）和企业所处社区（受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本身的影响，如遭受企业生产排放污水、废气的影响）等特定身份的利益相关者之外，与企业直接产生经济交易、发生重要利害联系的利益相关者，则是供应链厂商（直接受企业生产的产品或中间品影响，如企业使用了供应商的劣质原料而导致产品缺陷）和消费者（如消费者使用了有问题的产品而导致伤害等）。正因为供应链厂商及消费者受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影响，并直接发生经济交易，因而，他们的联合行动也反过来可以直接影响企业的损益并对企业的行为形成强有力的制约。由此，研究者认为供应链治理（将企业社会责任提升到供应链层面并进行治理）可能成为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一个最为有效的途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

第一，每个企业必定处于一个或几个特定的供应链中，而供应链也同时是一个价值链，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的链条，链条中的各方存在紧密的利益相关关系，甚至可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即供应链存在强烈的利益关联与行为关联约束。

第二，供应链核心企业（或某个关键节点）往往处于公众的视野之中，即供应链核心企业（或关键节点）可控。这为基于供应链的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机制设计提供了现实基础。

基于上述认识，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开始从供应链角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相关问题展开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下述几个方面。

二、供应链社会责任相关研究现状

（一）关于供应链及其结构特征的研究

所谓供应链，是指围绕核心企业，通过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从采购原材料开始，制成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最后由销售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的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直到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结构。供应链结构是一个综合性概念，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供应链的拓扑结构，即供应链的几何连接形状，它会对竞争参与者的数量、竞争的方式等基本问题造成直接影响。二是供应链的权力结构，指供应链成员之间的权力关系。权力结构不同会导致利益分配、竞争进程等差异（肖迪，2008）。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供应链系统复杂度、供应链节点企业集中程度、供应链的可靠度和优化目标等方面对供应链结构进行分类（Ricardo，2000；Anderson，2000；马士华，2000；Choi，2009；Kami，2009），并运用系统论、契约论、委托代理理论以及演化博弈论等工具分析供应链结构特征及其对企业行为和供应链绩效的影响（万杰、王楠，2001；王永平、孟卫东，2004；张玉林，2005；王洁，2010）。

1.供应链及其结构特征

供应链的结构特征是由作为系统构成要素的节点企业及其相互关系共同决定的（王凤彬，2004）。供应链具有系统相关性、信息不对称性、双重边际性、合作关系不稳定性等总体结构特征（王洁，2010）。供应链的特性结构特征表现为不同类型的供应链，其权力结构、损益结构、合作关系等亦各有不同。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占据信息优势的企业与处于信息劣势的企业构成了委托代理关系。一般情况下，核心企业在供应链中处于强势地位，掌握着优势信息与资源，主导着收益的分配，属于代理人；而其他参与企业处于劣势地位，对于收益分配没有或很少有发言权，属于委托人。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出现权力控制现象或强权管理（朱相宇，2006）。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供应链结构进行了分类和解析。万杰、王楠（2001）基于不同水平层次和垂直规模组合角度，把供应链结构分成链状结构、整树结构、短粗结构和细长结构。印玺、康萍（2011）从供应链知识转移、知识共享角度，把供应链结构分成五种形式：双结构、串行结构、发散供应链、聚合供应链和网状供应链，认为不同供应链结构对知识转移和共享形成了不同影响。孙广生（2006）从环境管理与资源利用角度，将供应链结构分为绿色供应链（开环型，下游企业利用上游企业所生产的合意产品进行投入）、外生共生体型供应链（闭合型，下游企业利用上游企业所生产的非合意产出进行投入）和内生共生体型供应链（闭合型，生产过程纵向一体化），每种类型供应链上环境治理的驱动者和治理结构都有所差异。

2.供应链结构特征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供应链结构对链上企业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供应链拓扑结构不仅影响供应链信息流、资金流等运行情况，还通过影响供应链的分配结构而影响供应链成员的合作策略（李良等，2004）。供应链中供应商的不同分配机制对供应链企业具有不同的激励作用，对供应商和零售商的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企业在进行供应链合作时，其自身的获利能力不仅取决于它对供应链利润的贡献，还取决于企业自身所在供应链的结构形式及其在供应链中所处的位置（韩景丰，2007）。

万杰、王楠（2001）认为，从系统的角度看，在其他条件相同时，随着供应链水平层次和垂直规模的增多，企业之间利益目标和博弈决策也多次重复，从而导致牛鞭效应随供应链长度、宽度增加而逐渐放大。王永平、孟卫东（2004）建立了供应链企业合作竞争机制演化模型，认为合作收益、合作的初始成本和博弈双方的贴现因子是影响供应链企业行为的关键因素。余祖德、冉婧（2010）认为供应链结构对节点企业知识管理有明显影响，其原因在于节点企业之间的竞争影响着产品的数量和价格。只有在节点企业都有利的情况下，各节点企业才有动机去显性化其隐性知识。此外，还有不少学者对汽车、奶源、石油、农业、专业元件制造商等特定供应链结构特征及其机制优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崔树杰等，2009；Taylor ＆ Karl，2001；喻闻、杨建青，2008；孙华、赵庆祯，2005；Gurnani ＆ Desiraju，2010）。

总的来说，关于供应链结构特征及其对企业行为和绩效影响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价格竞争、收益分配和环境管理等方面。对于特定的供应链结构特征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行为影响方面的研究，目前基本是空白。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激励机制的设计、供应链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行为成本与收益的测度与分配、供应链合作企业之间相互承担社会责任行为对供应链绩效的影响，以及不同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风险控制等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二）关于供应链社会责任的研究

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研究近些年逐渐兴起。供应链作为一种特殊的利益相关者安排，供应链上的成员可以定义为广义的卖方和买方（王迎军，2005），因而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关系。供应链治理所要研究和解决的就是供应链中诸多利益相关者关系问题（Liu ＆ Sila，2009；Sabine，2008），因而供应链治理是利益相关者关系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外学者从供应链社会责任的驱动因素及压力的传递、供应链共同行为准则的建立，以及企业之间的互动行为等方面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Ciliberti，Pontrandolfo ＆ Scozzi，2008；Michael，2006；Worthington，Boyal ＆ Shah，2008）。

供应链是一种由多个不同的企业个体，如：供应商、制造商、物流商和零售商等组成的链状或网络结构，其目的在于将上下游的厂商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链状的供应模式，以发挥整合的功效（Beamon，1998；Ganeshan ＆ Harison，2001）。Pasternack（1985）开创性地提出供应链契约的概念以描述这种关系。Cachon（2003）把供应链契约分为正式契约和非正式契约、强制执行契约和自愿遵守契约、单周期契约和多周期契约。显然，供应链治理正是利益相关者理论与综合性社会契约理论的具体应用，供应链契约和供应链治理所要研究和解决的就是供应链中诸多利益相关者关系问题（Liu ＆ Sila，2009；Sabine，2008；段伟常，2006）。

1.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存在的问题

由于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与实践主要源于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供应链，加之早先我国国内供应链的发展及相应的治理尚未成熟，供应链社会责任的相关文献亦主要集中在跨国公司主导的采购商驱动型供应链方面（Larry，2009；Hale，2009；Jedrze，2008）。随着全球化生产的盛行，供应链管理在制造业的全球竞争中得到普遍的应用，供应链各节点企业在处理利益相关者关系过程中形成了一个链式或网络管理。跨国公司通过供应链管理将企业社会责任延伸至整个企业网络，在全球供应链中推行企业社会责任，既是核心企业自身的社会责任管理的延伸，又是上下游企业整合企业间关系的重要内容（Christian，2008；Bridget，2008；Esben，2006）。虽然多数学者肯定跨国公司实施全球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的积极效果，但是也有很多研究认为由于全球供应链治理结构中权力的极度不对称性，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原因在于其本质上是一种消极的单方面安排，其核心目的就是将采购商的劳工权益保护、社会责任等风险转嫁给下游的供应商（梁晓晖，2009；容庆，2008）。全球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中存在层次错位、目标错位、内容错位、治理错位等问题（陶菁，2009，罗双临，2009）。一些学者认为供应链企业围绕社会责任承担问题所表现出的种种矛盾的实质是利益分配问题，而供应链治理结构不完善是导致上述供应链社会责任种种问题的根源（潘会平，2005；吴剑辉，2005）。

2.供应链实施企业社会责任的策略

学者们提出了在供应链关系中真正落实社会责任的策略。Bowon（2008）等认为，理想的责任供应链应该是基于责任与利益匹配的治理结构，供应链各个节点企业之间应建立更为积极、主动的供应链协作和联动机制。很多学者运用传统经济学理论、博弈论等工具来分析供应链企业的收益分配问题（Wang，2008；Qin，2008）。Giannoccaro等（2004）设计了三级供应链收益共享合约。卢岚（2007）认为，供应链各环节企业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要有所侧重，产品设计企业必须承担设计质量责任，供应商必须承担社会道德责任，制造企业必须承担生产质量和保护劳工权益责任，而零售商必须承担与顾客和社会沟通的责任。陶菁（2009）提出，如果能够在社会责任与经济收益之间找到协同点，遵循全球供应链成本—责任—利润的公平机制，将有力推动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往更深处发展。容庆（2008）从观念更新、政策供给与监管、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引进与创新、标准制定与检审、责任消费等几个方面提出了相关的改进对策。孟炯（2009）则从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方面，即产品的安全性能对消费者偏好的影响入手，运用博弈论对消费者驱动的制销供应链安全责任决策进行了研究。李雷鸣（2008）则认为，企业应根据供应链的复杂程度、企业业务或产品种类的数量、企业在供应链中控制力与影响力大小来选择相应的策略。

综上，当前关于供应链社会责任的研究主要关注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供应链，国内的研究则更侧重于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供应链在我国的社会责任施行状况及其成因，尤其是对权力不均衡导致的损益错位问题的关注较多，但相关研究多为定性的描述性研究且研究视角较为单一，很少对我国供应链社会责任缺失的内在机理进行深入解析，特别是对结构特征和治理机制与全球供应链显著不同，并缺乏供应链共同行为准则的国内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关注不够，没有为国内供应链社会责任的治理找到一个理论立足点。因此还存在进一步深入和拓展的空间。

3.小结

总的来看，有关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文献已经相当丰富，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层次、动因等方面已有较清楚的认识和相当的共识。在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如何使得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发挥作用，构建系统化的机制是相关研究关注的重点。但已有研究存在两方面不足：

第一，以往基于企业角度、供应链角度对社会责任的研究有较为明显的错位，存在研究视角的盲点。从基于企业个体角度的研究来看，以往研究侧重企业社会责任的综合治理，忽略了任何企业都不可避免地嵌入某一供应链中，与供应链上下游其他企业之间存在强烈的利益和行为关联约束这一事实。相关研究多将各方面的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和不同层面的企业社会责任纳入同一个笼统的框架内进行研究，使得研究难以进一步细化和深入，由此引出的政策建议在操作层面也不容易落实。相关研究以企业个体为考察对象并基本遵循同一假设前提，即每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是各自独立的，因而较少考虑企业之间的互动行为及其相互影响。事实上，企业之间尤其是供应链上的企业之间，存在很强的利益关联与行为关联，供应链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机制紧密相关，虽然目前关于供应链社会责任的研究已经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但目前关于供应链治理方面的研究还很分散（段伟常，2006）。

从基于供应链角度的研究来看，目前国内关于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的文献尚十分有限且不系统，相关研究多侧重供应链的内部治理及供应链企业之间的协调，却忽略了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综合治理。大多数文献是从供应链构建及其内部成员之间的互动行为、收益和成本协调机制等方面进行探讨，对于如何通过第三方机构或政府、消费者等外部治理来推动供应链的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政府如何推行合适的激励机制设计，如通过政策与标准制定，实行消费者补贴、供应链税收减免或融资优惠，实行供应链核心企业管理等，促使公共部门、消费者直至供应链内部关联企业共同发挥作用，实现供应链社会责任的有效治理方面的研究尚十分少见。

第二，以往研究很少关注内生型供应链的社会责任问题，存在研究对象的盲点。由于供应链社会责任的理论与实践主要源于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供应链，加之早先我国的内生型供应链的发展及相应的治理尚未成熟，国内有关供应链社会责任的研究亦基本上局限于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供应链，而对于内生型供应链社会责任的研究，尤其是内生型供应链社会责任治理的研究尚十分缺乏，而事实上，很多现实中严重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如三鹿奶粉事件、齐二药事件，正是源于内生型供应链社会责任的缺失。

三、我国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难点

虽然事实上供应链实施社会责任可以为供应链及供应链企业带来显著的长期效益，并且这已经在一些国际供应链社会责任实践中得到证明，但在我国当前特定社会经济背景下，内生型供应链中的社会责任治理不可能自动实现，其根本原因（也是供应链社会责任治理的难点）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消费者选择没有对供应链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发挥有效约束作用。尽管供应链中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意愿是由制度、道德、经济等因素共同驱动的，但经济动因才是最根本的内在动因。供应链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作为市场经济中的微观主体，获取利润毕竟是保证企业生存发展的首要条件，如果没有内在动因或外在压力的作用，指望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显然是不现实的。只有当消费者的诉求转化为约束供应链企业经营活动外部性的联合行动，并通过市场的力量得以表达，才会对企业形成实质性压力。而当消费者的压力真正转化为消费者的“货币选票”并通过有效的机制在供应链企业中传递，进而成为供应链提高社会责任绩效的内在动因，最终使得那些重视消费者诉求、考虑社会利益的供应链企业得到社会大众的“褒奖”，不重视社会责任的供应链企业则遭到消费者的抵制并给自身带来巨大的损失，供应链企业才会自觉采取社会责任行动。然而，现实中由于“二元市场”导致的市场分割，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不确定性，以及由于产品可获得性、感知的消费者效应和社会规则等导致的消费者“态度—行为意向”鸿沟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使得消费者选择不能真正发挥作用。

第二，供应链内部治理结构的不均衡导致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损益的错位。供应链中的单个企业才是市场活动的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其经营的根本目的，而供应链的类型，供应链的结构，供应链中各个环节企业的地位、话语权、市场影响，以及供应链企业面对的市场环境等差异较大。供应链治理结构的不均衡，使得供应链企业实施或不实施社会责任行为所带来的成本支付和收益分配严重不匹配，导致不对称的、错位的供应链社会责任，强势的核心企业在整个供应链中处于统治地位，享受供应链的大部分利益而缺乏转移利润的动机，也使得消费者选择的压力在供应链中不能有效传递。当前很多食品、药品安全事件，恰恰反映了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缺失。如在“三鹿事件”中，正是由于原材料供应商社会责任的缺失，才导致整个供应链的崩塌，而问题的本质则在于，在激烈竞争中，供应链中的主导企业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将成本压力过分地向上游转移，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奶农在短期利益驱使下则采取了非法措施，正是这样一种不对称的、畸形的供应链治理机制，导致企业社会责任事件的发生并最终使整个供应链、消费者和社会均蒙受严重损失。

四、本研究的出发点及解决的关键问题

从供应链层面考虑企业社会责任的治理问题，可以充分利用供应链企业之间强烈的关联约束，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从而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找到一个现实可行的着力点，改变原来因为企业量大面广，性质、形态、规模结构复杂而难以着手的局面，并实现治理的广泛性和治理成本的最小化。但另一方面，虽然供应链治理可能是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一个最有效的途径，但尚有很多理论困惑和现实问题有待解决。特别是我国市场机制的不健全与供应链内部结构的先天不足，决定了供应链社会责任单纯通过供应链内部管理的实施难以自动实现，解决之道在于通过外部干涉，完善市场机制并打破供应链原有的权力结构与成本及收益分配机制。即一方面通过市场机制的完善使得消费者选择切实有效发挥作用从而对供应链企业形成实质性压力，另一方面通过适当的政策干涉或第三方机构协调等途径，作用于供应链的关键节点或核心企业，改变供应链原有的博弈均衡，改变供应链原有的成本分担与收益分配机制，使得供应链社会责任的外部约束能够在供应链各个环节有效传递，并强化供应链社会责任内部治理机制，最终构建一个管理机构、消费者和供应链企业多方参与、协调合作，政府管制和市场机制共同发挥作用的供应链治理模式。而上述目标的实现，即构建基于供应链治理的社会责任实现机制，首先要求对消费者选择、供应链企业的策略与互动行为规律，以及供应链治理机制的内在机理有深入的理解，这正是本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本研究结合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多元市场、社会治理与市场机制不完善并存的特定背景，深入探讨我国供应链上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动机、互动关系及其作用机理是什么，如何发挥供应链外部利益相关者特别是消费者的约束作用，如何实现供应链内部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良性互动与收益平衡，应从何入手、如何构建包括供应链关联企业、消费者、公共管理部门等的供应链社会责任治理机制，各种政策工具如何发挥作用及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是什么等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关键问题，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及规律的揭示有助于理清人们对内生型供应链社会责任的认识，并弥补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研究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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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消费者的责任消费态度与行为研究




第一节　不可持续性消费行为的产生机理及矫正策略



人类的不可持续性消费行为根植于人类与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相互适应而长期进化的基础。本节从进化学的视角探讨如何利用进化的人性促进可持续性责任消费，消除或减轻环境问题。认为许多引起现代环境和社会问题的消费行为本质原因都在于进化中形成的适应性行为倾向，包括：利己主义倾向；对比倾向（相对地位动机）；模仿倾向；短视倾向；漠视无形倾向。意图减轻甚至消除环境和社会问题，抑制不可持续消费、激发责任消费的有效策略必须顺应和利用进化的人性倾向，而不是忽视它们或者与之背道而驰。

一、问题的提出

消费是社会再生产活动中的重要一环，消费方式对生产、流通等其他社会再生产活动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引导和鼓励可持续性消费行为，减少和杜绝不可持续性消费行为，不仅对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意义重大，而且已经成为全球范围的共同实践。

可持续性消费行为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消费行为。可持续消费是一种新的消费模式，是可持续发展的延伸和深化（香小敏，2007）。可持续性消费的理念由来已久，中华民族的远古文化中就蕴含着“天人和谐”、“厚德载物”等保护自然的思想。许多先哲们都认为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应有合理的限度：“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故曰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网罟必有正”（《管子•八观》），因而“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木材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在相关法令方面，西周时期颁布的《伐崇令》规定：“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先秦时期对农耕、捕鱼、狩猎等活动则有了明确的限制规定，此后的各个朝代在可持续消费与环境保护方面亦有所作为（赵安启等，2008）。

然而，不可持续性消费行为也一直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生相伴，特别是近代在工业化及消费经济的理念指导下，全球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是一个在现在与未来、在可持续与不可持续之间不断冲突权衡的过程。令人担忧的是，人类的理性及其对于未来的担忧在当前的消费诱惑面前似乎总有些力不从心。不可持续性消费行为似乎顽固地根植于广泛的社会群体行为之中，并相对于可持续性消费行为拥有压倒性的优势，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王建明，2011），其中的深层原因值得探究。

进化理论对人类的不可持续性消费行为提出了较为令人信服的解释。在人类的漫长进化过程中，我们的祖先逐渐演化出了对复杂环境的适应性行为倾向（adaptive tendencies），并依赖这些行为倾向，不断从环境中获取资源，使得人类得以生存繁衍。这些适应性行为倾向在现代人身上大部分得到继承并根植于人的内心，具有十分顽强的生命力，难以改变。我们的祖先可以依靠长期自然演化的行为倾向而繁荣兴旺，但是同样的行为倾向，在现今人口密集、科技发达的地球上，却可能会严重破坏生态和社会环境，造成难以逆转的后果。

尽管人类的理性已经意识到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重要性，但改变千万年来进化形成的传统行为方式、生活习惯却是一个巨大挑战。正如Joel Heinen和Bobbi Low （1992）所言：“自然选择驱使所有的生物有效地寻找和利用资源。而人类面临的问题在于，我们已经利用我们的智慧创造了崭新的生存环境，但是我们现在拥有的科技与我们历经进化之后产生的行为倾向结合，则会成为最有可能毁灭我们的东西。”从全球范围来看，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结合中国国情来看，该问题则无疑成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巨大障碍，奢侈浪费、危害环境的不可持续性消费行为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如何有效引导消费者行为？如何实现可持续性消费？为何某些引导可持续性消费的政策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我们认为，只有对消费者的不可持续性消费行为形成机制进行深入解析，基于对人性的深层理解之上制定相关政策及宣传引导策略，方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而进化论为我们理解这一机制提供了极佳的视角。因此，本节从进化理论的视角，深入分析现代社会中人们不可持续性消费行为产生的根源，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行为影响策略，为促进可持续性消费提供理论支持。

二、适应性行为倾向引发不可持续性消费行为的机制

达尔文（Darwin ，1859，1871）的开创性著作奠定了行为进化的理论基础。过去数十年，对人类行为进化的研究为人类学、心理学和经济学提供了大量的理论洞见和实证依据（Buss，2005； Dunbar ＆ Barrett，2007）。行为进化理论也越来越广泛地影响医学、法学和商学等各个学科领域。行为进化理论的研究表明，正如自然选择的力量可以形成多样性的生物形态特征，这一力量也可以形成人类的心理和行为倾向。行为进化理论认为，人类在不断的进化过程中，形成并且继承了适合人类祖先生存环境要求的身体、大脑以及相应的适应性行为方式（Buss，2005； Kenrick et al.，2010）。但是，人类并不总是能清晰地了解其行为的进化原因和过程，并且原始社会环境中具有适应性的行为倾向，在今天已经被人类行为完全改变的社会环境中，却不总是具有适应性，并往往带来巨大的环境问题。

（一）人类行为的深层动机源于进化形成的适应性行为倾向

行为进化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人类行为的适应性功能，即人类的一系列特定的行为如何帮助我们的祖先适应环境并得以生存和繁衍。一个直观的例子是：当问及儿童为什么更喜欢糖果而不是菠菜，通常的回答是糖果味道更好，更会使孩子产生愉悦感。但是从行为进化的观点来看待这一问题，就会首先追问：为什么甜的、多脂肪食物通常尝起来味道更好，并且更能使人产生愉悦？其解释是人类继承了渴求高能量食物的行为倾向（Rozin，2005）。在原始社会食物稀缺的环境下，这些类型的食物比低脂肪或低糖分的食物更能为我们的祖先提供必要的能量。现代社会随处可见的超市和便利店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高能量的食品，尽管人们知道过多地摄入高能量食品的害处，但人类本身长期进化形成的、已经内置于人体的行为选择机制，仍然继续暗示着他们高能量的食物的适应性优势。这种对食物选择性的行为进化机制，就是我们今天仍然偏爱高能量食物的根本原因。

进化论观点区分了人类适应性行为的深层动机和直接动机（Kenrick et al.，2010）。对人类行为的相关研究中，行为学派通常仅关注直接动机，即行为的相对直接缘由。当解释人们为什么倾向采取特定行为方式时，直接动机通常包括偏好、学习、实用、愉悦、情绪和性格等。但是，行为进化观点则从生物适应性的角度进一步考虑行为的深层的根本动机是什么，即人类为什么会在某种特定环境下倾向于采取特定行为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人类行为的直接动机和深层动机并不互相矛盾。相反，二者具有互补性，可以从不同分析层面上解释人的行为。由于人类行为是大脑活动的产物，大脑是一个长期进化所形成的高度复杂的器官，人类所有的行为都具有直接动机和深层动机。例如，孩子喜欢甜食，是因为甜食能使其产生愉悦感（直接动机），也是因为人类适应性进化长期演变导致人类渴求高能量的食物（深层动机）。这两个解释同样是正确的，只是分别从不同的分析层面对同一个行为提供了不同的解释。

尽管人类所有的行为都受到直接动机和深层动机的驱使，但人们并不总是了解或者关注自身行为的深层动机。大量的文献表明，深层动机通常以无意识的方式主宰性地引导着人们的行为（Barrett ＆ Kurzban，2006；Kenrick et al.，2010）。这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人类经常没有意识到自身行为背后的进化原因，但是一个特定行为通常都具有多重动机，即直接动机和深层动机。从深层动机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基因是“自私”的，自身基因的存活与复制是人类适应环境的进化结果，它决定着人类长期相对稳定的行为选择方式，即人类的适应性行为倾向。

（二）不可持续消费行为的本质是适应性行为倾向与变化了的环境之间的冲突

进化观点认为，人类在自然中进化出高度复杂的大脑，并逐渐演化出适应性行为，使其足以应对当时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的许多复杂问题。然而，大脑结构与适应性行为是长期进化的结果，并具有时间维度上的相对稳定性，石器时代的人类大脑并不一定在今天的高度变化的世界里也还总是能适时地创造出适应性行为。例如，现代社会中能激起人们性欲的很多与性相关的信息和行为，对人类的生殖繁衍却几乎毫无益处。换句话说，我们的大脑处理问题的机制，与我们在现代社会遭遇的问题之间并不匹配（Penn，2003）。原因在于，大脑的进化往往需要千万年的时间，但是现代社会环境的改变（特别是科技发展、人口增长导致的环境改变）则要快得多。举例而言，我们的大脑还没有进化到能适应性地回应超市中随处可见的高能量食物。亦即，人类行为进化机制的滞后性与现代社会的快速变化之间存在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

运用上述理论可以解释当今人类不可持续性消费行为的内在原因及其形成机制。人类在与其所处的自然、社会环境漫长的共同演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内化的适应性行为反应机制，这种适应性行为反应机制使得人类得以生存繁衍。但另一方面，人类的智慧又使其成为地球上唯一的绝对优势物种，近几千年来，人口数量、经济活动总量以几何级数增长，科技以加速度趋势不断发展，人类的活动导致其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加速变化。不断从环境中攫取和利用资源是人类适应性进化的结果，然而进化形成的相对稳定的适应性行为反应机制与飞速改变的自然与社会环境难以同步，二者的不匹配甚至冲突是导致现代社会不可持续性消费行为的根本原因。这一机制可以形象地以图2-1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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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不可持续消费行为的产生机制



三、进化论视角的人类适应性行为倾向

根据普遍观点，人本性上天然倾向于抑制自己不要耗尽自然资源，但这一认识并不符合事实。许多传统社会对生态影响之所以不大，更直接的原因是人口密度低、经济活动水平低及科技不发达。历史表明，人类的本质就是从环境中获得并消耗资源而非保护它们。具体而言，生态破坏很大程度上是由五个进化形成的人类适应性行为倾向所引起：（1）利己主义倾向；（2）对比倾向（相对地位动机）；（3）模仿倾向；（4）短视倾向；（5）漠视无形倾向。这些行为倾向并不相互排斥，大部分生态破坏行为通常涉及多种行为倾向的综合。尽管这些行为倾向在原始社会环境中通常都具有适应性，但在现代社会中却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一）利己主义倾向：自身利益高于他人利益

对某一物种而言，自然选择过程决定了对其最重要的首先是个体的存活及自身的基因复制，而代价常常是牺牲其他个体基因的生存几率（Dawkins，1976），尽管不同人“剥削”他人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Van Lange et al.，1997）。在面对困境时，尤其是同大群体中的陌生人互动时，人们更倾向于作出自私的选择（Komorita ＆ Parks，1994； Van Vugt，2009）。

许多环境问题来源于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这种内在冲突，狭隘的利己主义常常能够击败群体的共同利益。公地悲剧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Hardin 1968）：许多放牧人共享一块草地，尽管大家都希望每个人的放牧数量都受到一定限制，以保证草地不因超载而被破坏，但当他们意识到如果自己再多放几头牛，就会获得更多个人利益，而成本却是由所有人共同负担。由此产生悲剧局面：大多数人最终都增加了自己的放牧数量，导致公地的生态毁坏（Ostrom，1990）。

利己主义倾向是人类长期进化的适应性结果，倡导人们将集体利益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策略很难获得持续的理想效果（Penn，2003）。例如，试图说服人们仅仅为了环保原因而进行消费的自我克制几乎不可能奏效（Gardner ＆ Stern，2002）。即便这些策略在开始阶段有效，自我克制也很可能仅仅是短期的解决方式，因为“钻空子”、“搭便车”的行为，以及对其他人可能采取这样的行为的恐惧，会很快破坏群体博弈的均衡。举例而言，倡导人们用水时自我克制的活动实际上反而可能增加用水，因为人们害怕其他人不愿意进行自我克制（Van Vugt，2001），而自己选择了自我控制，很可能使得自身利益受损。

（二）对比倾向：对相对地位的渴望

对相对地位的渴望是人类普遍的心理。这种欲望也往往会导致过度消费行为，尤其是那些对生存并没有直接价值，但更利于凸显个人身份的奢侈消费行为。此类消费极大地助长了自然资源的破坏、污染和废弃物的产生（Penn，2003）。根据Miller（2000，2009）的观点，奢侈的浪费性消耗源于在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人们对相对地位的渴望。因为在进化过程中，个体的成功总是相对的，一个基因必须优于其他基因才能够提高繁殖机会并开枝散叶。一般而言，人们更关注相对地位而非绝对地位。“你的幸福是你的邻居给你的”，人们并不一定生来就想要拥有大房子，但是他们会渴望拥有比邻居更大的房子。类似地，比起绝对财富的增长，相对财富增长会更容易给人带来快乐（Diener ＆ Suh，2000）。

“跟别人比阔”的炫耀性消费几乎贯穿人类整个历史。埃及法老用金制皇冠、精妙的艺术品和巨大的金字塔展示他们的财富；印度王公贵族建造了奢侈华丽的别墅，并在广袤的领土上放养了成群的珍稀动物。这种炫耀性的财富展示在文化记录中多如牛毛，从中国的封建社会到波利西尼亚岛上居民、冰岛群落、亚马逊觅食部落（Bird ＆ Smith，2005； Godoy et al.，2007； Van Vugt ＆ Hardy，2010）莫不如此。

现实中一些试图减少过度消费的行为影响策略大多没有注意到相对地位动机的重要性，因此常常收效甚微，甚至困难重重。而且，很多消费广告反而在不断强化和诱导人们对地位的渴望（此类广告在当前中国的电视屏幕上比比皆是）。事实上，相对地位动机的作用是如此之大，忽视其影响或者试图压制人们对相对低位的渴望的策略往往很难奏效。例如，希望中国富裕阶层减少消费，并告诉他们这是因为他们比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富有，这种劝导几乎不会起任何作用。

（三）模仿倾向：无意识模仿他人行为

心理学家很早就注意到人类无意识复制并模仿他人的行为倾向，并且认为这种倾向对人类的进化是有益的（Van Vugt ＆ Ahuja，2011）。从社会学习角度而言，模仿他人或者跟随大多数人的做法是一种适应性策略，原因在于个人反复试验学习的成本十分高昂（Richerson ＆ Boyd，2006）。在原始社会中，能够迅速模仿他人行为的人更具有适应性优势。模仿他人通常是一种长期进化所形成的无意识过程，由大脑中的特定神经元自动触发而成（Chartrand ＆ Van Baaren，2009）。

模仿行为倾向对不可持续性消费行为的影响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此类问题通常源于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事与他们实际看到别人做的事之间的矛盾。在现实生活中，尽管人们常说身边的人的消费行为不会对其自身的消费行为产生影响，但研究表明，身边的人的消费行为通常最能够准确预测人们实际上采取的消费行为（Nolan et al.，2008）。比起个人的消费态度甚至金钱上的激励，亲近的人的消费行为有时更能实质性预测他们自身的消费行为（Nolan et al.，2008）。当人们了解到，他们的邻居、朋友、亲人的消费行为并不环保时，他们就会倾向于增加自己的消耗，即使他们在过去曾经力图减少消费（Schultz et al.，2007）。

出于模仿的本能，如果人们并不确信周边的许多其他人是否采取了节约、环保的行为，那么倡导消费者“应当”采取厉行节约、促进环保的行为影响策略通常注定是失败的。现实中媒体上通常所见的环保公益宣传中，鼓励环保行为的方式，是将人们行为本身的问题描述为十分严重并且经常发生。如“我们每年浪费的粮食，足以养活3亿人”或者“每天我们扔掉3亿个塑料瓶”等等，此类宣传的目的性非常明确，但却忽略了信息背后隐含的一些强大的、本质性的至关重要的内容，即提醒人们大量的人正在采取这种不恰当的行为方式，而这种普遍采用的行为方式恰恰容易引起人们潜意识里的模仿倾向。一个极端的案例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石化森林公园内曾张贴一张告示，告知游客每年令人痛恨的巨大盗窃数量，试图以此阻止对树木的偷盗。然而现场实验表明，这种描述盗窃行为普遍性的防盗策略，反而让盗窃数量增加了约300%（Cialdini，2003）。

（四）短视倾向：重视眼前高于未来

自然选择并不是一个前瞻性的过程机制，相反，自然选择促使人们尽可能最大化当前利益。从狩猎和采集者到农民的进化转变产生了时滞效应，狩猎和采集者的劳动当天就可以得到回报，而农民则需要等待几个月才能收获成果。但是，从进化时间表的角度而言，人类从觅食者到食物生产者的转变发生得很晚，因此根深蒂固的原始行为倾向并没有消除。尽管人类的理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容许延迟满足，但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仍旧压倒性地侧重直接的短期结果，同时忽视远期结果如生态威胁的可能性和重要性（Green ＆ Myerson，2004）。

许多社会和环境问题源于重视直接回报高于延迟回报，眼前的欲望压倒未来的需求。这种倾向有时候被认定为现代文明的病态现象（Penn，2003）。然而事实上，这种倾向在原始社会环境中具有巨大的效益。如果人类祖先在满足未来需求而不是满足现在需求上花费更多精力，他们就很难存活繁衍下来。

人类短视倾向的存在意味着，如果影响可持续性消费行为的策略中未能充分考虑这一点，这种策略实施起来通常都难以见效。希望人们同等对待后代的需求与自身需求并不现实。一些研究也表明，号召更多地考虑子孙后代，避免浪费行为的行为影响策略并不能有效激励环保行为的产生（Gardner ＆ Stern，2002； Nolan et al.，2008）。

（五）漠视无形倾向：对潜在的危险视而不见

许多环境和社会问题的持续恶化是由于人们普遍缺乏对其持久性的、实质性的强烈关注。一些人仅仅是隐约意识到当前的生态警报，但问题的发展及其未来的结果在脑海中难以形成直观的图景，对未来的、缓慢到来的类似所谓“温水煮青蛙”的无形危机往往漠视。这种对无形威胁漠不关心的态度和行为反应深植于我们的进化历史之中。我们并不拥有处理如气候变化这样大规模但是缓慢发展的环境问题的进化机制（Penn，2003）。当面对过去极少面对的新的无形危险时，我们的大脑还没有进化出适时发出警报的机制。因此人类低估了许多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在理解环境危险方面表现拙劣并不奇怪（Hardin，1995）。

人类无法妥善应对现代社会产生的环境灾害的重要原因是在漫长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感官及认知机制（Ornstein ＆ Ehrlich，1989）。人类的大脑在远古的环境中进化而成，大脑支配的认知和行为模式与当初的环境之间存在着有形、内在的联系。如果部落群体成员捕杀干净一个区域内的所有动物并采集干净所有食物，他们就会饿死；如果他们在山洞里排弃过多垃圾废物，山洞就无法居住；如果他们吃下有毒食物，他们就会中毒甚至可能死去。现代社会经济活动对环境影响的主要差异在于，人们几乎很少能直接看到、听到、触摸到、感受到他们的行为如何影响整体环境的变化。即，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消费行为及其对环境的影响之间的有形联系往往被割裂。例如，当人们购买食物时，不会看到食物如何生长；即便买光超市里所有食物，第二天超市里又会出现更多食物。工厂生产产品时，很多情况下人们也不会看到河水和空气正在受到污染。当行为与环境之间的有形、内在联系被切断时，我们并不奇怪地看到，很多人甚至会质疑为什么环保主义者对一些不可持续性的消费行为（如餐馆里大肆浪费，超出实际需要购买大排量汽车）大惊小怪。

四、针对适应性行为倾向的行为影响策略

上述讨论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如果意图缓解不可持续性消费的行为影响策略同驱使不良消费行为产生的原始动机之间不匹配，这些策略的效果可能就会大打折扣。反之，如果二者之间相匹配，相应的策略就会更加有效。如Wilson，Daly和Gordon（1998）所言：“进化的人性是环境退化的原由之一。但这种观点并不是我们无能为力的辩解，而是警告我们，有效的环保策略应当建立在对人们进化心理和行为过程的了解基础之上。”仍以食品消费为例，考虑现实中试图减少不健康食品消费所普遍使用的行为影响策略：一些策略试图利用罪恶感说服人们，吃垃圾食品是有害的；另一些策略则督促吃垃圾食品的人加强自我控制。尽管这些策略也可能或多或少有一定效果，但从行为进化观点来看，上述策略可能并非最佳，因为这些策略都直接违背我们的行为进化倾向。因此，只要不健康的食物尝起来很好并且价格不贵，那么试图说服人们用健康食物替代甜食就很困难。但是，如果人们从感官上觉得健康食物味道更好，那么他们就有可能选择更为健康的食物。事实上，这一策略在实践中一些便于应用的领域已经广泛采用，比如在一些难以入口的药中加入糖果味，使得那些不愿意吃药的孩子喜欢吃药。但在一些涉及更为复杂的人类行为倾向的领域，人们却往往忽略或没有意识到也同样存在这一问题。因此，对于驱使不可持续性消费行为产生的行为进化机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将试图改变人们不良消费行为的策略与人们的行为进化倾向相配合而非背道而驰，有益于更有效地缓解或消除消费领域的社会问题。

尽管消除由于进化而根植于人心的适应性行为倾向十分困难，但在特定情形下，适当利用这些适应性行为倾向，也能够促使人们产生良好的、可持续性的行为方式。本研究将进一步利用相关进化理论，包括亲缘选择（kin selection）、互惠利他主义（reciprocal altruism）、高成本信号理论（costly signaling）和生命史（life history）理论等，依次探讨针对上述适应性倾向的有效的行为影响策略。

（一）针对利己动机的行为影响策略

1.扩展亲缘选择

进化论的观点强调，利己主义并不等同于仅仅关注个人的自身利益。亲缘选择理论表明，人类已经进化到需要确保自身基因，包括家人及具有血缘关系的亲人的共享基因的存活和复制（Hamilton，1964； 刘鹤玲，2008）。亲缘选择对处于环境和社会困境中的自我牺牲及合作行为具有重要含义。王健（2009）认为，亲缘选择可以为行为者带来广义效用。从进化论视角来看，个体自身付出代价而让不相关的陌生人受益，完全不同于让具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收益，因为从基因传续角度而言，帮助亲人差不多可以说是使自己受益（Kenrick et al.，2008）。因此，现实中人们更有可能同具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而不是非血缘的人共享资源，并且存在一种类似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版）中所谓的“差序格局”，即更有可能是和近亲而非远亲共享资源或利益（Burnstein et al.，1994； Dunbar ＆ Barrett，2007）。

根据亲缘选择理论，如果在促进可持续消费的行为影响策略中强调亲缘利益，那么这种策略将更具有号召力。例如，如果在倡导人们节约用水的宣传中，突出浪费水资源可能导致的结果是没有足够的水留给他们的儿女子孙，这种策略也许会更加有效。亦有相关研究表明，强调为了亲人及后代保护环境比其他口号更能鼓励环保志愿服务，这些研究结果也恰好符合上述观点（Neufeld et al.，2011）。亲缘选择的另一层实践含义是，可以利用假设的“亲缘标签”激励亲社会行为。亦即，强调与无关群体具有家人般亲缘关系（如兄弟姐妹），会激发心理上的亲近感，从而促使个体产生更多的自我付出的行为。

2.培育互惠利他

尽管亲缘选择的存在使得人们的行为倾向具有选择性，但人类出于共同生存发展的需要，已经发展出与同家人以外的其他人的合作行为。进化理论从互惠利他主义角度解释了这种非亲缘合作（Trivers，1971）。互惠利他理论的实质内涵是基于回报的合作（饶异，2010； 郭菁，2008），如果帮助他人能够获得回报并从中受益，那么同非亲缘关系的人的合作就能够得以进化发展。人类祖先的群体生活条件为发展互惠利他主义提供了非常适宜的土壤，从事狩猎和采集的原始社会群体必须合作才能完成生产任务，从而形成了稳定的小型社会网络（Foley，1997）。研究表明，出于类似的原因，现代社会中密集程度高、互相依赖的社会网络构成的小型社区，能够更好地保护公共资源（Ostrom，1990）。例如，具有强网络关系的渔民群体，利于产生更有可持续性的捕鱼行为（Palmer，1991），密集的社群网络会通过口口相传加快绿色科技的使用（Gardner ＆ Stern，2002）。

互惠利他行为的存在意味着，创建互相依赖的小型社会网络更容易产生环境友好行为。根据一些先前的研究，如果人们将自己视作非亲缘关系群体中互相依赖的个体的一员，他们会更愿意为了这个群体作出适度的自我牺牲。尽管在现代社会中，数百万人口的城市完全不同于原始社会部落社区，但是内部管理较为完善、联结紧密的生活社区，以及将具有共同志趣的人聚集到一起的在线社交工具、社交平台等，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大量的、分散的个体，转化为密集的、互联的、类似原始群落的小型虚拟社区。当今中国依托网络而广泛存在的各类公益、环保社区，也事实上通过网络连接和相互影响为环保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善因营销（cause-related marketing）（Varadarajan ＆ Menon，1988）是利用互惠利他主义的另一个典型的例子。例如，每卖出一瓶“农夫山泉”矿泉水，“农夫山泉”就向自然保护组织捐赠2分钱。酒店中如果客人重复使用毛巾，酒店就会向环保事业提供捐赠。善因营销被认为十分有效，因此成为企业赞助增长最迅速的领域。总之，如果相关策略中善于利用人类互惠利他主义行为进化倾向，那么策略中的一小点变化也可能会使得人们的行为产生更大改变。

3.促进间接互惠与群体认同

间接互惠是指同无法提供直接回报的其他人一起合作并最终达到间接的互利互惠。间接互惠通常通过声誉机制得以实现（刘国芳、 辛自强，2012），因为间接互惠行为可以使得个体树立良好的合作声誉，从而提升其社会地位并获得更多的结盟机会（杜月，2007；Hardy ＆ Van Vugt，2006）。间接互惠理论认为，人们会特别关注并回应可以提升个体声誉和地位的行为影响策略。对于个人声誉问题的考虑会诱导人们购买绿色产品，即使他们认为这些产品并不符合其初始的购买意愿（Griskevicius et al.，2010）。声誉也是诱使企业采用可持续性营销实践的有力工具。例如，消费者主导的“点名谴责”（name and shame）运动迫使麦当劳放弃塑料包装而采用更具有可持续性的材料（Gardner ＆ Stern，2002），这意味着标记、名誉关联、责任锁定等策略可以激发良好行为。特别是当人们对一个群体十分认同时，对其所属群体的关注就会更加强烈（石晶等，2012）。具有高度群体认同的人更愿意制止甚至补偿其他群体成员的不良行为（Brewer ＆ Kramer，1986）。最近的神经系统研究也表明，当人们在帮助他们强烈认同的陌生人时，大脑被激活的区域同帮助亲人时十分类似（Harbaugh et al.，2007）。因此，如果产生更为强烈的群体认同，则可能增强可持续消费行为。

（二）针对相对地位动机的行为影响策略

1.显示高成本信号

高成本信号理论从进化角度解释了人们渴望相对地位的根本原因（Zahavi ＆ Zahavi，1997）。这一理论假设，自然选择倾向于那些参与到高成本活动中的人，这些成本包括对重要自然资源、风险或者时间等资源的使用。其原因在于这显示他们运用资源的能力，而资源运用的能力与相对地位密切相关（Bird ＆ Smith，2005； Miller，2009）。根据这一观点，买第二套房子、住豪华别墅、开豪华汽车、穿戴名牌服饰的人都有效地向身边的人们传达出他们在非必要的商品上投入了大量成本的信号，由此强化了他们的相对地位（Van Vugt ＆ Hardy，2010）。

高成本行为发出了成本花费的信号，但高成本行为并不一定仅与消费行为相对应，因此对于相对地位的竞争可以有不同的实现途径而不仅仅限于消费行为。例如，“中国首善”陈光标通过数亿元的慈善捐款和高调的宣传行为，表明其成本花费的能力。尽管人们对其动机存在质疑，但其行为无疑显示了其运用资源的能力，也对其拥有的社会地位贴上了标签。通常，那些富有并且慈善的人常会被认为更有社会地位并值得信任（Barclay，2004； Cottrell et al.，2007； Hardy ＆ Van Vugt，2006）。因此，类似慈善这样的非消费性的高成本行为尽管其目的可能是出于相对地位动机，但却可以演变成“竞争性利他主义”行为，即通过某种方式的自我牺牲争取地位（Roberts，1998； Van Vugt，Roberts ＆ Hardy，2007）。人类学家观察到，这种现象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Price，2003； Smith ＆ Bird，2000）。这意味着，适当利用人类内在的相对地位动机，不仅可以降低奢侈性消费对社会及环境的损害，甚至可以将高成本行为引导到慈善、环保等领域。

2.鼓励竞争性利他

竞争利他主义的理论进一步深化了对高成本行为的理解。按照这一理论，人们牺牲自身利益参与环保行动的本质原因是出于获取相对地位的动机。因此，若试图利用人们对相对地位的渴望，促使其产生可持续性消费行为进而使环境受益，关键在于要让他人知道他们的这些有益社会的行动（Hardy ＆ Van Vugt，2006）。亦即，他们的这些有益行动必须尽可能多地被他人所认识和感知。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倡导可持续性消费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做好事不留名”等类似的观点并不是好的选择。例如，在绿色消费实践中，对相对地位的渴望会激发人们购买绿色产品的意愿和行为，尤其是当这种购买行为可以明显地被周围的人看到时，其效果就更加显著（Griskevicius et al.，2010）。这表明，倡导绿色消费的企业或组织应当向人们提供清晰可见的标识或标签，激励人们选择绿色产品，使其能够清楚地展示自己的绿色消费行动。

竞争性利他主义的动因机制同样也暗示着，可以采取相应的绿色产品定价策略鼓励可持续消费行为。由于购买绿色产品的动机是出于显示相对社会地位的动机，购买人已经准备好了承受较高价格，因此有时提高绿色产品的价格反而会使得产品更受欢迎。例如，具有环保性能的丰田普锐斯汽车就采用了这一定价策略。相反，如果绿色产品比非绿色产品更便宜，一些人的购买欲望就反而会消减，因为这可能意味着向身边的人传达出他们没有能力购买更贵的替代品的信息（Griskevicius et al.，2010）。从成本信号角度而言，如果绿色产品更加便宜、更容易购买并更加节省时间，则可能减弱它们作为环保产品的信号显示的作用。

利用竞争性利他主义倡导绿色消费的另一个十分有效的策略就是公布“绿色名单”，排列最为环保的企业、名人或普通公民。例如发布“慈善家排行榜”、“绿色企业”等措施，可以鼓励个人或企业自愿参与有益于社会或环境的行动，以避免沦落到不太光彩的身份阶层之中。尽管相对地位的竞争通常被视作令人厌恶的行为，但也可以妥善引导，从而推动有益于环境和社会的行为。鼓励在这些方面展开适当竞争可以激励人们和企业自愿采取更多的可持续消费行为。

（三）针对模仿倾向的行为影响策略

1.利用从众心理

实践中我们通常使用两种类型的行为影响策略试图说服他人采取环保行为。一种是告知人们当前环境的问题的紧迫性；另一种是通过金钱的激励。例如，多数酒店都会在客房里放上宣传卡片（如“为了我们共同的环境，请重复使用毛巾”），或者金钱的激励（如“重复使用毛巾可以享受5%的酒店折扣”）等来促进环保行为。尽管此类信息从直觉上看有一定的说服性，但一些实验研究表明，仅仅告知人们环境问题的紧迫性几乎无法真正激励环保的消费行为（Gardner ＆ Stern，2002），而金钱激励尽管可以促进环保的消费行为，但此类激励通常会增加成本，而且从长期效果的角度而言，金钱激励的措施可能会弱化对可持续消费行为的内在激励（Tenbrunsel ＆ Messick，1999）。

模仿倾向的存在意味着，鼓励可持续性消费行为的方式可能更需要从社会激励的角度进行考量。例如，如果酒店房卡上请客人重复使用毛巾的提示中显示这种良好行为普遍性的信息，就可能会促使其他人也采取同样的行动。有研究表明，如果客人被告知，大部分客人住店期间都至少重复使用毛巾一次，则毛巾的重复使用率上升34%（Goldstein et al.，2008）。事实上，利用模仿别人行为倾向的策略已经广为采用，并在加强循环使用、减少垃圾和降低家庭能源消费方面获得巨大成功（Nolan et al.，2008）。

使用模仿策略中涉及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现实中通常只有少数人参与到预想的行为当中。例如，为了鼓励帮扶过街的老人，有的公益广告宣称，老人过街需要帮扶，而目前帮扶老人过街的人微乎其微，只占到5%。实际上，这是一个十分糟糕的宣传，这种策略有可能进一步降低帮扶老人过街的人的数量。这种效果与近些年媒体广泛宣传的“小悦悦事件”等公共事件的社会效果十分相似：当一个人认识到群体中绝大多数人都采取不恰当的行为方式时，极有可能引发更严重的群体败德。而有效利用模仿行为倾向，信息传达的关键在于要让信息的受众认为，很多人已经参与到这项行动当中。在上例中，如果将信息的传达方式重新设计为绝对数值，即每天有数千名老人在好心人的帮扶下过街，模仿策略可能更加奏效。

2.提升社会认同

模仿倾向导致人们模仿他人的行为，无论这种行为有益于或者有害于环境和社会。例如，当居民意识到他们使用的能源要比邻居少，他们就倾向于增加能源消耗（Schultz et al.，2007）。幸运的是，通过提升社会认同，这种有害的行为方式可以逆转。社会认同理论的核心假设是人们会为正向自我评价而努力（陈浩等，2012）。当居民得知他们的能耗低于邻居的同时，收到某种对这项行为的社会认同的明确信息，就会一定程度激励环保主义者继续采用节约能源的行为方式（Schultz et al.，2007）。美国一家叫作OPOWER的社会企业提供了如何利用无意识模仿倾向和提升社会认同从而产生大规模行为改变的案例（Cuddy ＆ Doherty，2010）。这家小型软件公司向家庭住户提供他们每月能源使用账单情况，包括他们的能耗同邻居能耗对比，同时还在节约能源的住户账单上画了一张笑脸。尽管活动范围仅限于一小部分家庭，截止到2010年，由此减少的能耗等于15万个家庭的用电量。此方法不仅具有极高的成效，并且从所有人口统计层面来看，它都减少了能源消耗，并且在实施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持续有效。

3.发挥领袖力量

尽管人们乐于随众，但他们更倾向于模仿特定类型的人，特别是那些被视作德高望重或成就斐然的人（Van Vugt et al.，2008）。按照进化论的观点，人们尤其倾向于模仿具有领袖特征的人（Van Vugt ＆ Ahuja，2011）。外表强硬、目光坚定、身材高大、声音低沉的人会吸引到更多的追随者（Van Vugt et al.，2008）。尽管这些类型的生理特征可能无法帮助人们在现代社会里成为领袖，但在漫长的石器时代进化形成的大脑，会不自觉地将这些特征视作为拥有地位、权力的领袖特质。当人们认定为具有领袖特征的人具有此类行为，他们也更可能出于模仿而自愿加入到这一行列当中。跟随领袖的进化倾向对可持续性行为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丰田在宣传中透露一些名人比如卡梅隆•迪亚兹、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哈里森•福特正在使用普锐斯，从而使得普锐斯的销售量火爆增长。

（四）针对短视倾向的行为影响策略

1.强调环境的可预测性

克服短视倾向的关键在于增加人们对未来的估值。进化理论学家认为，人类对当前和未来的权衡程度同生命史理论有关（Kaplan ＆ Gangestad，2005）。根据生命史理论，人们对未来期望的“打折”程度的个体差异是由于对其特定的成长环境因素的回应而形成，尤其是在儿童时期，环境因素更容易为其未来的行为方式打下深刻烙印。当个体处于危险、动荡、不可预测的环境中时，人们会更加重视眼前利益，而对未来的期望进行打折（Ellis et al.，2009）。例如，有研究表明，一个社会的死亡率越高，人们对未来期望打折也越高，生殖年龄也越早（Wilson ＆ Daly，1997）。即便社会经济状况能够得到控制，暴力犯罪率越高也预示着生育年龄越早（Griskevicius et al.，2011）。这意味着，在不可预测的险恶环境中，人们在作出决定时会变得更加短视，并且更少关注未来发生的事情。也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的短视倾向似乎更为显著，其原因就在于自然灾害频仍与社会动荡频繁。

生命史理论的重要实践含义是：在试图鼓励人们关心环境和未来时，强调环境的不可预测性是个错误的选择。生命史理论的内在逻辑告诉我们，要求人们为了未来而保护环境，并强调这是因为没有人能预测自然资源什么时候会枯竭，反而会导致大部分人站在这一策略所预期的行为回应的对立面，使得他们增加对当前的估值，并采取能够获取短期回报的行为。相反，当环境被认知和理解为具有更多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人们才会减少对未来期望的折扣。也就是说，强调今天的生活与过去的生活，以及可能同未来生活有众多共同之处，这样的影响力策略可能更易于使人们了解到，他们生活在一个可预测的世界中（Ellis et al.，2009）。如果人们相信，他们生活在一个可预测的世界中并且能够较为清晰地预见未来，就会有更多的动力关心和设计未来，并适当调整当前的行为方式。

2.利用性别差异

进化观点认为，与女人相比，男人对未来期望的估值会打更多折扣。亲代投资（parental investment）和性别选择（Darwin，1871； Trivers，1972）理论对此提出了进一步解释：某个物种中，具有更低义务性后代投资（如妊娠、分娩、哺乳、育儿）的性别反而表现出更强的竞争性。包括人类在内的大部分哺乳动物中，雄性通常具有更低的义务性亲代投资。许多研究表明，整个人类历史文化中男性比女性更具有竞争性，更能承担风险，更具有野心，寿命也更短（Daly ＆ Wilson，1988）。相应地，平均而言男性对未来期望的打折比女性更大（Wilson et al.，2007）。由此导致男性更倾向于能获得当前回报的浪费性消费。一些研究也证实男性对环境退化问题更为冷漠，并且更倾向炫耀性消费（Wilson et al.，1998，2007）。

性别差异的观念形成于原始社会并且根深蒂固，这也提示着，针对性别差异的特定类型的策略，在缓解此类由性别差异引起的浪费性消费行为方面十分有效。例如，有研究证明，男人在一些方面的消费行为与当地的择偶生态有关系，因为这关系到男人是否能够通过竞争获得性配偶（Van den Bergh et al.，2008）。当男性认为择偶的竞争并不太强烈，那么男性的过度消费行为的冲动会相应减少，也会更多地考虑未来。此外，男性的消费行为也受到女性择偶偏好的强烈影响。这就意味着，如果女性期望男人能够展现出环境友好行为并且重视可持续性，就会传达出一种强烈的信号，促使男性改善其过度消费行为。

（五）针对漠视无形倾向的行为影响策略

1.展示有形联系和内在线索

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认知机制意味着，人们更有可能回应他们直接感受到的环境威胁。现实中几乎每个人都是间接性地从各种二手信息中了解：资源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消耗，水污染程度在不断上升，整个生态系统都正在被摧毁之中。但是我们居住的房屋依然舒适，我们生活的小区依然绿树常青，我们的饮用水依然清澈可口，超市里的食品依然琳琅满目。当环境问题似乎离我们的日常生活依旧遥远或者没有以我们可以直接感知的方式呈现，当环境问题与我们的消费行为之间的有形联系被现代社会的精细分工所割裂，我们的大脑及其支配的行为就无法对其作出及时的、适当的回应。

相反，当问题的有形、内在线索被展现时，人们就可能及时地作出反应。例如，当无形无色无味的有害的气体排放被特意标上颜色，以此显示空气污染的程度，人们可能会即刻对空气质量问题给予更多回应。当北京的大气污染已经恶化到可以直接被人们的眼睛、鼻子所清晰地感受到，人们就对此大声疾呼。同样，如果公共饮水的味道和气味因为污染的程度发生明显改变，人们也更有可能即刻对水污染采取治理行动。总之，人们对强调环境问题的文字、数据之类的无形信息相对冷漠，而更有可能对其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认知机制范围内的有形信息作出回应。因此，在广告宣传、活动宣传及环保教育中，应尽可能直观地揭示内在线索，展示有形联系和结果，行为影响策略会更加有效。

2.发掘隐藏的热爱自然本能

尽管经过几十万年的漫长历程，大自然塑造的人类本性是不断获取并消耗资源，但进化过程也赋予我们热爱自然的内在本能，以及根植于内心的对自然世界的欣赏和渴望（Wilson，2006）。几乎所有人都更热爱自然风光而非城市的钢筋水泥丛林。生活在现代城市中的人们，也费尽心思力图回归自然，将生活空间改造成更自然、更类似原始社会的生存环境（Kaplan ＆ Stephen，1989）。

尽管现代钢筋水泥所构筑的城市同祖先居住的自然环境迥然不同，但我们隐藏于内心深处的热爱和珍惜自然的原始能力可以被进一步唤醒和发掘，并进一步促发可持续性消费行为。研究表明，当都市人欣赏更多的自然风光影视图片，他们会对损害自然的消费行为表现出更多的克制，并更愿意捐赠给自然事业（Steentjes ＆ Van Vugt，2011）。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都居住在远离自然的城市之中，并且这部分人具有更大的消费能力，通过创意性的方式唤醒并释放人类热爱自然的本能，是十分有效的促进可持续消费行为的方式。例如，对于生长在城市中的儿童，享受室外活动，亲近树木、动物会促进他们一生的环保承诺。

总结上述针对适应性行为倾向的行为影响策略，我们可以将其归纳如表2-1所示。

表2-1　适应性行为倾向与行为影响策略




	适应性行为倾向
	行为影响策略
	应用举例



	不恰当的策略
	恰当的策略



	利己主义动机自身利益高于他人利益
	•扩展亲缘选择

•培育互惠利他

•促进间接互惠与群体认同
	•鼓励人们将集体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

•强调自我控制消费以保护环境
	•强调延伸的个人利益

•创建与强化社会网络

•强化群体身份认知与社会认同






续表




	适应性行为倾向
	行为影响策略
	应用举例



	不恰当的策略
	恰当的策略



	对比倾向对相对地位的渴望
	•显示高成本信号

•鼓励竞争性利他
	•鼓励人们满足当前状态

•呼吁人们降低当前消费水准

•强调人们比大多数人更富有，因此应限制消费
	•鼓励有利于社会与环境行为的竞争

•公布企业排名

•利用标签、标识等进行信号显示



	模仿倾向无意识模仿他人行为
	•利用从众心理

•提升社会认同

•发挥领袖力量
	•将不良行为描述为经常发生

•告知人们一般人的通常做法
	•描述期望的行为的普遍性

•用社会赞许来鼓励有益的行为的持续



	短视倾向重视眼前高于未来
	•强调环境的可预测性

•利用性别差异
	•号召人们同样关心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求

•描绘快速和永远变动的世界
	•强调不可持续行为对当代的影响

•强调未来的稳定性、可预测性

•强调女性对男性有益于自然与社会的行为的期望



	漠视无形倾向对潜在的危险视而不见
	•展示有形联系和内在线索

•发掘隐藏的热爱自然本能
	•用统计数据展现远期的环境问题

•试图依赖当前认知能力来描述环境问题
	•通过呈现当地的环境问题激发本能反应

•建立行为与其环境影响的有形联系






五、结论与讨论

本节首先从进化理论的角度简要地回顾适应性行为倾向的研究文献，针对人们为什么会产生不可持续性消费行为这一问题，深入讨论其生物学进化基础。我们提出，许多现代生态环境和社会问题，都是由人类进化而产生的下述五个适应性行为倾向所造成：利己主义倾向、对比倾向（相对地位动机）、模仿倾向、短视倾向和漠视无形倾向。本节基于对相关研究的梳理，审视产生每种倾向的自然演化过程，以揭示根植于人类祖先的深层属性为什么会以及如何形成持续的、稳定的现代行为模式。我们认为，尽管这些行为进化倾向在人类祖先生活的环境中具有良好的适应性，却会在现代社会中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其机制在于适应性行为倾向的相对稳定性、滞后性与现代社会环境飞速变化之间的不匹配及由此导致的适应性冲突。然而另一方面，虽然生物进化观点解释了人类破坏环境的根本原因，表明原始社会形成的人性造成了现代社会问题，但研究表明这些问题并非不可避免，我们依然可以平衡人性，适当利用并引导人们的行为进化倾向以帮助解决问题。本文进一步利用相关理论，包括亲缘选择、互惠利他主义、高成本信号理论等，提出如何利用这些进化的行为倾向，采取有效的行为影响策略以减缓环境与社会问题，实现可持续性消费，推进“两型社会”建设。我们主张，有效的行为影响策略必须顺应进化的适应性行为倾向，而不是与之背道而驰。

未来研究还可以进一步考虑社会文化对不可持续性消费行为的影响。社会文化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群体行为习惯、制度等的综合。尽管每一种社会文化都难免受到本文提到的五种人类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共同的适应性行为倾向的影响，但由于不同自然与历史因素、社会发展背景的影响，每一社会都有与自己社会形态相适应的社会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演变，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反过来，社会文化的不同维度特征又可以强化或消减特定的适应性行为倾向。按照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版）中的观点，社会文化具有长时段相对稳定的因素所决定的深层结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所谓“勤俭节约”的美德可能只是在特定社会背景与生产力条件下所表现出的一种表层文化，而非深层结构中特有的维度特征。中国当前与总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并不相称并且严重破坏环境的奢靡之风，一定程度源于西方工业化生产方式、消费经济与中国社会文化深层结构某些维度的“合谋”。综合Hofsted（1983）和缪仁炳（2005）等的理论，社会文化可以从权力距离、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未来导向与现世导向、不确定性规避等维度来衡量，中国文化中的集体主义文化可能强化模仿倾向，高权力等级可能强化对比倾向，而不确定性规避和现世导向可能强化短视倾向和利己主义倾向等，这可能为当前中国随处可见的不可持续消费行为的盛行提供一个全新的解释。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检验社会文化对人类适应性行为倾向与不可持续性消费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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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责任消费中消费者的“态度—行为意向”鸿沟及其发生机理






随着公众社会责任意识的不断提高，消费者对于绿色食品的兴趣不断增长并总体上抱有积极的态度。但令人遗憾的是，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模式并不与态度相一致，即事实上存在一个“态度—行为意向”的鸿沟。本节探究对绿色产品的积极态度与购买行为意向之间鸿沟产生的原因。通过基于变量操控的实验设计和数据分析探讨了卷入程度、感知可获性、确定性/不确定性、感知消费者效应（PCE）和社会规则对消费者对于绿色食品的态度及购买意向的影响。研究发现，卷入程度、确定性/不确定性及感知消费者效应对消费者对于购买绿色食品的态度有强烈的正向影响，并依次与购买意向强相关。低水平的感知可获性则解释了为什么尽管消费者态度可能是积极的，但购买意向依然保持在较低水平。而来自同伴的社会压力（社会规则）则解释了尽管个人态度是消极的却仍可能产生购买意向的情况。本研究表明，可针对不同的消费者类群，各有侧重地通过不同方式提高卷入程度、感知消费者效应、确定性、社会规则和感知可获性来激发绿色食品消费。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由于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如“三鹿奶粉事件”、“毒豇豆事件”的影响，社会公众对于食品的质量和安全日趋重视。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绿色生产及绿色消费的意识和兴趣，在生活领域及食品链的各个层面都不断增长。所谓的绿色消费包括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的含义，前者是指消费者购买和消费的产品和服务有益于消费者个人的健康，如消费不含化学污染成分的有机食品；后者则不仅包含狭义的内容，也包括在原材料的使用、生产、使用过程中对环境无害，甚至包括在促进公平交易、减少童工使用等方面对社会有益（World Bank，2003；Reheul et al.，2001）。

广义的绿色消费的消费者决策过程，要求在个人需求和欲望之外，必须考虑消费者的社会责任（Meulenberg，2003）。但事实上，人们的日常消费行为仍然很大程度上被金钱价值、便利性、消费习惯、对个人健康的关注、享乐主义以及个人对社会规则的反应所驱使（黎建新，2006，2007），消费动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往往淹没消费活动中对于“绿色”的考量。然而，另一方面，消费动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意味着在现实中有很大的促使人们消费行为模式变化的范围或提升绿色消费行为的空间。近些年，人们对后现代社会中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自我反思的倾向，成了人们转变消费模式的一个重要的变化驱动力量。Dupuis（2000）认为，食品是一个自我反思的消费者特别重要的一个关注焦点，因为食品消费是“关于一个人应该让什么进入和什么不进入他或她的身体的谈判”。尤其是近10年来，随着“责任消费者”的出现，人们开始认识到其消费行为和消费对象之于与其自身密切相关的一系列社会议题的更直接的联系，包括个人生存环境问题、动物福利问题、人权问题以及劳工工作条件问题，等等。

然而，与绿色消费的社会思潮和相关学术讨论相对应的是实践层面苍白的现实，尽管缺乏可信任的统计数据，绿色产品诸如无环境公害的有机食品、不非法使用童工的产品、依法砍伐的树木制品以及公平贸易产品等的市场份额却微乎其微。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从消费者选择行为的角度追溯，至少可以部分归因于态度—行为之间的鸿沟：从态度与行为之间的联系的角度来看，虽然多数情况下态度是行为的起点，但特定的态度自身并不一定导致特定的行为，尤其是在复杂的市场背景下，态度自身往往难以承担购买行为的预测者的角色。对绿色产品而言，价格、质量、便利以及品牌熟悉度仍然是购买决策中最重要的决策标准（Carrigan ＆ Attalla，2001； Weatherell et al.，2003），对这些决策标准的考虑往往干扰甚至淹没了人们对产品的绿色程度的渴求。

从对绿色消费者的研究方面来看，通常研究者勾画出的绿色消费者的图像是：一个有较高收入、受过良好的教育、从事有声望的职业、有广泛知识的中年人（Tsalikis and ＆ Ortis-Buonafina，1990； Sikula ＆ Costa，1994； MORI，2000），但Diamantopoulos等（2003）的研究得出结论：经常被用作主要的市场细分变量的人口学变量，如收入、受教育程度、性别等在定义绿色消费者方面并不显著，而以诸如相关的态度、行为和个性特征来区分绿色消费者可能更为有效，Robinson和Smith（2002）关于绿色食品购买意向的研究也表明心理学变量如态度、信念、主观规则（即人们感知的来自于与其有重要关系的其他人的实施或不实施某种行为的压力）比人口学变量更能独立地预测对绿色食品的购买意向。

本研究从对购买绿色食品持有积极的态度并不一定导致随之而来的积极的购买行为意向这一假定出发，目的是探究哪些因素影响了对购买绿色食品的态度、购买绿色产品的意向和二者之间的鸿沟，以及产生这一鸿沟的原因是什么？如何采取有效策略弥补这一鸿沟？并探究几个重要的个体特征变量，如卷入程度、感知可获性等的作用，最终目的是形成激发特定消费者细分市场的绿色食品消费的可行建议。

二、理论回顾与研究框架

借鉴Jager （2000）的消费行为模型及Vermeir（2006）关于可持续消费的研究模型，来构建绿色食品消费的行为意向的概念框架。一般而言，消费行为意向的决定因素包括三个维度：价值维度（包括消费者个人价值观、需求和动机等），信息维度（包括与产品相关的信息和知识），以及行为维度（主要指行为限制）。本研究中，结合绿色食品消费的特性，在价值维度方面我们主要考察卷入程度和社会规则两个因素，而个人价值观因其复杂性以及早先已有大量的研究，本研究暂不考虑。在信息维度我们引入确定性/不确定性的概念，在行为限制方面主要考察感知可获性和感知消费者效应两个变量，并通过实验研究和数据分析验证上述变量各自对于态度—行为意向的影响。本研究的框架如图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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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本研究的概念框架



（一）态度和消费行为意向

对于绿色食品消费的积极态度是引发消费行为的良好起点，国外的相关研究表明（De Pelsmacker et al.，2003； Gordier，2003； Tanner ＆ Kast，2003），总体上大约30%的消费者对绿色消费有积极态度，这些消费者关注生态包装、食品的来源等相关问题，并认为绿色食品在口感、质量、安全、新鲜度等方面更胜一筹，且对人类健康、环境更加有益。在我国虽然没有具体的研究数据表明这类消费者的群体数量，但在现实中可以明显感知的是这类人群的数量正在逐渐增长。

对购买绿色产品持有积极态度并不是产生相应的购买行为意向的充分条件。作为一个持有积极态度的消费者，当面对以他们有限的可支配的预算或其他限制条件时，则大部分仍选择消极的行为方式。可以对消费者积极的态度与他们实际的购买行为意向之间的鸿沟提出不同的解释，例如，消费行为习惯或其他情境因素如替代产品的促销等。换言之，消费者的购买决策经常伴随着一系列复杂多样的动机，使得对于一个特定实例的理解变得复杂。如果排除相关干扰因素，一个特定的态度可能意味着一个特定的行为，但是当考虑广泛意义上的购买决策时情况则复杂得多，很多个体和情境的因素发挥调节作用而导致另外的结果。

（二）社会规则和卷入程度

这里的社会规则是指人们主观感知的来自与其相关的重要的人的关于实施或不实施某种行为的压力。社会规则进入本研究的范畴，是因为它们在理性行为理论中是行为意向的重要决定因素，并且先前的研究表明社会规则影响绿色产品的购买意向（Robinson ＆ Smith，2002）。辨识和确认与绿色消费高低相关的价值观或社会规则有助于我们解释为什么有些消费者愿意或不愿意为可持续的未来投资，由此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必要的关于在教育、宣传和沟通中应表达和传递何种价值观与社会规则。

卷入程度是指感知的个人对某一标的物或对某一过程中的联系或重要性程度，它是一个特别类型的激发动机的因素。当一个产品、服务在满足重要的需求、目标和价值中发挥工具性作用的时候，卷入性就可能被激活。当人们的卷入程度很高时，会有更大的动机在决策过程中投入大量认知精力。卷入程度影响信息搜索的广泛性、决策过程的长度、信念的形成、态度和意向，以及行为结果，例如转换品牌行为、品牌承诺或忠诚、产品使用频率以及消费快感等（Verbeke ＆ Vackier，2004）。

（三）确定性/不确定性

能否获得清晰的、可信的有关产品或服务的信息，是影响购买决策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孙剑等，2010）。事实上，很少有消费者对产品的真正意义上的“绿色”特征具有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实践中绿色产品中包含的“绿色”信息通常也不能很好地传递给消费者，以致消费者不能真正依据自己的预算及良知作出合理的购买决策。对于食品消费而言，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背景下，很多消费者通常对于农业、农产品的生产过程知之甚少，也缺乏对于他们自身的购买和消费行为之于食品供应链的含义的深入理解（Dickson，2001； Verbeke，2005）。可获得的有用信息越少，或信息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越高，消费者对于选择何种产品的不确定性就越高。一种使得产品隐含的“绿色”信息外显化的方式是产品标识，但产品标识必须是明晰的、可信的。一些研究发现（Verbeke ＆ Ward，2006），消费者主观上对产品内在品质的认知以及对产品标识的感知，与事实上准确的、真实的产品标识含义有很大的差距。

（四）感知可获性和感知消费者效应

另一个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潜在的因素是绿色产品的可获性。可获性是消费者的行为限制的一个方面，行为限制指实际获取或消费一个特定产品的难易程度。在一些情况下，尽管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的动机很高，但由于低的可获性而无法实现。这一问题往往与绿色产品市场份额较少及缺乏完善的营销网络与营销手段有关。有研究表明，很多消费者对于购买绿色食品有兴趣，但是由于缺乏可获得性而放弃 （Robinson ＆ Smith，2002）。

行为限制的另一方面是感知消费者效应，就是消费者相信或预期的，其自身的努力对问题的解决或最终的结果所贡献的程度，高的感知消费者效应对于激发消费者将他们的积极态度转变成实际行动是十分有效的推动力（Roberts，1996； Lee ＆ Holden，1999）。Roberts （1996）提出，为了激发消费行为模式的改变，必须使消费者相信，他们自身的行为对于诸如抵制环境恶化、矫治社会不公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

（一）研究目标和研究设计

1.研究目标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设计如下实验进行研究。研究的目标包括：第一，获取对于绿色消费以及个体特征对购买绿色产品的态度和行为意向的影响更深入的理解，以评估在某一方面具有高（或低）的特定的个体特征的消费者，是否相应地对于绿色产品有不同的态度和行为意向；第二，研究消费者个体特征的四个维度即卷入程度、确定性、感知可获性和感知消费者效应的水平，是否可以通过信息提供或沟通行为而施加影响并发生改变。

2.研究设计

研究对一些主要变量的测量，并不是直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直接测量变量的现有水平，而是借鉴准实验研究设计的方法，实施变量的操控，即通过特定的实验手段对消费者的卷入程度、确定性/不确定性、感知可获性和PCE的水平等变量进行干预，然后再测量其水平并与控制组进行比较。使用这一方法的主要理由是：第一，变量的操控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方式来观测其后续结果（Iacobucci，2001）。第二，可以有效控制相关变量并均衡划分样本组。例如，想要测量并比较不同卷入程度对于态度和行为意向的影响，如果我们直接测量现有的卷入水平，由于现实中卷入程度的差别很大，就可能会出现大量的应答者样本较少卷入绿色消费，而应答者是高卷入程度的样本却甚少的情况。第三，在给定上述个体特征与绿色消费态度和行为意向相关的前提下，通过变量操控可以检验通过何种方式对这些变量施以影响并进而提升绿色消费。一个例外是，社会规则变量则采用直接测量的方式，因为价值观和社会规则内植于个体的消费者自身，在消费者的生命周期之内是相对稳定的，特别是在短期内几乎不可能改变或被操控。

（二）样本选择

研究的样本包括368名大三、大四的在校学生。关注并选择这一群体作为样本的理由是：第一，这一群体内部在人口学特征上有较高的一致性，这样可以排除典型的社会与人口学变量如年龄、收入或社会阶层的干扰。第二，这部分人年龄大多在21～23岁之间，他们是未来的消费者的主体，有能力、有可能为下半个世纪带来重要改变，他们可能把一旦养成的消费习惯带入老年阶段，并因此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空间在未来人群中创造绿色食品消费习惯。第三，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对于绿色消费的相关概念有一定的认识和理解，如果应试者对绿色消费的概念一无所知，其态度（积极/消极）和行为意向（高/低）的差异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使得按态度和行为意向划分被试群体变得不可能。

（三）变量的操控与测量

卷入程度变量操控的目的是使被试更多地卷入一个产品或服务。操控方法是：为一半数量的被试提供一篇文章，内容是描述绿色产品对于消费者（如安全、健康、口感和质量）、环境（如较少污染）和社会（如较少的失业、公平交易）的潜在益处。其他被试则收到一篇长度、写作风格和难度同样，但内容是讨论休闲度假的文章，目的是使得阅读关于绿色消费文章的被试更加卷入到项目中来，而其他的被试则保持其本来的内在的关于绿色消费的卷入程度。

感知可获性、确定性/不确定性和感知消费者效应的操控方法是：首先虚构了一个“A”品牌的绿色乳制品作为案例，选择乳制品作为案例是因为乳制品是一种广大消费者及本研究的被试最经常购买的产品。然后构建了3个分别强调该绿色产品的可获性、确定性和感知消费者效应的内容丰富的宣传信息文本。在“高可获性”信息文本中，被试被告知A品牌的产品可以广泛地通过各种途径获取，同时提供网站和电话号码查询方法。在“高确定性”信息文本中，向被试展示两种广为人知的产品标识，绿色食品认证标识和ISO14000认证标识，以期提高消费者对A品牌产品确实是有益健康和环保的产品的确定性。“高感知消费者效应”信息文本则包括一个简短的声明，告知被试他们可以通过他们自身的行为，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并给出一个具体的事例。同时，确定一个控制组，不给予关于该产品的可获性、确定性和感知消费者效应的任何信息。

对被试实施变量操控后，运用问卷的方式测量上述变量的水平。卷入程度和PCE的测量使用了已有的成熟量表（Roberts，1996），研究者构建了含有3个测量条款的测量产品的感知可获性的量表。在对确定性/不确定性的测量上，构建了含有5个题项的7标度里克特量表。社会规则使用Verbeke和Vackier （2004）的量表来测量。最后，对于购买产品的态度和行为意向的测量则使用现有的经典量表。

实验过程的程序是：被试首先回答人口学基本信息和对于绿色食品消费认识问题。接下来，被试分别被指令仔细阅读关于绿色消费或关于休闲度假的文章，并完成卷入性问题。最后，分别展示4个关于A品牌乳制品告知性信息文本，每一类信息文本被提供给相同数量的被试，被试被指令完成关于态度、购买意向、确定性/不确定性、感知可获性、社会规则和感知消费者效应的问题。

四、实验研究结果分析

（一）信度检验和描述性统计

概念的信度分析检验显示所有的概念的Cronbach's alpha 一致性信度超过0.65，一致性信度和样本均值详见表2-2，所有变量均采用里克特7级量表测量。

表2-2　变量的信度检验与样本均值




	变量名称
	Cronbach's alpha系数
	样本均值



	对绿色购买的态度
	0.82
	5.12



	购买意向
	0.89
	4.21



	卷入程度
	0.69
	4.93



	感知可获性
	0.83
	3.69



	感知确定性
	0.85
	3.40



	感知消费者效应
	0.71
	4.49



	社会规则
	0.67
	3.85






（二）差异分析

数据分析方法包括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 ）和相关分析。首先我们验证是否对于卷入程度、感知可获性、确定性和感知消费者效应的操控导致了变量各自的水平的提高。结果显示，那些于阅读了关于绿色消费的高卷入的文本的消费者，较之于阅读关于休闲旅游的文章的消费者更高地卷入绿色消费（p
 ＜0.05）。而接受提升感知可获性的文本信息的消费者与接受其他信息的消费者相比，显示了更高水平的感知可获性（p
 ＜0.05）。与我们的期望相反，接收到激发感知消费者效应和确定性信息文本的消费者，与接收其他信息的消费者比较，并没有表现出更高的感知消费者效应和确定性，这表示我们的关于PCE和确定性的操控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同时统计结果表明，对绿色消费的态度与行为意向之间有较强的正相关性（r
 =0.67，p
 ＜0.05）。

按照特定的个体特征，消费者被分为或高或低的类群。首先我们依据消费者个体特征水平的不同来分析其态度以及行为意向的差别（见表2-3）。态度和行为倾向在高卷入程度消费者、高确定性消费者、高感知消费者效应消费者、高感知可获性消费者以及较强社会规则的消费者中表现更为强烈。

表2-3　基于个体特征变量高/低分组的态度和行为意向均值比较




	变量
	分群
	态度（均值／标准差）
	差异分析（F检验）
	行为意向（均值／标准差）
	差异分析（F检验）



	卷入程度　　　
	低
	4.81（1.69）
	29.14***

	3.88（1.53）4.50（1.49）
	25.47***




	高
	5.51（1.15）



	确定性　　　　
	低
	4.71（1.10）
	38.51***

	3.57（1.38）4.70（1.23）
	65.20***




	高
	5.39（1.13）



	可获性　　　　
	低
	4.90（1.11）
	11.13***

	3.77（1.49）4.51（1.33）
	20.88**




	高
	5.12（1.04）



	感知消费者效应
	低
	4.80（1.19）
	29.18***

	3.80（1.45）4.51（1.33）
	29.81***




	高
	5.25（1.03）



	社会规则　　　
	低
	4.93（1.24）
	19.99***

	3.80（1.35）4.51（1.35）
	28.56***




	高
	5.29（0.96）






注：使用ANOVA法进行均值比较，并使用F
 检验。

接下来，我们再使用基于平均值分组的方法将样本按态度（高/低）和购买行为意向（高/低）把被试划分为4个组别，即样本值高于平均值的划分到高组别，样本值低于平均值的划分到低组别。结果显示，大部分消费者或者归类于低态度、低行为意向群体（n
 =139，37.8%），或者归类于高态度、高行为意向（n
 =123，33.4%）群体，这一结果与消费行为理论相一致。然而，也有一部分值得考虑的数量的应答者具有相反的态度和意向。一些消费者（n
 =37，10.1%）对购买绿色产品有强烈积极态度，但他们并未真正打算购买，与之对应，另一些消费者（n
 =69，18.8%）有意购买绿色产品，尽管他们并未持有积极的态度。

为了解释这一不一致性，我们进一步分析4个群体之间卷入程度、感知可获性、确定性/不确定性、感知消费者效应和社会规则的不同。结果如表2-4所示，具有高的对绿色消费持积极态度和表现出高的行为意向的群体具有最高的卷入程度，那些具有低态度和低行为意向的最少卷入到绿色消费当中，尽管其4.64的平均分值显示他们对于绿色消费之于个人健康、环境和社会有实质好处仍存有一定信念；具有高购买意向 （不论其态度如何）的人也十分确信这些产品的可获性，同时，低购买意向的消费者则认为绿色产品不容易得到，即便他们对于购买绿色产品有积极的态度。换言之，一些消费者持有购买绿色产品的积极态度，但并不打算付诸实际行动，因为他们认为绿色产品在现实中不容易或不方便获得；在所有的分组中对确定性的感知都有明显差异，高积极态度和行为意向的消费者表现出最高水平的对绿色产品确实有效的确信度，而具有低态度、低意向的消费者则表现出很低的确信度；不考虑其态度水平，高购买行为意向的消费者具有最高的感知消费者效应，在低购买意向的群体中，感知消费者效应在高态度和低态度的消费者群体之间有差别；社会规则的最高得分群体是低态度、高行为意向的消费者，这显示社会规则，或愿意与他人的观念保持一致的倾向，解释了为什么尽管一些人对于绿色消费的个人态度并不积极，但仍打算购买绿色产品。

表2-4　基于态度和行为向分组的个体特征均值差异分析




	个人特征变量
	绿色消费行为意向
	对绿色消费的态度



	低
	高



	卷入程度　　　
	低
	4.66 a
	4.91 b



	高
	4.75 a
	5.21 b



	感知可获性　　
	低
	3.20 a
	3.29 a



	高
	3.84 b
	3.90 b



	感知确定性　　
	低
	2.11 a
	3.40 b



	高
	3.59 c
	4.14 d



	感知消费者效应
	低
	4.20 a
	4.41 b



	高
	4.49 c
	4.76 c



	社会规则　　　
	低
	3.58 a
	3.93 b



	高
	4.15 c
	4.08 b






注：仍使用ANOVA法进行均值比较，并使用F
 检验，每一个变量四个分组对应的平均值的脚注（a，b，c，d）两两之间不同，则表示这两组均值有显著差异。

五、结论与讨论

研究的实证结果表明，年轻的大学生消费者群体可以在很高程度上卷入绿色食品消费，而且具有较高的卷入程度的消费者具有更高的对绿色消费的积极态度并表现出更高的购买意向。此外，对卷入程度操控结果表明，人为地施加影响有助于消费者卷入程度的提高，为消费者提供绿色消费的利益动机会产生个人与绿色消费的重要联系从而提高卷入程度。

总体而言，被试相信个人消费行为可以对保护环境和社会福利作出贡献，并且确信个人消费者效应的存在的消费者对绿色消费持有更积极的态度并有更高的购买意向。本研究的感知消费者效应的变量操控没有使得消费者更加相信他们的个人的参与可以带来改变（即没有提高PCE的值），一方面可能是提供的案例或操控过程的有效性尚有不足，另一方面可能存在的一个潜在的解释是，消费者效应可能是强烈地内植于消费者自身（如同价值观和社会规则）而在短期内难以改变。

很多消费者并不确信本研究中虚构的绿色产品可以容易获取。一个对于低感知可获性的可能解释是与消费者对绿色产品整体印象有关。一般而言，现实中的公众并不相信绿色产品容易获得并且这种印象已经根深蒂固。我们的研究确认了高的感知可获性与积极的态度和行为意向相关。此外，我们发现感知可获性确实会成为消费者形成绿色产品购买意向的一个重要障碍，一些认为绿色产品不容易或不方便获取的消费者表现出较低的购买意向，尽管他们持有积极的态度。然而，我们也发现改变消费者的感知可获性并不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甚至可以仅仅通过提供一个网址和电话号码，就能够很大程度地提高消费者的感知可获得性，尽管消费者可能仍然不得不花费一些精力来搜寻相关产品。这一结论意味着，在现实中应采取简单有效的策略提高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感知可获得性，如完善绿色产品销售网络网点，利用信息技术建立绿色产品专用流通、交易平台等。

对于绿色产品“绿色”程度的相关声明的确信，即高确定性会引发积极的态度和强烈的行为意向。然而，我们对确定性变量的操控表明，现实中一些公众熟知的产品标识以及本例中我们提供的相关信息并没有明显提高被试对确定性的感知。这一结果出乎我们的意料，可能的解释是我国公众对认证机制和认证体系的信任度较低，也显示了产品标识在提高和积累消费者信任方面的重要性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这一点在实践中是值得深入反思的。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可以通过专门的宣传教育和沟通努力来降低感知的消费障碍以提升绿色消费。先前的研究认为，绿色消费不能建立在对消费者、规则、集体理性或道德的力量的善意判断的基础之上，因为环境主义或可持续性发展的理性无法与享乐主义和过度消费的冲动相竞争（Ger，1999）。我们的研究则表明，绿色产品的价值可以直接通过强调个人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相关性和重要性（即提升消费者卷入），提供消费者产品可获性的知识和信息，使消费者更理解产品的可能产生的环境和社会影响，或提升与绿色消费相联系的社会规则等方面得以提升。

已有研究大多认为影响消费者价值观也是提升绿色消费的重要途径。然而，基于价值观的政策往往基于消费者同一性反应的假定，并且价值观的改变需要长期的努力和一日一日的渐进的积累，而基于行为的解决方案强调通过政策、策略的调整促进正确的消费者行为从而在一个事例一个事例的基础上带来改变，因而在短期内更具有现实可行性。由于消费者并不是一个单一性的群体，提升他们绿色消费相关议题的认识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在本研究中，我们基于态度和行为意向确认了4个不同的消费者细分群体，这些细分群体在很多个体特征方面存在差异。依据这些个体特征，我们可以制定不同的战略以更有效地到达这些不同的消费者细分群体市场。例如，具有高态度高行为倾向的消费者通常更加卷入到可持续性消费，针对这一细分市场的消费者，沟通策略应关注他们行为的正确性，企业或政策制定者应尽可能赞赏、鼓励他们的努力并强调与绿色消费相关的所有的关于对其作为消费者自身及对于广泛的环境和社会的好处。对绿色消费不积极或不敏感而且没有购买行为向的消费者较少卷入绿色消费，他们对于消费者效应的感知是中性的并且不确信相关产品是否真的“绿色”，对这类消费者可能最有效的策略是长期的宣传教育并辅以相应的政策规制，但这是一个困难的、长期的目标 （Thogersen，2001）。一个更可行的短期策略是通过强调绿色产品对其个人的好处来提升这些消费者的卷入程度，通过关注其“自利的”需求如健康安全、享乐需要，以及经济上的考虑来刺激这一群体的绿色消费。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本研究设计的实验中两个总量超过样本规模四分之一的细分群体表现出矛盾的购买态度和行为意向，由此揭示出现实存在的态度—行为意向的鸿沟。一些消费者对于购买绿色持有十分积极的态度，但是并不想付之于行动，对这一不一致性最合适的解释是产品不容易或不方便获得，激励这类消费者最直接的策略是强调和展示绿色产品的可获得性，有效的策略是在市场中组织更好的绿色产品供给渠道和信息平台。同时，对消费者的沟通应关注产品标识的可靠性，现实中这些标识所反映的产品特征并没有有效地被消费者信任。此外，对消费者的沟通可以试图提高消费者的感知消费者效应，因为这类消费者也不十分相信消费者个人的努力可以带来改变。最后，提升他们的卷入程度可以把他们引向付出更多的努力来搜寻、消费绿色产品。总而言之，可获得性、感知消费者效应和确定性应该是弥补态度—行为鸿沟中要着重考虑的因素。而现实中，无论是消费者自身，还是企业、管理部门决策者都很少关注这些概念。

最后，另有一部分消费者对购买绿色产品的态度并不积极，但仍然宣称他们有购买意向。研究结果显示，这一不一致性可以通过他们对社会规则的感知得到解释。这些消费者相信他们的朋友或家庭对绿色消费有较高的认知度并持支持态度，他们购买产品的行为意向是出于社会需求的原因。对这类消费者，潜在的成功的策略是强化并使其确信这些消费者所经受的社会规则以及来自同伴的压力，并辅以提升这些消费者个人卷入水平的策略。

本研究一些重要发现为理解绿色产品购买的复杂决策过程提供了新的洞见。个人的特征如对绿色消费的卷入程度、对绿色产品信息的确信程度，以及感知消费者效应等对购买绿色产品的态度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态度依次又与购买意向强相关。低感知可获性解释了为什么一些消费者尽管态度是积极的但购买意向却保持在一个低的水平。对另一些消费者，来自于同伴的社会压力（社会规则）则解释了为什么尽管其态度消极但仍然有购买行为意向。

我们的研究结果隐含着如何在消费者（特别是年轻消费者，他们构成未来绿色产品消费市场的主体）中引导绿色产品消费的政策和市场策略，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绿色消费可以通过提高卷入程度、感知消费者效应、确定性、社会规则和感知可获得性进行激发，这也是弥补绿色消费的“态度—行为意向”鸿沟的根本途径；（2）影响绿色消费的一些重要因素，即卷入程度、感知可获性和感知消费者效应，可通过适当形式的沟通及信息提供成功地施加影响；（3）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信息的提供与沟通及相关市场策略应各有侧重。

缺乏对实际行为的测量和有限定的样本显然是本研究的局限。利用虚构的产品品牌和实验研究设计的方法限制了我们测量现实市场中的实际购买行为，而我们认为行为意向和实际购买行为是强烈正相关但绝非完美一致。而且，在现实生活的购买情境中，很多其他因素可以影响绿色产品的购买决策过程。在个体特征变量之外，情境和产品相关的因素明显起重要作用，并应在未来给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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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消费者选择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




第一节　基于消费者选择的企业社会责任策略及经济效果



本节建立了一个基于消费者选择的分析框架，分析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消费者补贴政策对企业策略的影响及其社会经济效果。研究发现，在市场可有效分割的前提下，企业实行无差异市场策略更能规避经营风险，若无政策干涉，企业无论采取差异化市场策略或无差异市场策略，最终提供的社会责任总量相等。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不一定会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总体水平，若同时辅以消费者补贴政策，最终可以从经济—制度两方面动因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影响企业策略的主要变量是责任市场规模及消费者对责任产品的偏好强度，消费者企业社会责任教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显性化是影响消费者选择，促使企业改善社会责任绩效的有效途径。

一、问题的提出

如何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或者，从企业的角度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因在哪里，一直是学界关注的话题。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需要付出成本，作为市场经济中的微观主体，获取利润毕竟是保证企业生存下去的首要条件，如果没有内在动因或外在压力的作用，指望企业主动承担责任，显然是不现实的。

利益相关者理论指出（陈宏辉，2003），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这些利益相关者都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注入了一定的专用性投资，他们或是分担了一定的企业经营风险，或是为企业的经营活动付出了代价，企业的经营决策必须要考虑他们的利益（Freeman，1984；Mitchel，1997）。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企业是一种治理和管理专业化投资的制度安排，其生存和发展取决于它能否有效地处理与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关系（Blair，1999）。当利益相关者的诉求转化为控制企业经营活动外部性的联合行动，并通过法律和市场的力量得以表达，就会对企业形成实质性压力（Coleman，1990）。

显然，企业社会责任需要多方力量的驱动。Mark S. Schwartz （2003）提出了3个相交圆模型，来描述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图3-1），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因可以归结为三方面：经济的、制度的、道德；分别以3个圆表示，由3个圆相交而产生7个区域：纯经济、纯制度、纯道德、经济/制度、经济/道德、道德/制度、经济/道德/制度。并认为中间的状态，也就是同时满足经济/道德/制度三方面的动因的状态是理想状态，因为它可以同时满足社会各个方面的要求。根据3个动因各自的强度不同，企业社会责任被划分为不同类型，即经济动因主导型、制度动因主导型、道德动因主导型和平衡型，用以表示不同企业社会责任的不同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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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

资料来源：Mark S. Schwartz （2003）.



Mark的模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3个维度的划分是较为全面的，但现实中企业纯粹出于道德动因承担社会责任却十分少见，而纯粹出于制度动因承担社会责任则往往是对制度的被动适应。另外，道德动因和经济动因往往难以区分，因为很多道德的动因可以被解释为是为了长期经济利益。

企业如果没有利益，是不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这点在我国广大的中小企业还处于成长期的现实情境下，更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实际上我国大约只有不到5％的企业认为加强企业社会责任是应该主动做的事情（刘开明，2005）。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质疑和担忧，主要出于成本的考量。从成本效益的角度，只有当所得超过付出，承担社会责任才是企业值得选择的策略。或者说，只有当外在压力转换成内在经济动因时，企业才会从不自觉地适应到自觉地改变，使社会责任真正得到体现。

归根结底，尽管企业改善其社会责任绩效的意愿是由制度、道德、经济等因素共同驱动的，但经济动因才是最根本的内在动因（Ella Joseph，2003）。当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可以通过有效的机制转化为消费者的货币选票，进而成为企业提高社会责任绩效的内在动因，最终使得那些重视利益相关者理论、考虑社会利益的企业得到社会大众的“褒奖”。不重视社会责任的企业在遭到社会公众的抵制并给自身带来巨大的损失时，才会自觉采取社会责任行动。

从经济动因的角度看待企业社会责任，要求必须处理好与股东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如果股东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能趋于一致，或者当企业社会责任建立在牺牲股东利益之上时，管理者往往站在股东一边（Martin 2002）。因此，只有当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的核心目标结合在一起，成功转化为内在的商业运作过程，企业社会责任才会得以实现（Tim Kitchin，2003）。企业社会责任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企业是否具有长期经营战略考量。承担社会责任意味着即时提高经营成本，而这些投入转变为实质性回报需要企业足够的耐性。单纯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公司，更容易因为经营压力而倾向于采取短期行为（Mitchel，2003），一个以短期经营为目标的企业不大可能将社会责任作为战略考量，而当企业采取长期战略目标时更愿意耐心地等待社会责任的长远回报。

当市场的力量回馈企业时，企业会自愿采取承担社会责任的行动，也就是说，消费者的选择是企业社会责任最有力的拉动（Sen，2003）。因此，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选择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就成为重要的企业决策因素。Bhattacharya （2003）认为，一个有积极的社会责任形象的企业更易让顾客产生认同。由此，社会责任方面的领先优势是提升顾客和员工认同的有力工具，并给公司带来难以定量描述的潜在价值。

也有学者更进一步将企业社会责任与消费者对产品的反应直接联系起来（Lois A. Mohr，2005），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增加产品价值。也就是说，消费者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认可，最终通过对企业产品的选择表现出来。社会责任感较强的消费者，宁愿多支付一些价钱而选择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的产品，因为消费者可以从选择和消费社会责任绩效好的企业的产品中得到额外的效用。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承担社会责任可以为企业的产品增加额外的价值。Lois A. Mohr通过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高低不同时，消费者对产品价格的敏感度不一样，顾客越是把企业社会责任作为购买决策中的重要考虑因素，企业社会责任对销售的影响越大，企业也越可能采取社会责任行动，而且，当企业社会责任很低时，即使采用低价也无法补偿。

Lois A. Mohr的研究为我们从产品与消费者选择角度研究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提供了有益参考。但他的研究是针对美国消费者进行的，美国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公众的社会责任意识相对较强，这一点和我国目前的情况可能有所区别。我国的社会经济近些年虽然取得很大发展，但二元经济的特征依然明显，公众社会责任意识的差异性也十分显著。国外市场与国内市场的差别，经济落后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别，城乡差别，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别，都为企业以社会责任为变量细分市场提供了更多可能。

二、基本假设

基于上述分析，借鉴Chialin Chen （2001）的研究框架，我们提出两方面的基本假设。


假设1：
 存在两个细分市场，一个细分市场中是普通消费者，只关注产品价格以及通常意义上的质量，而不考虑企业是否承担社会责任。我们称此细分市场为普通市场，记为o，其市场规模记为No
 。 另一个细分市场中，是社会责任感较强的消费者，他们倾向于购买社会责任口碑较好的企业的产品，并宁愿为此多支付一些价格。我们称此市场为责任市场，记为s，其市场规模记为Ns
 。


假设2：
 产品中隐含使消费者作出选择的两种质量因子，即传统质量因子和社会责任因子，分别记为Et
 和Er
 ，同时我们设定：Et
 +Er
 =1。

给定价格水平下，消费者购买决策时，主要考虑两方面因素：一般意义上的质量和产品中隐含的企业社会责任（可以理解为一种特定意义上的质量），二者具有相互冲突、此消彼长的特性，即在一定价格水平下，一般意义上的质量越好，企业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反而越少，反之亦然。这在很多情况下是合乎逻辑的，例如，企业生产汽车，汽车的安全水平代表一种传统质量，而汽车的油耗与环境污染直接相关，代表一种社会责任质量，而二者恰恰是相互矛盾的。再如耐用品原材料的耐用性与可回收性亦是如此。

如果消费者从传统质量因子和责任质量因子中获得的边际价值分别由Bt
 和Br
 表示，普通消费者在进行购买决策时根本不考虑Er
 ，则普通消费者对单位质量为Et
 和Er
 的产品的评价（或产品能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为Bt
 Et
 。责任消费者除了关注普通质量，也对产品中的Er
 十分关注，也就是说Er
 可以为消费者带来额外的效用，由此，责任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为Bt
 Et
 +Br
 Er
 。Br
 Er
 是责任消费者在产品中得到的额外效用。我们同时还假定消费者没有重复购买，为了简化问题，不考虑固定成本的影响。

在上述基本假定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考察消费者的反应，以及企业相应的策略选择。

此外，从供给的角度，假定市场是完全垄断市场，即只有一个生产者。不失一般性，生产产品的成本作为上述两种因子的二次函数而增长，亦即，质量水平为Et
 和Er
 的产品的单位成本为：Ct
 E2
 t
 +Cr
 E2
 r
 ，这里Ct
 和Cr
 是成本系数。

三、企业社会责任的无差异市场策略

企业按普通消费者的边际效用进行定价，不承担或较少承担社会责任，并以同质产品满足两个市场消费者的需求。这时价格不能大于Bt
 Et
 ，否则，将要失去普通消费者。生产者采取这一策略时，责任消费者将难以得到额外效用Br
 Er
 ，但由于Po
 ≤Bt
 Et
 ≤Bt
 Et
 +Br
 Er
 ，这一部分消费者仍然会购买该产品，此时，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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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消费者的效用不为负值，要求Bt
 Et
 ≥Po
 。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必然会把价格定在尽可能高的水平，而同时又不至于失去消费者。显然，企业会把价格定在普通消费者从产品中获得的边际价值上，即Po
 =Bt
 Et
 。把此式代入（3.1）式，求偏导得到Et
 和Er
 的最佳组合为：

[image: ]


企业实行低社会责任策略的好处是以较低成本提供同质产品同时满足两个市场的消费者。否则，如果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会导致成本增加，价格提高，失去普通消费者。这一策略有效地规避了这一风险。这也是现实中一些企业采取观望策略，而不愿主动考虑责任消费者的需求，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原因。

四、企业社会责任的差异化市场策略

这种策略是对普通市场和责任市场进行细分，并通过提供不同社会责任含量的产品分别满足两个市场的需求。

在这种策略下，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函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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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普通消费者和责任消费者从消费本市场的产品中所获得的效用不小于从消费对方市场产品中所获得的效用，需满足Bt
 Eo
 t
 -Po
 ≥Bt
 Es
 t
 -Ps
 及Bt
 Es
 t
 +Br
 Es
 r
 -Ps
 ≥Bt
 Eo
 t
 +Br
 Eo
 r
 -Po
 两个约束条件，使得两个市场的消费者不会转向对方市场，因而构成稳定的消费群。 由约束条件1得到：Ps
 -Po
 ≥Bt
 Es
 t
 -Bt
 Eo
 t
 ；由约束条件2得到：（Bt
 Es
 t
 +Br
 Es
 r
 ）-（Bt
 Eo
 t
 +Br
 Eo
 r
 ）≥Ps
 -Po
 。前者不能是等式，否则会得到Es
 r
 =Eo
 r
 的结论，即两个市场的产品不具有差异性，这与我们的假设不符。企业为了获得最大利润，会尽量提高责任产品的价格Ps
 ，直至约束条件2变为一个等式，使得责任消费者在消费两个市场的产品中获得的效用相等。对（3.8）式求偏导，得到两个市场产品中普通因子和责任因子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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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s
 o
 是两个市场容量的比值，即（Ns
 /No
 ）。

将（3.5）式与（3.2）式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企业为了扩大两个市场的差异性，以防止责任市场的消费者转向普通市场，故意加大了普通市场产品中的普通因子含量，增大的数量为Ns
 o
 Br
 /［2（Ct
 +Cr
 ）］。同时加大了责任产品中责任因子的含量，将（3.8）式与（3.3）式进行比较可以得到，责任因子增大的数量为Br
 /［2（Ct
 +Cr
 ）］。

五、两种策略的社会经济效果比较

企业的两种策略，哪一种策略使得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更多？提供更多社会责任的策略应该受到鼓励。为了进行比较，我们计算两种策略下企业向社会提供的社会责任总量，分别用TR1
 和TR2
 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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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趣的结果是，企业在两种策略下提供的社会责任总量是相等的。按照一般的推理，企业采用无差异策略时，考虑的主要是普通消费者的需求，产品中责任因子的含量不高。而在差异化策略下，企业分别考虑了普通消费者和责任消费者的需求，企业提供的社会责任总量应当增加。但是我们的计算结果否定了这一点。其原理在于，在差异化策略下，企业为了保证两个市场具有足够的差异化，使得两个市场中的消费者不会相互转化，有意降低了普通市场产品中的责任因子含量并同时提高了责任市场产品中的责任因子含量。两个市场中责任因子含量一增一减，反而使得社会责任总量没有发生变化。

六、企业不同策略选择的经济动因

企业作为经济主体，采用哪种策略是从经济利益来考虑的。因此，我们考察企业在两种策略下的利润状况。分别用π1
 和π2
 表示企业在无差异策略和差异化策略下的最大利润水平。如果π2
 ＞π1
 ，企业将采用差异化策略；反之，企业将采用无差异策略。

分别把（3.2）和（3.3）代入（3.1），把（3.5）、（3.6）、（3.7）、（3.8）代入（3.4），得到π1
 和π2
 。令两种策略之间的利润差异为I，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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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式可以看出，促使企业采用差异化策略的因素有责任市场的规模、责任因子对消费者的边际价值；促使企业采用无差异策略的因素则是普通市场的规模、普通因子和责任因子成本系数。

七、社会责任标准对企业不同策略的经济效果

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一种通常的思路是设立标准，强制性地让企业按照高标准来生产，而标准制定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是标准应该制定在什么水平上。太宽松了起不到作用，而如果太严格了，企业将面临很高的成本，影响到企业的正常经营。下面我们研究在制定标准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企业在采用无差异策略时，产品中责任因子的含量为E1
 r
 =（2Ct
 -Bt
 ）/［2（Ct
 +Cr
 ）］；采用差异化策略时，普通产品和责任产品中责任因子含量分别为Eo，2
 r
 =（2Ct
 -Bt
 -Ns
 o
 Br
 ）/［2（Ct
 +Cr
 ）］，Es，2
 r
 =（2Cr
 -Bt
 +Br
 ）/［2（Ct
 +Cr
 ）］。可以明显看出，Eo，2
 r
 ＜E1
 r
 ＜Es，2
 r
 。标准通常应当处于Eo，2
 r
 与Es，2
 r
 之间。

（一）标准对无差异市场策略的影响

在无差异策略下，如果标准L≤E1
 r
 ，则它不会起作用。只有当L＞E1
 r
 时，才会迫使企业改变当前的生产方式。这时企业只能按照标准进行生产，因此，产品中责任因子含量为L，相应地，普通因子含量为1-L。这时，企业提供的社会责任总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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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3.9）式进行比较，可以看出，TR1
 ≤TRl
 1
 。因此，在无差异化策略下，高于E1
 r
 的标准将使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总量提高。

（二）标准对差异化市场策略的影响

在差异化策略下，如果标准L＜Eo，2
 r
 ，它对企业的生产没有影响；如果Es，2
 r
 ＞L＞Eo，2
 r
 ，企业只能在新的标准下提高普通产品中的社会责任因子含量。因此，在这个水平上，企业提供的社会责任总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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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3.10）式进行比较可以看出，TRl
 2
 ≥TR2
 。因此，高于Eo，2
 r
 的标准，在企业采用差异化策略的情况下，会使企业提供的社会责任总量提高。

在两种策略下，我们都可以得到实施标准使利润减少的结果（计算过程从略）。

（三）危险区间

[image: ]
图3-2　强制性标准的危险区间

资料来源：参考Chialin Chen
 （2001）.



如图3-2所示，在初始点上，两种策略提供的社会责任总量TRi
 是相等的。但是，由于差异化策略的利润高于无差异化策略（参见（3.11）式），因此企业首先会选择差异化策略进行生产。如果从Eo，2
 r
 的水平逐步提高标准，则企业利润会趋于下降，而企业提供的社会责任总量在逐步增加。但是当标准提高到介于Eo，2
 r
 与E1
 r
 之间的某一临界点Ld
 时，如果继续提高标准，企业采用差异化策略所获得的利润就会减少到小于采用无差异策略所获得的利润。于是，企业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就会由差异化策略转向无差异策略，按照利润最大化的要求，在责任因子为E1
 r
 的水平上生产标准化的产品，提供的社会责任总量则突然回归到初始水平TRi
 。因此，我们可以把Ld
 附近的一个区间称为危险区间，在制定标准过程中，必须进行细致考查，否则一不小心，就可能越过Ld
 这一点，企业提供的社会责任总量不增反减。

（四）补贴政策的影响

为了促使消费者购买责任产品，考虑给予消费者补贴。设补贴率为b，消费者购买责任产品支付价格Pr
 ，得到补贴Pr
 b，实际相当于支付Pr
 （1-b）。普通消费者能接受的价格上限为Bt
 Et
 ，因此，Pr
 （1-b）≤Bt
 Et
 。此时，责任市场规模变为No
 +N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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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3.9）式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单纯对消费者进行补贴，在价格弹性较大时，反而提高了企业产品的价格，同时降低了产品的社会责任含量。因此，对消费者的补贴一般应当辅以对企业的强制性标准，在维持或者降低消费者购买成本的同时，实现社会责任总量的提高。

八、结论与讨论

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在我国正在经历一个逐渐觉醒的过程，但总体来看，公众的企业社会责任意识还不足以对企业形成足够的压力，要想使公众的社会责任意识转换成消费行为选择，进而转化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在动因，尚须假以时日。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二元经济特点，经济落后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公众社会责任意识的差异性十分明显，一些群体或区域的社会责任意识的提高既为一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带来了压力，也为企业采取社会责任战略提供了一定的市场空间。

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因看，既有经济动因，也有道德动因和制度动因，而经济动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最根本动因。如果公众意识强化到足以转化为消费者的货币选票，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将面临受到市场惩罚的“可置信威胁”，而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不仅会提升企业形象，更会为企业带来长期的利益，承担社会责任就会成为企业的自觉行动。

在二元市场以及市场可以分割的假设下，我们基于消费者选择的视角分析了企业的不同策略选择。研究发现，企业实行无差异市场策略的好处是可以同时满足两个市场，即普通消费者市场和社会责任消费者市场的产品需求。而企业如果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会导致成本增加，价格提高，面临失去普通消费者的风险。这也是现实中一些企业采取观望策略，不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原因。

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在市场可以分割的前提下，无论企业采取差异化市场策略还是无差异市场策略，最终提供的社会责任总量是相等的。其原理在于，在差异化策略下，企业为了保证两个市场具有足够的差异性，有意降低了普通产品中的责任因子含量并同时提高了责任产品中的责任因子含量。这种结果也可以在现实中找到例证，早些年曾经在沿海地区和城市中肆虐的伪劣商品，如今在广大农村和经济落后地区仍大有市场，同一个企业对不同市场采取不同策略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因此，在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很大，市场分割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很难从根本上好转。

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并不一定会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的总体水平，标准的高低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标准过低不会起实质作用，标准过于严格，企业被动承担社会责任，但面临失去普通消费者、市场萎缩的风险，甚至可能导致企业社会责任总量不升反降。另外，标准的提高会影响到企业在不同策略下的获利水平，在某个临界点甚至会改变企业的策略，导致企业提供的社会责任总量由一个较高的水平出现突发性“回归”，逼近这个临界点的区间被认为是一个危险的区域。单纯对消费者进行补贴，可能会导致企业产品的价格提高，政策的效用也会大打折扣。若采取较为严格的社会责任标准，同时辅以消费者补贴政策，则会促使普通消费者转变成责任消费者，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面临的市场规模扩大，盈利增加，最终可以从经济动因、制度动因两方面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标准和补贴可以分别通过改变企业和消费者行为而起作用，但都是政府的调控手段而非市场力量。归根结底，企业社会责任要靠市场力量的推动，要依靠消费者选择形成对企业的实质性压力。影响企业策略的主要变量是责任市场的规模，以及消费者对责任产品的偏好强度。因此，设法提高消费者对责任产品的偏好强度，使更多普通消费者转变为责任消费者，培育责任消费市场，扩大责任消费市场规模，是更为根本的政策选择，持续的、有针对性的企业社会责任教育是有效的途径。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市场可以分割，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我国的二元经济特点。但在很多情况下，企业面临的市场是不能有效分割的。因此，本研究的结论在不同情境下的有效性需要具体分析。同时，本研究基于完全垄断市场而展开推理，没有考虑其他市场结构下的情形。再有，本研究隐含了消费者可以得到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真实信息的假设，而在现实中，信息不对称是普遍存在的事实。事实上，通过企业社会责任认证、第三方评价、信息披露等方式，使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显性化，是消费者选择有效的先决条件，也是政府政策应该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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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基于消费者选择的企业社会责任事件市场惩戒效应检验






理论上，消费者选择对企业社会责任事件应具有市场惩戒效应，然而近些年，一些知名企业持续、反复败德的现象似乎已经成为常态，消费者选择的市场惩戒效力并没有充分显现出来，其深层次的原因值得深入探究。本研究通过假设推演及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社会转型期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感还有很大差异，低社会责任感的消费者缺乏对败德企业的惩戒意识，企业面对“二元市场”有很大的策略回转空间。同时，事件性质、消费者对政府的信任调节了责任事件中消费者社会责任感对购买意愿的影响，而感知消费者效应的缺乏进一步弱化了消费者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之间的关联。上述因素综合起来使得消费者选择的市场惩戒效应难以有效发挥作用。本研究据此提出了强化消费者选择对败德企业惩戒效应的策略。

一、问题的提出

企业社会责任（CSR）是构建企业与社会和谐关系的一种基本思想，包括资源开发利用、劳动者权利保障、产品服务质量、生态环境保护、社区贡献等多方面内容。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已经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果，环境污染、黑心食品、劳资冲突等一系列问题都与之密切相关。很多研究表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由制度、道德、经济等动因共同驱动的，而经济动因起着最根本的决定作用。在众多影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因素中，消费者选择是一个最重要的终端驱动因素。在一个健全的市场中，消费者选择可以通过有效的机制转化为“货币选票”，最终使得那些重视利益相关者、考虑社会利益的企业得到消费者的“褒奖”，不重视社会责任的企业则遭到广大消费者的抵制并给自身带来巨大的损失，这种市场压力会迫使企业自觉采取社会责任行动。

然而，理论推演得出的结论却常常与现实存在巨大反差。近些年，一些知名企业持续、反复败德的现象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在一些严重的企业社会责任危机事件中，媒体轰轰烈烈的报道、社会公众强烈的谴责过后，部分企业对公众的反应漠然置之，不屑一顾。也有企业虽然在危机发生之时每每道歉，但事后仍屡错屡犯。而企业的销售业绩似乎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影响，或者在经过短暂的低潮之后又逐渐恢复常态。甚至在一些直接危害到消费者自身安全的产品质量危机事件反复发生之后，很多消费者仍然没有充分行使自己用脚投票的权利。以国内某著名奶企为例，2009年以来，该企业遭曝光的社会责任事件至少7起，2011年12月一次严重的事件发生后，其整体销量下跌30％，但截至2012年6月，公司产品销量已恢复至事件之前的水平，公司在市场上的销售状况已全面恢复。

是什么导致中国的市场消费者如此“健忘”？是什么使得部分企业在严重的危机事件之后仍屡错屡犯？在中国情境下，消费者选择对发生严重社会责任事件企业的惩戒效应为什么没有充分呈现？在企业社会责任危机事件发生后，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具有何种特征，受哪些因素影响？回答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我国消费者的消费行为特征，而且对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上述现实背景，本节基于消费者选择的视角，对企业社会责任危机事件发生后消费者的购买意愿、购买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探索，进而解释对败德企业市场惩戒效应不足的深层次原因。后续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相关理论进行回顾和梳理；第三部分基于逻辑推理提出相关研究假设；第四部分基于问卷调研数据对相关假设进行检验；第五部分是结论与建议。

二、企业社会责任与消费者反应：理论脉络梳理

（一）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国外相关研究发现，通过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可以建立较为持久的竞争优势。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来树立积极的社会形象，建立良好的声誉，而企业声誉是企业一种非常有力的无形资产，从而可以帮助企业实施差异化战略，并在价格上取得消费者的让步。从长期来看，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会促使企业更加融洽地处理与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增强企业存在于社会的合法性，增强企业的相对竞争优势，从而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综合国外学者的研究文献，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带来如下的长期利益：增强品牌地位和声誉；提高员工的忠诚度、士气和生产力；吸引和保有优秀的人力资源，从而使企业具有持续的竞争优势；增加对投资者的吸引力。

国内外很多学者通过实证方法检验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绩效的关系，其结论不尽一致。有的结论是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有的结论是二者存在负相关关系，有的研究显示二者没有关系，还有研究显示二者呈“倒U形”关系，最高绩效水平的企业是那些企业社会责任一般水平的企业。McWilliams和Siegel（2001）试图解释这一现象。他们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企业的一种投资，认为存在一个使利润最大化的最佳的社会责任供给水平。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与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其获利能力在短期内不会因为企业社会责任因素而改变。但是尽管由于企业社会责任投入的高成本没有给企业带来更多的超额利润，但通过承担社会责任这一过程，企业同时满足了其利益相关者（消费者、员工、社区等）的诉求和企业所有者（股东）对利润的要求，这对企业的长远、稳定发展十分有利。而那些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尽管盈利能力也不错，但是由于只满足了部分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其发展的空间和后劲是不足的。

尽管承担社会责任未必能提升企业经济绩效，但如果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出现危及企业声誉的污点或者危机事件，则可能对企业带来明显的不利影响。因此有些学者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相反方面，即企业败德或企业社会责任危机事件的角度展开研究，相关研究集中在企业社会责任危机事件对企业声誉、品牌价值、经营绩效等方面的影响。这些研究普遍认为，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会对企业造成负面影响，因为一个组织的成功甚至生存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满足来自环境的道德期望。当一个组织的行为在其利益相关者看来充满争议时，它将面临失去当前的顾客、合作伙伴以及其他外部认可和支持的风险，也为外部竞争者提供了攻击的把柄。事实上，国外实证研究的大量证据显示，反道德的行为可以导致诸如法律诉讼、财物损失、销售下降、融资成本上升、市场份额恶化、关系网络伙伴损失或其他与负面声誉相关的成本。相关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事件不仅会给企业自身造成致命打击，甚至会产生显著的负面声誉溢出效应，从而使得相关行业或供应链企业广受牵连。Donald Lange（2012）进一步从公众感知的角度对企业败德（social irresponsibility）的归因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负面的责任危机事件对企业有更深入持久的影响，企业败德行为有更强的能力激起观察者的持续关注和追问，其内在机理是人们对于积极事件与负面事件的反应和认知过程具有显著的不对称性。当面对负面行为时，人们将要花费比面对正面或中性事件更多的时间思考，他们将更广泛地搜集因果信息，并且其判断结果、言论和行为将更加极端。由此，对于企业败德或者不负责任行为的感知容易引起观察者更强烈的反应，并因此对企业产生更严重的后果。

国内对企业社会责任危机事件的研究也逐步深入。例如：方正（2010）探讨了产品伤害危机应对策略对品牌资产的影响；熊艳（2011）等从媒体“轰动效应”的传导机制角度入手研究了责任危机事件的经济后果与声誉惩戒；肖红军（2010）则研究了资本市场对公司社会责任事件的惩戒效应，结论是当前中国资本市场没有发挥对社会责任事件的惩戒效应。但总的来看，相关研究尚不系统，特别是从消费者选择角度对企业责任危机事件市场惩戒效应的研究很少见到。

（二）消费者选择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

消费者选择主要是通过其购买行为实现的。企业社会责任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和行为，反过来，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也可以进一步影响企业的决策。Lois A. Mohr（2005）将企业社会责任与消费者对产品的反应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增加产品价值。也就是说，消费者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认可，最终通过对企业产品的选择表现出来。社会责任感较强的消费者，可能宁愿多支付一些价钱而选择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的产品，因为消费者可以从选择和消费社会责任绩效好的企业的产品得到额外的效用。Servaes和Tamayo（2013）进一步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只有被消费者感知才能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影响。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承担社会责任可以为企业的产品增加额外的价值。价值的最宽泛的定义涵盖消费者在购买和消费某一产品时所得到和所付出的一切，对那些在意企业社会责任，愿意为承担社会责任企业的产品支付更多金钱的消费者，企业社会责任的绩效水平在产品区分上可以提高或降低产品的价值。因此，可以在不同价格下考察消费者对社会责任的反应或者在不同的社会责任绩效水平下考察消费者对产品的反应。Lois A. Mohr通过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高低不同时，消费者对产品价格的敏感度也不一样，顾客越是把企业社会责任作为购买决策中的重要考虑因素，企业社会责任对销售的影响越大，企业也越可能采取社会责任行动，而且，当企业社会责任很低时，即使采用低价策略也无法补偿。因此，当市场是健康的，即大多数消费者都在意企业是否承担社会责任时，消费者选择会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由于多数企业社会责任需要直接提升成本，因此，在成本与企业社会责任带来的潜在利益（包括短期和长期）之间的权衡就成为企业决策时考虑的主要因素。在一个健康的市场中，当有着良好社会责任形象的企业受到市场力量的回馈时，企业会自愿采取承担社会责任的行动。

总的来看，虽然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是否具有正面影响这一问题上并没有达成一致结论，但若综合考虑短期和长期利益，适度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基本已成共识；不承担社会责任造成的企业败德或社会责任危机事件将对企业声誉、品牌价值、经营绩效等方面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在健康的市场条件下，消费者选择会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即通过货币选票奖赏负责任的企业，而对不负责任的企业进行市场惩戒。

三、消费者选择的影响因素：中国情境下的假设推演

（一）危机事件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和购买行为的影响：消费者社会责任感角度的解释

根据前述理论分析，可以得出合理预期：我国企业在发生社会责任危机事件之后，理当受到来自消费者的抵制，消费者选择应该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产生实质压力。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是理论与实际间的巨大反差，在中国情境下，消费者选择对发生严重社会责任事件企业的惩戒效应并没有充分呈现。对于这一现象，我们首先从消费者社会责任感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解释，其基本的逻辑脉络是：企业社会责任危机事件发生后，社会责任意识不同的消费者其消费意愿和消费行为会受到不同的影响，部分消费者拥有较低的抵制意愿和抵制行为因而为相关企业预留了市场空间，同时消费意愿不会完全转化为消费行为，这种“转化损失”也降低了消费者抵制行为的有效性。

市场上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意识是有差别的，具有社会责任意识的消费者，在购买决策过程当中，愿意考虑自己私人消费行为的公共影响，并试图通过自己的购买行为使得社会向良性方向转变。考虑社会责任的消费行为要求在满足个人需求和欲望之外，必须兼顾消费者的社会责任。但事实上，人们的日常消费行为仍然很大程度上被金钱价值、便利性、消费习惯、对个人健康的关注、享乐主义以及个人对社会习俗的反应所驱使，消费动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往往淹没了消费活动中对于社会责任的考量。然而，另一方面，消费动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意味着在现实中有很大的促使人们消费行为模式变化的范围或提升考虑社会责任的消费行为的空间。近些年，人们对后现代社会中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自我反思，成了人们转变消费模式的一个重要驱动力量，尤其是近10年来，随着“责任消费者”的出现，人们开始认识到其消费行为和消费对象与其自身密切相关的一系列社会议题具有更直接的联系，包括个人生存环境问题、人权问题、劳工工作条件问题以及动物福利问题等。因此，在一系列复杂因素的驱使下，消费者可能会在社会责任意识方面发生分化，有些消费者坚定地支持社会责任标准，而有些消费者可能放弃甚至从未建立起这种标准，更多的消费者则可能居于两个极端之间。基于这样的现实，很多学者开始关注具有社会责任意识的消费者具有哪些特征，这类消费者在全部消费者中占有多大比重等问题。如Roberts（1995）开发了消费者社会责任意识量表，并在对美国消费者大样本调查的基础上发现美国具有社会责任意识的消费者大约占总人口的32%，并认为这一消费行为差异源于人口统计特征差异。其后一些学者就人口统计特征与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通常研究者勾画出的社会责任消费者的图像是：一个有较高收入、受过良好的教育、从事有声望的职业、有广泛知识的中年人。但Diamantopoulos等（2003）研究认为，经常被用作主要市场细分变量的人口学变量，如收入、受教育程度、性别等在定义责任消费者方面并不显著，而以诸如相关的态度、行为和个性特征来区分责任消费者可能更为有效。

据此，可以认为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感与其消费意愿和行为之间有密切联系。Mohr等（2001）研究发现，一类消费者出于道德修养的自我约束，更倾向于购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司的产品，称之为社会责任消费行为（social responsible consumer behavior），而其他消费者则没有这种行为表现。马龙龙（2011）研究认为，消费者响应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动机来自利益驱使和价值认同，一方面，消费者相信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更倾向于诚信经营，由此其产品质量更有保证；另一方面，消费者从响应企业社会责任的购买行为中获得自我概念被认同和自我价值被实现的满足。因此，企业社会责任危机事件发生后，对企业社会责任支持程度较高的消费者必然有“用脚投票”，通过购买行为表达这一支持的意愿。国外的一些研究表明，消费者现在越来越多地拒绝购买声誉受到损害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而选择“血汗工厂”作为供应商，依靠对工人的压榨来降低成本，或者存在其他违背社会责任的经营行为，正是这些企业声誉受损的原因（Mohr et al.，2001）。社会责任危机事件的影响具有广泛性和持续性，因此比企业的其他社会责任行为更能对消费者意愿和行为产生深远影响，而影响的程度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社会责任意识的高低。

根据以上研究成果结合企业社会责任危机事件后我国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实际表现，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a：
 在企业社会责任危机事件发生的背景下，消费者社会责任感负向影响消费者对相应产品的购买意愿。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感越高，消费者购买意愿受到的负向影响也越大。


假设3b：
 在企业社会责任危机事件发生的背景下，消费者社会责任感负向影响消费者对相应产品的购买行为。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感越高，消费者购买行为受到的负向影响也越大。

（二）消费者社会责任感、购买意愿和购买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因素

企业社会责任事件发生后，不同社会责任感的消费者可能产生不同的购买意愿和购买行为，但影响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的因素是复杂的。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特殊背景下，我们经常能够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一些消费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并不一定最终转化为“用脚投票”、拒绝购买的行为。在消费者社会责任感、购买意愿和购买行为这一链条中，各环节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或鸿沟。这意味着，在社会责任感与购买意愿、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之间必然还存在其他调节变量。

1.对消费者社会责任感、购买意愿之间关系产生调节作用的变量

一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危机事件会对消费者购买意愿产生负面影响，但这种负面影响的程度可能受事件性质的影响。社会责任危机事件可以分为两类：直接影响消费者健康和安全的事件；不直接影响消费者健康安全但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的事件。在第一类事件中，消费者不仅关注事件对公共利益的损害，还可能更加关注事件对自身利益的直接影响。而在第二类事件中，消费者购买意愿可能仅仅单纯受到对社会公共利益关切程度的影响，因而两类事件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可能不同。另外，企业社会责任事件发生后，有些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有所提高，其背后的逻辑是：企业社会责任事件的曝光必然引起政府监管部门的关注，政府部门相应的强力介入可能会使得事件企业此后的行为更加规范，甚至可能比其他企业更加值得信任。因此，对政府部门的依赖和信任可能也会调节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我们认为，社会责任事件性质和制度信任两个变量可能调节危机事件后的消费者购买意愿。

社会责任危机事件的性质。企业社会责任危机事件对消费者的影响与危机事件类型有关。对于产品伤害危机而言，由于消费者害怕自身受到产品的伤害，即存在消费者感知危险的影响，即便一些本身社会责任意识不强的消费者，也会对购买这种产品心存疑虑。而对于社会责任感较强的消费者，由于受感知风险和自我价值认同的双重影响，其拒绝购买这类产品的意愿可能会更为强烈。但在诸如环境污染、非法用工等非产品伤害危机事件发生后，不同社会责任感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可能具有更为显著的差异。由于这类事件不会对消费者自身的健康和安全造成直接影响，因此社会责任感低的消费者其购买意愿可能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但对于社会责任感高的消费者而言，虽然不存在与产品相联系的感知风险，但出于强烈的自我价值认同诉求，也会对这些企业产生反感心理，从而影响其购买相关产品的意愿。据此我们可以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a：
 社会责任危机事件的性质调节消费者社会责任感与其购买意愿之间的关系，与产品伤害危机相比，非产品伤害危机中消费者社会责任感与其购买意愿之间的关系更加显著。

制度信任。消费者对企业的信任会对其消费心理产生影响，这种信任是指在可能存在风险的情况下，消费者对交易方可信赖的积极预期，认为交易方会以消费者的长期利益作为行事准则，是对交易方诚信和可靠程度的感知。Sen和Bhattacharya（2001）的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水平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程度取决于消费者信任（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能力的信任程度）和消费者支持（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支持程度）。消费者信任对消费者品牌忠诚、重复购买行为等有显著影响，甚至会影响消费者对责任事件的归因，高信任的消费者倾向于把责任事件归因于情境因素或企业之外的其他因素。

本研究认为，转型期我国企业频频发生的社会责任负面消息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销蚀了消费者对企业的信任，虽然具体到个别企业时这种信任程度会有所差异，同时由于我们的研究并不针对特定企业，因此不宜测量消费者对企业的信任程度。根据我国国情及对部分消费者的访谈，我们认为另外一种信任——社会公众对政府的制度信任——可能会对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产生影响。其心理机制是：制度信任高的消费者相信企业社会责任危机事件发生后，相关企业会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政府迫于公众的舆论压力会对危机企业进行更加强有力的监管，从而使得该企业明显改善自身的经营行为，甚至比其他没有出现危机事件的企业做得更好，因此消费者可能由于相关企业被“曝光”而更放心地消费其产品。这一机制在当前中国的情形下具有特殊意义，由于中国近年一直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经济运行中一些非市场的、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干预十分常见，而部分消费者又习惯于这种基于制度信任的思维判断。因此，这种制度信任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产生调节作用。于是得到如下假设：


假设4b：
 消费者制度信任反向调节消费者社会责任感与其购买意愿之间的关系，消费者的制度信任水平越高，其社会责任感与购买意愿之间的关系越不显著。

2.对消费者购买意愿、购买行为之间关系产生调节作用的变量

虽然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但购买意愿并不等同于购买行为。万松钱（2012）发现，很多消费者在主观意识上愿意通过责任消费抵制社会责任行为表现不佳的企业，从而促使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但受卷入程度、感知可获性（感知到的获取相关产品的难易程度）、信息的不确定性、消费者感知效力、社会规则等多种因素影响，消费者的消费意愿与消费行为之间存在差距，真实的消费行为并不能充分体现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实际上，消费意愿与消费行为背离的现象普遍存在，如靳明（2008）在研究消费者的绿色农产品消费意愿与消费行为时发现，虽然中国公众的食品质量安全意识和生态环境意识的提高使得其愿意为绿色农产品支付一定的溢价，但消费者较高的绿色农产品消费意愿并未真正有效转化为实际消费行为，而是存在着较高程度的消费意愿与消费行为不一致的现象。其主要原因是绿色农产品供求关系中质量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失灵，绿色生产经营的正外部性导致生产成本和价格较高，绿色农产品的正规供应渠道少、供应品种不够丰富，市场秩序和市场环境有待完善等。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消费者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可能出现背离，即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不一定能充分体现其购买意愿。如果这一推理是真实的，那么它无疑对企业社会责任危机事件发生后的消费者行为表现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企业社会责任危机事件发生后，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因素有哪些？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为什么会与其购买意愿出现背离，其内在的机制是什么？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剖析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并对实践活动产生直接的指导意义。

感知消费者效应。感知消费者效应（perceived consumer effects，PCE）就是消费者相信或预期的其自身的努力对问题的解决或最终结果的贡献程度，高的感知消费者效应对于激发消费者将他们的积极态度转变成实际行动是十分有效的推动力。Roberts（1996）提出，为了激发消费行为模式的改变，必须使消费者相信，他们自身的行为对于抵制诸如环境恶化、矫治社会不公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现实当中由于市场的广泛性、层次性和复杂性，普通消费者很难切实感受到自身消费行为与其社会效果之间的关联性，因此认为自己的责任消费行为产生的影响微不足道，很难对整个社会施加影响，从而可能就此放弃负责任的消费行为，这点对于那些具有较高社会责任意识的消费者具有特殊意义。万松钱、鞠芳辉（2012）研究发现，由于感知消费者效应的微弱，责任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之间存在一个现实的鸿沟，一些社会责任意识高的消费者，即便自身有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意愿，但由于对自身努力可能产生的影响持悲观态度，即感知消费者效应微弱，最终也放弃了自身的努力。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在企业社会责任危机事件发生的背景下，由于危机事件而导致购买意愿降低的消费者，其感知消费者效应越高，也越倾向于通过自身抵制购买的行为来对企业进行惩罚。由此可以给出如下假设：


假设4c：
 感知消费者效应正向调节消费者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之间的关系，感知消费者效应越强，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之间的关系越显著。

产品可替代性。产品可替代性影响消费者的市场选择。在一个完全垄断的市场中，产品的供应完全掌握在某一企业手中，因此即使企业发生了社会责任危机事件，如果消费者把这种产品视为必需品，他也没有其他选择，也就不可能产生抵制性的消费行为。在竞争性的市场中，产品之间具有了或强或弱的可替代性，如果其中一家企业发生了社会责任危机事件，消费者就可以通过选择购买替代产品对相关企业进行抵制。但是，消费者是否会这样做，还取决于其对其他企业社会责任状况的认知和判断。如果消费者认为被曝光的企业只是冰山一角，其暴露出来的是行业存在的共性问题，那么他将认为转向购买其他产品并无实际意义，其他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未必做得更好，于是也可能会对责任事件持漠然置之的态度。其心理逻辑是：既然企业社会责任状况普遍不好，被曝光的企业只是运气差一些而已，没有被曝光的企业也很可能存在类似的问题甚至可能更糟，因此选择哪一家企业的产品并没有实质性差别。显然，这样的消费者对整个消费环境或者整个行业失去了信任，因而认为难以寻找合适的替代品。但如果消费者对整个行业总体上是信任的，那么在某个企业发生社会责任危机事件后消费者就可能通过转而购买其他企业的产品，从而替代目标企业的产品，并对目标企业形成抵制效应。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在企业社会责任危机发生的背景下，由于危机事件而购买意愿降低的消费者，如果感知对应产品在市场上可替代性较高，也越倾向于在行为上抵制发生危机事件的企业的产品，由此得出如下假设：


假设4d：
 消费者感知的产品可替代性调节消费者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之间的关系，感知的产品可替代性越高，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之间的关系越显著。

上述各变量间关系的概念模型见图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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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消费者社会责任感、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及相关调节变量的关系



四、研究方法及描述性统计

（一）研究方法

1.问卷设计

整个问卷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测量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意识；第二部分测量企业社会责任危机事件发生后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和购买行为；第三部分测量企业社会责任事件发生后可能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和购买行为的调节变量；第四部分是消费者的个人背景资料。为保证变量测量的信度和效度，在相关概念的操作性定义及测量方法上尽量采用国内外现有文献已使用过的量表，并根据研究目的进行适当调整。国外的量表先由英语翻译成汉语，再从汉语翻译回到英语并与原问卷量表进行对比，以此保证问卷设计及用词上的恰当性。为区分不同性质的企业社会责任危机事件带来的影响，我们针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责任危机事件分别编制了问卷。

在消费者社会责任意识测量上，综合借鉴了Roberts（1995）开发的“对社会负责任的消费者行为”量表，Mohr（2001）等开发的界定和测量社会责任消费的量表，Maignan（2004）等开发的测量不同国别消费者对社会责任认知程度的量表。在以上量表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我国国情，用8个题项测量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意识，包括是否重复使用购物袋，是否主动关闭电器电源等。这些题项均与消费者购买行为无关，以免因与测量购买意愿和购买行为的量表内容重叠而产生重复检验问题。该量表在本文中的信度系数为0.88，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消费者购买意愿、购买行为、感知消费者效应等变量的测量借鉴了文献等的量表并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消费者购买意愿通过以下3个题项进行测量：“企业社会责任事件发生后，我十分讨厌该企业和它的产品”、“企业社会责任事件使得我不愿意购买该企业的产品”、“因为企业社会责任事件，我尽量购买其他企业的产品”。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系数为0.93，这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购买行为通过以下1个题项进行测量：“企业社会责任事件发生后，我没有购买过该企业的产品”。 感知消费者效应通过以下3个题项进行测量：“只要广大消费者集体行动起来进行抵制，就会促使企业改变不负责任的行为”、“个别消费者采取抵制行动没有什么作用，因为其他很多消费者似乎并不在意”、“我不想对企业产品进行抵制，因为企业不会因为我一个人的抵制而受到影响”。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系数为0.90，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制度信任与产品可替代性量表为本研究自行设计。制度信任通过以下3个题项进行测量：“政府部门应该对企业的社会责任事件负主要责任”、“企业社会责任事件发生后，政府肯定会及时介入并督促企业改正”、“企业社会责任事件让企业的不良行为得以曝光，而政府的介入则使得企业以后的行为更加令人放心”。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系数为0.91，这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产品可替代性通过以下2个题项进行测量：“我总是可以发现其他产品以取代该企业生产的产品”、“我发现如果不购买该企业的产品，很难找到其他类似的产品”。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系数为0.96，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在正式调查之前，通过专家咨询、基于预调研的反复修正等方式确保问卷内容的区分效度和内容效度。预调研中发放问卷120份，收回92份，通过问卷分析删除了区分效度不佳的题目，并对部分题项的表述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对各变量均采用7级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其中1＝“完全不同意”，7＝“完全同意”。对于通过多个题项进行测量的变量，在保证所有题项均为正向测量的基础上，通过取各题项的平均数代表变量取值。

2.样本选取

在正式调研中，采用了在超市门口进行拦截访问的便利抽样方法。由于本研究的主题是企业社会责任危机事件发生后消费者购买意愿和购买行为受到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调研对象必须是具有购物决策权、经常购物的消费者，因此针对超市消费者进行访问适合本项目的调研主题。为了提高问卷的回收率及保证问卷回答质量，我们为每位参与者准备了价值20～30元的小礼品。经过近两个月的调研，共发放问卷420份，收回问卷387份，剔除不合格问卷，得到有效问卷368份，问卷有效率95.09%，其中产品伤害危机事件问卷189份，非产品伤害危机事件问卷179份。问卷回收率和有效率较高的原因是我们采用了一对一的调研，即访问员在征得被访者的同意之后，即陪同和指导被访者直到答完问卷，但仍有部分被访者因为确有急事或者找借口中途离开。

（二）问卷的描述性统计

1.被访者的背景特征

针对有效问卷，被访者的性别、年龄、职业、收入水平等背景特征见表3-1。

表3-1　被访者的背景特征




	特征
	问卷数量
	百分比（％）



	性别
	男
	152
	41.30



	女
	216
	58.70



	年龄
	25岁以下
	67
	18.21



	26～35岁
	109
	29.62



	36～45岁
	94
	25.54



	46～55岁
	52
	14.13



	56岁以上
	46
	12.50



	职业
	企业员工
	187
	50.82



	教师
	55
	14.95



	公务员
	48
	13.04



	学生
	39
	10.60



	其他
	39
	10.60



	收入
	2000元以下
	48
	13.04



	2000～5000元
	146
	39.67



	5000～8000元
	119
	32.34



	8000元以上
	55
	14.95






2.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3-2列示了主要变量的均值、方差、相关系数及Cronbach's 值。

表3-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1．CSP
	5.12
	1.01
	（0.88）
	
	
	
	
	



	2．PIT
	4.54
	1.23
	0.35**

	（0.86）
	
	
	
	



	3．PBV
	4.21
	1.07
	0.31**

	0.62**

	（0.86）
	
	
	



	4．GVT
	3.75
	0.97
	－0.11
	－0.27**

	－0.24*

	（0.81）
	
	



	5．PCE
	3.38
	0.99
	0.06
	0.15*

	0.17*

	－0.03
	（0.84）
	



	6．PRP
	4.11
	1.35
	0.07
	－0.02
	0.08
	0.01
	0.06
	（0.79）






注：*
 p
 ＜0.05，**
 p
 ＜0.01。括号内的系数为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是通过测评企业社会责任危机事件后消费者的负面情绪或者负面行为程度来评价的，因此其取值越大，表明被访者对相关企业的抵制意愿或行为越强烈。

多重共线性诊断表明所有回归方程中自变量的VIF值均小于3，这说明多重共线性并不明显，未对假设检验结果构成显著影响。

五、假设检验

（一）社会责任感对消费者购买意愿与行为的影响检验

假设3a、3b检验企业社会责任危机事件发生后，不同社会责任感的消费者其购买意愿和购买行为受到的影响是否有差异，均采用均值法进行检验。以社会责任感均值为划分标准，把被访者分为两个类别：高社会责任群体（H）和低社会责任群体（L），并比较高社会责任群体拒绝购买企业产品的意愿和行为是否显著高于低社会责任群体，如果成立则可以证实假设3a和假设3b。表3-3显示了假设3a、假设3b的检验结果。

表3-3　假设3.3的检验结果



	
	检验方法
	检验结果
	结论



	假设3a
	E（PIT H）＞ E（PITL）
	t＝3.12， p＜0.01
	支持



	假设3b
	E（PBVH）＞ E（PBVL）
	t＝2.89， p＜0.05
	支持






从表3-3可以看出，假设3a、3b均通过了检验，即企业社会责任危机事件发生后，不同社会责任感的消费者受企业社会责任危机事件的影响明显不同，消费者社会责任感越强，其受到的负面影响越大，不论从消费意愿还是从消费行为来看这个结论均是成立的。

（二）相关变量对社会责任感、购买意愿和购买行为关系的调节效应的检验

下面我们对相关调节效应的显著性进行检验，研究主要采用层次回归的方法（hierarchical regression）来验证相关假设，即通过逐步加入控制变量、自变量、调节变量和交互效应变量的方法检验相关影响的显著性。

1.消费者社会责任感到购买意愿的调节效应检验

表3-4显示了事件性质、制度信任在消费者社会责任感到消费意愿之间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从模型2可以看出，消费者社会责任感的回归系数为0.24，显著为正，说明消费者社会责任感越强，企业社会责任事件对其购买意愿的影响越大，这印证了假设3a得出的结论。模型3加入了事件性质和制度信任两个中介变量，可以发现两个变量的系数均具有显著性，说明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在不同性质的企业社会责任事件下所受影响明显不同；制度信任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消费者越是相信政府行政干预的力量，其购买意愿受到的负面影响就越小，由此假设4a、4b得到验证。模型4在加入交互效应项之后，自变量、调节变量的系数符号没有发生变化，而且仍然在统计上显著，这进一步验证了两个调节变量的调节效应。

表3-4　对消费者社会责任感和购买意愿关系调节效应检验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控制变量
	
	
	
	



	　年龄
	－0.13*

	－0.12*

	－0.12
	－0.13*




	　性别
	0.09
	0.08
	0.08
	0.07



	　职业
	0.07
	0.07
	0.08
	0.08



	　收入
	0.18**

	0.17**

	0.17*

	0.16*




	自变量
	
	
	
	



	　消费者社会责任感
	
	0.24***

	0.21**

	0.18**




	调节变量
	
	
	
	



	　事件性质
	
	
	0.05***

	0.05**




	　制度信任
	
	
	－0.03*

	－0.02*







续表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两项交互效应
	
	
	
	



	　消费者社会责任感 ×事件性质
	
	
	
	0.10***




	　消费者社会责任感 ×制度信任
	
	
	
	0.11*




	　事件性质 ×制度信任
	
	
	
	－0.12**




	　三项交互效应
	
	
	
	



	　消费者社会责任感 ×事件性质 ×制度信任
	
	
	
	－0.14**




	R2

	0.16
	0.29
	0.43
	0.59



	F值
	3.74**

	6.98***

	7.26***

	8.22***







2.购买意愿到购买行为的调节效应检验

表3-5显示了感知消费者效应、产品可替代性在消费者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之间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从模型2可以看出，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0.57，而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与一般的理性分析相符。模型3加入了两个中介变量以检验其调节效应，可以看出，感知消费者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即消费者认为其抵制购买的行为所起的作用越大，就越倾向于拒绝购买相关产品，假设4c得到验证。但产品可替代性这一变量的调节效应虽然是正数，但在统计上不够显著，说明产品可替代性的调节效应并不明显。模型4进一步加入了自变量与调节变量、调节变量之间的交互效应项，可以看出，加入交互项后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未变，而且仍然在统计上显著，这进一步验证了模型3得出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表3-5　对购买意愿和购买行为关系的调节效应检验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控制变量
	
	
	
	



	　年龄
	－0.09
	－0.09
	－0.08
	－0.07



	　性别
	0.11
	0.10
	0.08
	0.06



	　职业
	0.05
	0.04
	0.04
	0.04



	　收入
	0.08**

	0.07**

	0.07**

	0.06*







续表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自变量
	
	
	
	



	　购买意愿
	
	0.57***

	0.46**

	0.42**




	调节变量
	
	
	
	



	　感知消费者效应
	
	
	0.08***

	0.07**




	　产品可替代性
	
	
	0.12
	0.10



	　两项交互效应
	
	
	
	



	　购买意愿 ×感知消费者效应
	
	
	
	0.07**




	　购买意愿 ×产品可替代性
	
	
	
	0.13



	　感知消费者效应 ×产品可替代性
	
	
	
	0.05*




	　三项交互效应
	
	
	
	



	　购买意愿 ×感知消费者效应 ×产品可替代性
	
	
	
	0.08*




	R2
	0.19
	0.45
	0.54
	0.61



	F值
	3.27*

	7.39***

	9.87***

	10.54***







注：*
 表示p
 ＜0.05，**
 表示p
 ＜0.01，***
 表示p
 ＜0.001。

六、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的核心在于从消费者选择角度探究如下问题：有的企业发生了严重的社会责任事件，有些企业甚至屡错屡犯，但消费者为什么还要继续购买这些企业的产品？这些企业为什么没有遭受严重影响甚至被淘汰？有效的市场惩戒效应为什么没有显现？就这些问题我们考虑了如下几个可能的影响因素：一是消费者社会责任意识的差异导致危机企业的产品总是能够找到一定的市场；二是消费者的购买意愿、购买行为分别受到事件性质、制度信任、感知消费者效应、产品可替代性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如果调控不当，就可能弱化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与行为，因而削弱市场惩戒效应。为此，本研究构建了模型分别对上述效应进行检验。首先初步检验企业社会责任危机事件背景下消费者社会责任感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和购买行为的影响，意在验证消费者责任意识是否导致了其购买意愿和行为的差异；然后进一步检验消费者责任意识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和行为的影响过程中，事件性质、制度信任、产品替代性和感知消费者效应的调节作用，意在验证究竟何种因素在这一过程中调节甚至阻碍了消费者选择最终发挥作用。在随后进行的实证研究中，本研究的大部分假设均得到了证实。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1）当企业发生社会责任危机事件后，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均会受到负面影响，但行为并不能充分体现意愿，行为与意愿之间存在一定“差距”。即总体来说，消费者虽然对危机企业的产品具有明显的负面购买意愿，但当最终落实到行动上时，其购买行为对相关产品的抵制倾向并不像购买意愿那样强烈。这既是本文得出的一个重要发现，也是我们试图寻找其内在机理的主要焦点所在。

（2）消费者社会责任感与其购买意愿、购买行为具有密切关联。当企业社会责任危机事件发生之后，社会责任感高低不同的消费者，其购买意愿和购买行为具有显著差异。社会责任意识强的消费者更可能对企业进行强烈抵制，而社会责任意识弱的消费者受到的影响就可能较小。联系到我国的实际国情，我国的经济社会近些年虽然快速发展，但二元经济的特征依然明显，公众社会责任意识的差异性也十分显著。国外市场与国内市场的差别、经济落后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别、城乡差别、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别等等，这些差别不仅体现在经济能力上的差异，也体现在不同群体在社会责任意识上的巨大差距。鞠芳辉等（2005）在二元市场以及市场可以分割的假设条件下，通过一个基于消费者选择的分析框架，分析了企业的市场策略选择及其可能的社会经济效果。研究发现，在市场可有效分割的前提下，企业实行无差异市场策略更能规避经营风险，这一策略的好处是可以同时满足两个市场，即普通消费者市场和责任消费者市场的产品需求。而企业如果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会导致成本增加，价格提高，从而可能面临失去普通消费者的风险。这也是现实中一些企业不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原因。该研究还发现，影响企业策略的主要变量是责任市场规模及消费者对责任产品的偏好强度，在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消费者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差距很大、市场分割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很难从根本上好转。

（3）事件性质、制度信任等变量在消费者社会责任感及其购买意愿之间具有调节效应。与低社会责任感消费者相比，不论事件本身与消费者是否具有直接关联，高社会责任感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和购买行为受到的负面影响均更为显著，但这种差异在非产品伤害危机事件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实际上，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验证了消费者社会责任感对其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的显著影响。在我国特定的国情下，政府一直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大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市场规律的某种替代。当企业社会责任危机事件发生后，如果消费者对政府寄予很高的期望，认为政府会及时介入，督促相关企业改善经营行为，则其对相关企业进行抵制的意愿会明显降低。实际上，由于监管能力有限，政府给社会公众的印象是“民不告，官不咎”，很多社会责任事件的曝光是来自民间而不是官方。但事件一旦出现，出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政府就会迅速介入，对相关企业形成强大的监管压力，直到给社会公众一个满意的交代。正是在这样一种机制之下，有些消费者认为危机事件被曝光了反而是“好事”，因为这把本来隐蔽的危险摆在了明处，并通过政府介入得到了妥善解决，因而消费者对这样的企业感觉更加放心。可想而知，在这样一种心理机制下，高度信任和依赖政府的消费者其消费意愿必然会受到某种扭曲。

（4）感知消费者效应在消费者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之间具有调节作用，但产品可替代性的调节作用不明显。企业社会责任危机事件发生后，消费者的抵制意愿是否会有效地转化为购买行为，还受感知消费者效应、消费者感知的产品可替代性等因素影响。如果消费者感觉自身的抵制行为可以发挥显著效力，通过消费者的集体行动可以形成对相关企业的实质性压力，从而减少和杜绝企业社会责任危机事件发生的概率，则消费者就会积极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抵制相关企业的产品。但如果消费者对社会公众的抵制效力持悲观态度，认为所有消费者或者大多数消费者不会行动，仅靠自身的抵制行为不会取得什么成效，其抵制相关企业产品的动机和行为就会大大减弱，甚至在行动上最终完全放弃。实际上，由于存在大量低社会责任感的消费者，很多企业在屡屡发生社会责任危机事件之后仍能屹立于市场而不倒，这对消费者的感知消费者效应势必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这又会进一步对高社会责任感消费者的抵制意愿和行为产生抑制效应。这对企业持续败德这一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抵制意愿转化为抵制行为的另外一个可能的影响因素是感知的产品可替代性。理论上，消费者认为市场上可替代的产品越多，越会倾向于转向其他产品而对发生责任事件的企业的产品进行抵制。但本研究发现其调节效应不明显，可能的原因是虽然市场经济条件下可替代的产品总是存在的，但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可能还会受到消费习惯、品牌忠诚度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其综合作用的效果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上述结论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我国背景下消费者选择没有有效发挥市场惩戒作用而使得企业敢于持续败德。首先，由于二元市场的存在以及责任消费者市场规模有限，责任消费者的抵制行动不足以对企业形成足够威胁，企业面对巨大的非责任市场有足够的策略回转空间。因此，在低社会责任感消费者大量存在的情况下，企业社会责任的水平难以从根本上好转。其次，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危机事件发生后政府会强力介入的消费者、认为感知消费者效应低的消费者，其对危机企业进行抵制的意志、决心和行为都会受到负面影响。因此，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信任，由于相关的信息传导、投诉与监督和惩罚机制不畅导致的感知消费者效应低下等因素综合起来导致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失灵，使得消费者选择难以有效发挥作用。这种情况下企业持续败德也就在所难免。我们认为，消费者选择能够对企业产生实质性压力的市场才是一个健康的市场。只有在这样的市场中，企业才能真正考虑消费者的感受并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这是减少企业社会责任危机事件的根本动力。

（二）对策建议

从本研究的结论出发，我们认为有效的政策必须着力于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培育责任消费市场，扩大责任消费市场的规模并提高消费者对责任产品的偏好强度；二是致力于解决消费者责任消费意识与责任消费行为之间的“差距”鸿沟，通过对消费者的制度信任、感知消费者效应等变量的干预，使得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意识切实转换为实际行动，从而建立起有效的市场选择与惩戒机制。具体而言，要更好地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1）培养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意识，通过教育、宣传、鼓励责任消费和诸如税收和补贴等政策的引导，把更多的消费者转变为责任消费者，普遍提升公众的社会责任意识，扩大责任消费者的市场规模。（2）减少政府干预，改变政府“救火队员”的形象，特别是地方政府应减少对企业的地方保护和干预，防止因政府过多干预导致的消费者行为扭曲及由此产生的市场失灵。（3）建立通畅的消费者获取信息、申诉维权渠道及有效的企业败德行为惩罚机制，使得消费者与企业能够进行平等博弈，从而提升感知消费者效应。

上述几个方面的工作都做好了，公众的社会责任意识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真正行动起来对败德的企业进行抵制并产生显著的市场效果，感知消费者效应就会不断提升，消费者就会更加积极地采取责任行为，从而进一步提升对相关企业的市场惩戒效应。这样的良性循环一旦形成，基于消费者选择的市场惩戒机制也就真正建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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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消费者对污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诚意动机的感知及评价






本节根据归因理论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通过实验研究检验污点企业开展社会责任活动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公众对于企业开展社会责任活动的诚意动机的感知和归因决定了其对企业的评价。当公众认为企业的诚意动机高时，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能够提升公司的形象；当公众认为企业诚意动机低时，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反而可能会损害公司的形象。影响公众对企业诚意动机感知的变量包括企业的行为一致性、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与目标对象的利益关联显著性、公众了解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渠道来源、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直接支出同企业社会责任相关宣传支出的比率。企业的行为一致性越低、利益关联显著性越高，对公司的损害越大，尤其是当公众从企业自身了解到相关信息时。但如果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直接支出同企业社会责任相关宣传支出的费用比率高，可以一定程度克服上述逆向效应。

一、问题的提出

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企业和社会公众普遍接受的概念，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社会责任，不仅是企业作为“企业公民”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企业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从企业社会责任的“工具性”角度而言，目前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已被广泛用来营造良好的企业形象，应对消费者和社会公众的关注，从而同消费者和其他利益相关人之间建立积极的关系。特别是美国安然公司丑闻、中国三鹿倒闭等一系列事件发生之后，企业出于长久生存和发展的考量，也越来越重视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尤其是一些社会声誉不佳的企业（如烟草公司和石油公司）以及存在较大的环境污染、产品伤害风险的企业，似乎都倾向于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改变自身的负面形象。特别是一些企业在发生企业社会责任的负面事件后，往往试图通过实施一些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弥补事件对企业形象的损害及由此带来的利益损失。

然而，现实中一些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这种“工具性”利用也带来了广泛的质疑，例如烟草企业和造纸企业出现在“中华慈善奖”的候选名单中，一些频频捐赠的企业却是名副其实的“血汗工厂”，国内最早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石油巨头却污染事件频发，一些屡发产品伤害事件的企业在每每道歉之后产品问题却一如既往。一个企业可能花大把的钱进行慈善捐赠等社会责任活动，但暗地里却进行压榨员工、污染环境、坑害消费者等不正当行为（Campbell，2007；高勇强、陈亚静、张云均，2012），凡此种种已引起人们对这些企业所谓的社会责任活动真实动机和诚意的怀疑。

事实上，无论是学界还是社会公众，大多并不完全否认或抵触企业社会责任的“工具性”的观点。然而我国社会经济现实中很多企业的反差强烈的“两面性”，却让人不得不质疑企业在开展社会责任活动中到底有多少诚意的成分。特别是对于发生过负面事件的污点企业，人们有理由质疑，其社会责任活动到底是为了弥补其“无心之失”，还是仅仅用来为其不当行为遮羞，或用来转移或分散公众对其社会责任缺失的关注？由此引出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污点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究竟是企业诚心履行社会责任的“慈善”表现，还是一种刻意为之的“伪善”？

由于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真实动机内含于企业决策过程，无法直接测量和评价，本研究试图从公众感知和归因的角度，研究公众对污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动机的评价。选择这一角度的另一个理由是：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最终效果，并不取决于社会责任活动本身，而是取决于消费者的感知、归因及其后续的消费者信任、消费者支持等行为反应（马龙龙，2011），乃至公众的投资行为所决定的资本市场奖赏或惩戒效应（肖红军等，2011）。现实中，不同企业开展同样或类似的社会责任活动的效果也往往相去甚远，尽管一些企业在加强环境和其他相关的社会活动之后成功地扭转了企业的负面形象，但相同或类似的策略对其他企业却未必奏效（Yu，Sengul ＆ Richard，2008； Moowein ＆ Michael，2009）。先前的研究表明，消费者对企业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不信任和怀疑抑制了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对企业评价的有效作用（Yoon，2006）。虽然已有很多研究关注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Michael ＆ Andrew，2008； Vinit，2011 ），但相关文献并没有解释为什么消费者会对采取类似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不同企业，甚至是同一行业中的不同企业作出不同反应。因此，探究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背后的真实动机产生怀疑的原因、归因的过程和机制，以及污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在哪些情况下能够或者不能够达到其预想的结果，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策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一）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诚意动机的公众归因机制

污点企业开展社会责任活动，其出发点往往在于一个简单化的、理想化的推理：即假设消费者及公众能够认知和理解这些活动的“社会价值”，并将其积极面归功于这家企业，从而产生对企业更为有利的评价。然而，这种理想化的逻辑推理并不符合归因理论中的对应偏差原理（correspondence bias）。所谓对应偏差，是指解释或推断别人某种行为的原因时，往往忽略外在环境因素的可能影响，而倾向于归因于个人内在特质（如面对开会迟到者，有人常下断语说“他是个喜欢迟到的人”）。也即，通常而言，公众倾向于从归因对象的对应特征（corresponding trait）或特质方面解释行动人的行为（Bauman ＆ Skitka，2010）：做好（坏）事的人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好（坏）人。归因偏差在社会心理领域普遍存在，甚至当情境因素十分外显，足以解释这种行为时，仍旧能够得出此类对应推论（Trope，2000）。

现实中，归因偏差特别常见于对行为者负面行为的归因解释，但对于行为者的正面行为，这种归因机制就往往不那么显著。换句话说，负面行为和正面行为的归因偏差效应往往不同。尤其是在道德领域，由负面行为产生的归因偏差比正面行为产生的归因偏差更为明显（Skowronski ＆ Carlston，1989）。这是因为，负面行为违反了社会准则和预期，因此具有特殊的信息内容：即便此人是因为社会压力才这么做，但是导致其行为的原因，可能仍在于其自身，而不是外部的社会影响力（Pratto ＆ John，1991）。另一方面，正面行为可能源自于社会需求以及规范压力，使得归因过程中对个人内部特征的诊断更少一些。“即使坏人有时也会做好事”，这样的逻辑思维过程进一步减少了单个正面行动的信息价值（Ybarra ＆ Stephan，1996）。

总体而言，心理学研究表明，正面行为首先在起点上就不如负面行为更有“信息价值”，并且行动者的正面行为背后可能隐藏着不明动机，因而不一定能够被归因于行动者的正面特征。当污点企业开展某种正面行为（如开展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并希望以此提高企业形象从而抵消人们对其先前负面行为认知的影响时，上述的归因过程就可能导致企业预想不到的结果。在此情形下，消费者面对污点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并不一定产生企业所预想的正面推论。特别是，当更多的背景信息提供不同的可能的推论依据，让人们怀疑企业似乎存在不明动机，比如企业在开展宣传活动时，似乎总在极力“夸耀”自己的优点或隐藏某些细节，消费者的疑虑就会更加明显。现实中的一些现象也表明，如果企业的经营活动对某个领域产生了负面影响，那么当它试图极力在这个领域展示正面行为，反而可能会增加人们对它诚意动机的怀疑。这种情况下，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效果可能大打折扣乃至无法发挥作用。更为糟糕的是，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甚至会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使得企业获得比活动展开前更多的负面评价。


假设5：
 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诚意动机的感知影响对企业的评价，公众感知的企业诚意动机越高，对企业的正面评价越高。

（二）影响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动机归因的因素

很多研究表明，多数消费者对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持积极的态度，一些社会责任意识高的消费者，甚至愿意支付更多的价钱来购买有道德的企业的产品（Ellen，Mohr ＆ Webb，2000； Nelson，2004）。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不仅仅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动机，同时也影响公众对企业的评价（Sen ＆ Bhattacharya，2001； Lange ＆ Nathan，2012）。但也有研究表明，一些因素可能调节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对公众评价产生的影响。当公众受某些因素影响，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产生怀疑，并且推断企业的真实动机并非出于其责任感而另有所图，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不仅可能无效，而且可能产生反效果，使得企业的形象比实施这些活动之前更加恶化。实际上，一些现实中的案例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也可能损害企业，甚至与企业的期望背道而驰。在企业社会责任事件及其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活动中，由于背景条件的复杂性，人们有理由怀疑行动者行动中隐藏的动机。本文力图揭示哪种情况下、哪些因素会促使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背后的真实动机产生怀疑，从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效果。

1.企业的行为一致性

已有少量研究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在何种情况下可能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Forehand ＆ Grier，2003； Strahilevitz，2003）。Strahilevitz（2003）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并没有提升先前已经被认定为缺乏道德的企业的声誉。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对企业的信任以及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态度决定了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结果成功与否。除非公众特别是消费者对企业有足够的信任，否则他们不会积极回应或回报这家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特别是对于先前有污点问题的企业，公众对企业的不信任往往源于对其行为的内在不一致性的质疑。所谓的行为一致性，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企业行为在时间序列上的连续性、一贯性；一是指企业行为与其企业形象、企业文化和战略的一致性。根据信任领域的相关研究，行为一致性是让别人对其产生信任的前因，行为一致性能够让利益相关者产生稳定的预期，降低合作风险。

对于污点企业而言，由于先前发生的负面声誉事件的影响，公众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其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与先前的负面事件中企业行为的反差，这种不一致性会引起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真实动机的怀疑。但是，通常情况下公众并不一定据此作出最终判断，而是试图通过搜索更多的相关信息进一步完善其归因和判断过程。结合不同背景信息，企业先前的负面事件，可以被归因为内部因素引起，也可能被归因为外部因素引起。如果被归因于企业内部因素，就会强化公众对企业行为不一致性的判断，如果被归因于外部因素，公众可能倾向于搜集企业更多先前社会责任活动的信息。如果相关信息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是该企业一贯的行为，并且与企业的文化或经营战略有较高的匹配性，那么尽管有先前的负面事件的影响，消费者仍然会认为企业有较高的行为一致性，因此减少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诚意动机的怀疑。


假设6：
 污点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与其先前的行为的一致性越高，越会提升公众对这家企业诚意动机的感知。

2.利益关联的显著性

公众判断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诚意动机所考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本身与企业追求自身利益，特别是直接的短期财务利益的关联的显著性程度。其关联性越明显，消费者越有理由怀疑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内在真实动机。利益关联的显著性也可以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与其核心业务的相关性，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支持的目标对象与企业业务的相关性来测量。

Ellen，Mohr和Webb（2000）发现，消费者会根据零售商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与其核心业务的相关性作出不同反应。当零售商捐赠的商品与其核心业务吻合度更高，人们对企业的评价也更为正面。Menon和Kahn（2003）发现，当企业的赞助活动得到充分阐述时，赞助商与社会事件的吻合度越高，就会对企业的宣传活动产生更为有利的评价。同样，Sen和Bhattacharya（2001）认为，当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与企业当前的产品相关时，消费者对企业的评价更有利。比如，在评价一家生产计算器的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时，这家企业参与海外生产公平活动比参与妇女权利活动更能赢得受访者的正面评价。

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支持的目标对象类型对于消费者感知的企业服务于自身利益的动机有显著性关联（Forehand ＆ Grier，2003）。如果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的目标对象与企业经营业务据有较大的相关性，就会强化企业服务自身利益的动机显著性。例如，假设一家烟草公司选择开展一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支持全国癌症预防组织或者环境保护组织。无论何种情况，消费者都可能认为这家具有负面形象的企业的意图，是希望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改善或提升其企业形象。但是，在这一前提下，企业对选择的目标对象的诚意如何？如果活动的受益者是癌症预防组织，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同企业核心业务的不良健康影响相违背。而且，这些不良健康影响的负面意象之于目标对象的反差尤其突出，这一关联效应会引起人们对企业诚意动机的更深怀疑。

Forehand和Grier（2003）针对名誉不佳的企业开展研究，认为企业与目标对象之间的高度关联可能使得企业为自身利益服务的目的更加外显，尽管企业自己声称是为了公共利益，但企业服务自身利益的显著性反而会导致公众对企业产生负面评价。例如，一家烟草公司如若捐钱给癌症预防机构（对比于捐款给环境协会）就会导致企业服务自身利益的显著性更加突出。吸烟容易导致癌症，而抗癌同烟草公司主营业务对公众健康的影响相违背，由此使得公众产生烟草公司的社会责任活动只是乐衷于改变公众对其形象的负面感受的印象。由此，这一活动将会导致公众对企业诚意动机的怀疑。反之，当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的受益人与企业的核心业务没有关系时，比如一家烟草公司赞助环境保护组织，公众可能就会减少对企业诚意动机的关注。尽管消费者仍然认为企业的最终出发点是提升自己的形象，但企业的核心业务与其社会责任活动并无关联，因此不会引起消费者对企业支持环境事业的诚意的质疑。


假设7：
 污点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与其目标对象的利益关联显著性越高，越会降低公众对这家企业诚意动机的感知。

3.信息来源

通常情况下，上述的企业行为一致性、利益关联显著性均为公众基于特定的情境因素、综合相关信息得到的主观感知，这些感知的客观性、准确性受其他一些相关因素的影响。如果具有进一步的更为明确的相关背景信息，公众可能对相关信息进行系统化处理，以确定企业的真实动机。一个重要的相关的背景信息就是信息来源（Priester ＆ Petty，2003； Szykman，Bloom ＆ Blazing，2004）。消费者可以通过企业源头了解相关信息，也可能通过中立的媒体源头得到相关信息，如通过电视以及报刊中的社论报道了解企业社会责任活动（Dawkins，2004）。通常而言，人们认为一些专业报刊、电视节目，以及其他独立机构提供的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信息相对而言可能更为客观公正。由此，如果消费者是从中立的信息来源获得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信息，企业就有更大的可能受到好评从而提升企业形象；相反，如果企业被认定刻意地人为宣传甚至夸大其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公众则可能仍旧维持他们先前对企业的负面评价，甚至可能产生心理逆反效应，使得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效果适得其反。换言之，信息的来源会影响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以及在活动前后及活动过程中表现的行为一致性、利益关联显著性相关信息的确信程度，从而进一步影响公众感知的企业诚意动机。


假设8：
 信息来源调节企业的行为一致性、利益关联显著性两个变量对公众感知的企业诚意动机的影响。

4.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直接支出同企业社会责任相关宣传支出的比例

如果公众感知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有太多的人为操纵的痕迹或宣传的意图，他们对企业的诚意动机的评价也会随之降低。尽管企业的操控活动和真实意图是隐藏的，但公众仍然可能从一些蛛丝马迹中捕捉信息并作出相应推论。对于公众来说，一个比较直观的指标就是企业在社会责任活动本身以及在宣传活动上的投入比例。当公众了解到企业在社会责任活动的宣传上支出要比在目标对象上的支出更多时，就会产生很大的疑虑。

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是发生在2002年的雅芳事件，雅芳是一家支持乳腺癌预防事业的著名企业。但当时有活动家批评雅芳，称其大约40%的捐赠经费都用于宣传和营销，而不是真正捐给慈善机构（Mooney，2002）。这一非常具有争议的事件最终损害了雅芳的名誉，并迫使雅芳在2003年取消了“雅芳乳腺癌义走活动”。这一例子说明，当消费者知道企业在宣传自身正面行为时花费甚多，而在企业社会责任目标对象本身花费甚少，那么即便具有良好名誉的企业，也会遭受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中不当行为产生的逆反效应。也就是说，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与宣传活动投入的不当比例会导致逆反效应。当公众能够比较确切感知这一情况时，他们对企业的评价反而更为负面，因为公众几乎可以肯定地推断企业另有所图而对真正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本身毫无诚意（Campbell ＆ Kirmani，2000）。

因此，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直接支出同企业社会责任相关宣传支出的比例对公众感知的企业诚意动机有显著影响。对于公众已经对其抱有负面印象的污点企业，在社会责任活动本身和宣传上十分不恰当的投入比例，足以严重减弱消费者对企业的诚意动机感知。相反，如果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本身或其目标对象的支出很大，而对活动相关宣传的支出十分有限，同时公众通过特定渠道得到这一方面的确切信息，则可能较大幅度地提升对企业诚意动机的感知和归因。也就是说，如果企业能够确保在社会责任活动本身更多的支出，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宣传、营销费用，则有可能确保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诚意动机的感知，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企业行为一致性低或利益关联显著性低所带来的逆反效应。


假设9：
 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直接支出同企业社会责任相关宣传支出的比例会影响公众对企业诚意动机的感知。高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与宣传活动的支出比例，可以一定程度克服企业行为一致性低或利益关联显著性高所带来的逆反效应。

三、实验研究

本文用实验研究的方法检验上述假设，为避免实验刺激物之间的相互干扰使得被试不知如何应答，我们设计了3组相互独立的实验，来分别验证不同情境下企业的行为一致性、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利益关联显著性、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与相关宣传的支出比例，以及信息来源对公众感知的企业诚意动机及对企业评价的影响。


【实验3.1】


实验目的：

本实验用以检验：（1）企业的行为一致性对公众感知的企业诚意动机的影响；（2）信息来源对企业的行为一致性和公众感知的企业动机诚意的关系的调节作用；（3）公众感知的企业诚意动机对企业的行为一致性和公众对企业的评价是否有中介作用。实验3.1的基本框架如图3-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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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实验3.1的分析框架



研究样本：

152名浙江民营企业经营管理者培训基地的企业培训班学员生作为被试参与了本实验。这些学员来自浙江省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企业或事业单位。被试按照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行为一致性的高或低，以及信息来源是中介机构或企业自身，将样本进行了2×2交叉分组，被试被随机分配到各个组别当中。

实验过程：

被试被告知研究人员的关注点是消费者对企业的评价及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诚意动机的感知。要求他们根据各自的感受提供个人意见，任何答案都没有对错之分。实验按下述4个步骤进行：（1）所有被试首先阅读一则关于企业的简短信息。我们虚构了一家食品生产企业。参与人被告知这是一家本行业的知名企业，其生产的某一品牌食品为广大消费者所熟知。所有被试都阅读下列内容：“A公司是一家位于东部沿海某一特大城市的知名食品企业，行业中处于领先位置，其生产的某一品牌食品为广大消费者所熟知。2011年，这家公司在行业中实现了最高销售额、利润和市场份额。这家企业的员工包括一流的研发技术人员，以及市场营销、财务和人力资源方面的专业人士。”（2）所有被试收到一个关于企业近期发生食品质量问题的文本，其主要内容是：“2012年3月，A公司被曝其产品中某化学元素含量超标，该化学元素长期食用可对人体健康产生伤害 。随后该公司发布声明，声称化学元素超标的原因是上游原材料不合格，并表示公司今后将加强对原材料的质量检测，加强对供应商的选择和管理，确保产品质量。”被试完成上述两则信息的阅读之后，对企业的整体印象进行第一轮评价。（3）将被试随机分为两个实验小组，向被试提供不同的文本，其中一个文本提到：A公司经常进行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活动，每年都有一定数额的捐赠用于公益活动，2011年度该企业的捐赠额处于行业第二的位置，并捐赠了2所希望小学。该文本表示该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具有行为一致性。另一个文本则提到：该企业先前并没有经常进行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活动，相关的媒体报道也没有见到该企业以前从事社会责任活动的相关信息。该文本表示该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不具有行为一致性。（4）将上述两个实验小组的被试再各自随机分为两个实验小组，各小组的被试均接到发生食品质量问题之后企业开展的社会责任活动的文本，主要内容是：“A公司在2012年4月开展了捐赠‘贫困山区小学生免费午餐’活动，承诺在今后的10年中，免费为10所贫困山区的小学生提供午餐。”但不同小组接受的文本有所区别，其中一个文本注明该企业当前开展的社会责任活动信息来源于企业自身，而另一份文本则注明该企业当前开展的社会责任活动信息来源于一家独立的新闻媒体。4个小组的被试分别代表企业行为一致性和信息来源的4种不同组合。上述过程之后，所有被试被要求填写关于因变量即感知的诚意动机和第二轮对企业总体评价的问卷。

变量测量：

自变量即企业的行为一致性采用0—1测量，由实验者事先设定。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具有行为一致性设定为1，不具有行为一致性设定为0；调节变量即信息来源也采用0—1测量，也由实验者事先设定。信息来源于独立中介机构设定为1，来源于企业自身设定为0。

因变量的测量采用里克特5级量表。诚意动机的评价由“十分可能”到“十分不可能”以不同等级进行测量。被试回应下列陈述内容：“该企业开展此项活动，是出于对消费者健康的真心关注”、“该企业开展此项活动，是真心地弥补曾经对消费者带来的伤害”，以及“该企业开展此项活动，是出于其社会责任感”，这3个测量值平均之后得到诚意动机的数值。对企业的总体评价由 “十分负面”到“十分正面” 以不同等级进行测量。控制变量包括被试的年龄、性别等，都在量表中进行了设置。

实验结果：

被试包括男性75名，女性77名，平均年龄为34.5岁。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和性别分组的因变量均值没有显著差异。因变量企业诚意动机测量的一致性信度为 α=0.93。我们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对不同组别的因变量均值进行差异分析，结果如表3-6至表3-8所示。

1.企业行为一致性对感知的诚意动机的影响的主效应检验

按企业的行为一致性高低对样本进行分组，然后对不同组别的感知的诚意动机的均值进行差异分析，发现二者具有显著差异，具体数值见表3-6。结果证明企业的行为一致性确实对公众感知的企业诚意动机有显著影响，假设6得到证实。

表3-6　企业行为一致性对感知诚意动机影响效应检验




	变量
	组别
	诚意动机（均值／标准差）
	差异分析（t检验）



	企业行为一致性
	高
	3.47（1.68）
	5.59***




	低
	1.65（1.10）






2.信息来源对企业行为一致性和感知诚意动机关系的调节效应检验

进一步按企业的行为一致性和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信息来源进行交叉分组，并计算不同组别的公众感知的企业诚意动机的均值，并对企业行为的一致性相同，但信息来源不同的组别进行差异分析，发现均有显著差异，具体数值见表3-7。结果证明，信息来源对企业行为一致性和感知诚意动机关系具有调节效应，因此假设7得到证实。

表3-7　信息来源对调节效应检验




	组别
	诚意动机（均值／标准差）
	差异分析（t检验）



	高一致性企业来源
	3.09（1.99）
	有差异

2．35***




	高一致性中介来源
	3.98（1.23）



	低一致性企业来源
	1.58（0.76）
	有差异

2．71***




	低一致性中介来源
	2.39（1.68）






3.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是否改变了对企业的评价的检验

本研究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污点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是否可以改变公众对企业的评价。因此，我们检验了开展企业社会活动之前和开展企业社会活动之后，不同情境下公众对企业的评价是否会发生显著变化。结果如表3-8所示，结合表3-7中的相关信息，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高一致性、企业来源”的情形下，开展活动前后公众对企业的评价没有显著变化，表明公众对来源于企业的信息持一定的怀疑态度，因此不会提升对企业的诚意动机的感知和对企业的评价；在“高一致性、中介来源”的情形下，开展活动前后公众对企业的评价有显著提高，表明如果公众通过独立的中介渠道了解到企业长期从事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会提升公众对企业诚意动机的信任，改变对企业的负面印象；在另外两种情形中，即企业行为存在严重不一致性，则无论信息来源如何，公众对企业的评价都显著降低，这也验证了我们先前的一个推测：即低行为一致性的企业采取社会责任活动，可能反而会起到逆反效果。这是企业在实践中应该引起注意的一个问题。

表3-8　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对企业评价的影响效应检验




	组别
	对企业评价（活动前）
	对企业评价（活动后）
	差异分析（t检验）



	高一致性企业来源

高一致性中介来源

低一致性企业来源

低一致性中介来源
	2.87（1.64）
	3.15（1.29）

4.06（1.37）

1.59（0.78）

2.08（1.54）
	1.51

6.21***


－8.33***


－3.86***







4.企业诚意动机对企业行为一致性和对企业评价关系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验证诚意动机是否起到对企业行为一致性和企业评价的中介作用，我们根据Baron和Kenny（1986）提出的中介作用判定的4个条件进行分析。第一，中介变量直接对自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系数达到显著水平；第二，因变量对自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系数达到显著水平；第三，因变量对中介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系数达到显著水平；第四，因变量同时对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回归，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达到显著水平，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减少。当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减少或达到不显著水平，则中介变量起作用，也就是自变量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因变量。按照上述回归过程我们发现，企业的行为一致性显著影响感知的诚意动机（β
 =0.81，p
 ＜0.001）；企业的行为一致性显著地影响对企业的评价（β
 =0.79，p
 ＜0.001）；感知的诚意动机对企业评价也有显著影响（β
 =0.91，p
 ＜0.01），重要的是，当诚意动机计入回归分析中时，企业行为一致性对企业评价的影响显著降低（到β
 =0.64，p
 =0.133）。因此诚意动机的中介效应得到证实。


【实验3.2】


实验目的：

与实验3.1类似，本实验用以检验：（1）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利益关联显著性对公众感知的企业动机诚意的影响；（2）信息来源对利益关联显著性和公众感知的企业动机诚意的关系的调节作用；（3）公众感知的企业动机诚意对利益关联显著性和公众对企业的评价是否有中介作用。但本实验设计了与实验3.1不同的情境，采用了不同的刺激物以验证在不同类型的污点企业情形下是否有类似的变量间的作用机制。实验3.2的基本框架如图3-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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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实验3.2的分析框架



研究样本：

136名培训班学员作为被试参与了本实验。被试按照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利益相关性的高或低，以及信息来源（企业来源或中介机构来源）是中介机构和企业自身，将样本进行了2×2交叉分组，被试被随机分配到各个组别当中。

实验过程：

被试被告知研究人员的关注点是消费者对企业的评价及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诚意动机的感知。要求他们根据各自的感受提供个人意见，任何答案都没有对错之分。具体步骤如下：（1）所有被试首先阅读企业相关的简短信息。我们虚构了一家烟草生产企业。被试被告知这是一家本行业的知名企业，生产的某一品牌香烟为广大消费者所熟知。包括对照组的所有被试都看到下列内容：“B公司是一家位于东部沿海某一特大城市的知名烟草企业，行业中处于领先位置，其生产的某一品牌香烟为广大消费者所熟知。2011年，这家公司在行业中实现了最高销售额、利润和市场份额。这家企业的员工包括一流的研发技术人员，以及市场营销、财务和人力资源方面的专业人士。”被试看完企业信息之后，对企业的整体印象进行评价。（2）将被试随机分为4个实验小组，4个小组的被试分别收到企业当前的社会责任活动以及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来源相关的文本，但文本信息与实验3.1有所不同，具体如下所述。然后各自完成关于因变量即感知的诚意动机和对企业的总体评价。

变量测量：

自变量即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利益关联显著性采用0—1测量，由实验者事先设定。向被试提供不同的文本，其中一个文本提到：“B公司是癌症研究和健康事业的最大企业赞助商之一。2012年，公司赞助了全国癌症协会，并且为癌症相关组织提供了大量资金，帮助对抗癌症。另外，公司还和癌症行业内的众多组织合作，以此关注对抗癌症相关问题，并提供其他资源。”该文本表示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有显著的利益相关性。另一个文本提到：“B公司是绿色环保事业的最大企业赞助商之一。2012年公司赞助了国内最活跃和知名的一个环保协会，并且为环境组织提供了大量资金帮助保护环境。另外，公司还和环境行业内的众多企业合作，以此关注对抗环境破坏，并提供其他资源。”该文本表示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不具有有显著的利益相关性。其他变量的测量与实验3.1相同。

实验结果：

被试包括男性68名，女性70名，平均年龄为36.3岁。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和性别分组的因变量均值没有显著差异。因变量企业诚意动机测量的一致性信度为0.95。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对不同组别因变量均值进行差异分析，结果如表3-9至表3-11所示。

1.利益关联显著性对感知诚意动机影响的主效应检验

按利益关联显著性高低对样本进行分组，然后对不同组别的感知诚意动机的均值进行差异分析，发现二者具有显著差异，具体数值见表3-9。结果证明，利益关联显著性确实对公众感知的企业诚意动机有显著影响，假设7得到证实。

表3-9　利益关联显著性对感知诚意动机影响的效应检验




	变量
	组别
	诚意动机（均值／标准差）
	差异分析（t检验）



	利益关联的显著性
	高
	2.45（1.96）
	2.69***




	低
	3.77（2.30）






2.信息来源对利益关联显著性和感知诚意动机关系的调节效应检验

进一步按利益关联显著性和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信息来源进行交叉分组，并计算不同组别的公众感知的企业诚意动机的均值，并对利益关联显著性相同，但信息来源不同的组别进行差异分析，发现均有显著差异，具体数值见表3-10。结果证明信息来源对利益关联显著性和感知诚意动机关系具有调节效应，因此假设7得到证实。

表3-10　信息来源的调节效应检验




	组别
	诚意动机（均值／标准差）
	差异分析（t检验）



	高显著性企业来源
	1.98（1.71）
	有差异

2．52***




	高显著性中介来源
	2.84（1.23）



	低显著性企业来源
	3.65（1.86）
	有差异

2．60***




	低显著性中介来源
	4.59（1.23）






3.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是否改变了对企业的评价的检验

接下来我们检验了开展企业社会活动之前和开展企业社会活动之后，不同情境下公众对企业的评价是否会发生显著变化。结论是：在“高显著性、企业来源”和“高显著性、中介来源”的情形下，开展活动后公众对企业的评价反而降低，这表明高的利益关联显著性的社会责任活动效果可能反而适得其反，即存在逆反效应。在“低显著性、企业来源”情形下，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效果不明显，而在“低显著性、中介来源”情形下，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则会明显提升对企业的评价，隐含的意义是，如果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没有明显的利益动机，并且公众是通过独立的中介机构了解这一信息，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可以达到提升企业形象的效果。

表3-11　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对企业评价的影响效应检验




	组别
	对企业评价（活动前）
	对企业评价（活动后）
	差异分析（t检验）



	高显著性企业来源

高显著性中介来源

低显著性企业来源

低显著性中介来源
	3.23（1.51）
	2.88（1.63）

2.42（1.89）

3.57（1.88）

4.36（1.54）
	－3.84***


 －2.21***


 0.93

3.25***







4.企业诚意动机对企业行为一致性和企业评价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验证诚意动机是否起到对利益关联显著性和企业评价的中介作用，我们采取与实验3.1同样的分析方法，通过上述回归过程我们发现，利益关联显著性显著影响感知的诚意动机（β
 =0.91 ，p
 ＜0.001）；利益关联显著性显著地影响对企业的评价（β
 =0.87，p
 ＜0.001）；感知的诚意动机对企业评价也有显著影响（β
 =0.89，p
 ＜0.001），当诚意动机计入回归分析时，企业行为一致性对企业评价的影响显著降低（到β
 =0.51，p
 =0.112）。诚意动机的中介效应得到证实。


【实验3.3】


实验目的：

检验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支出结构比例的高或低对动机诚意的影响，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支出结构比例的高或低是否会抵消利益关联的显著性或行为一致性的影响。研究的基本框架如图3-6所示。

[image: ]
图3-6　实验3.3的分析框架



研究样本：

264名培训学员作为被试参与了本实验。被试按照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支出比例的高或低，以及利益关联的显著性高或低、行为一致性高或低交叉分组。

实验过程：

被试被告知研究人员的关注点是消费者对企业的评价及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诚意动机的感知。要求他们根据各自的感受提供个人意见，任何答案都没有对错之分。本实验的步骤一与步骤二与实验3.1相同，步骤三将被试随机分成两个实验小组，其中一个小组用来作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支出比例、利益关联的显著性的交叉分组实验；另一个小组用来作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支出比例和企业行为一致性进行交叉分组的实验。两个实验小组的被试均接到发生食品质量问题之后企业开展的社会责任活动的文本，文本内容与实验3.1相同。随后，两个小组各自接到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本身的支出与宣传活动的支出比例的文本，支出比例的测量具体如下所述。每个小组再各自完成关于感知的诚意动机的评价。

变量测量：

支出比例采用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本身的支出与宣传活动的支出比例来衡量，高企业社会责任/宣传比例条件中的被试看到：这家企业花费1500万元用于社会责任活动本身，而花费200万元在企业社会责任相关宣传活动上。在低企业社会责任/宣传比例条件下，数字正好相反，即1500万元用于宣传，而200万元用于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本身。为了强化被试关于这家企业分别用于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和宣传的费用的印象，额外列出了两张表。第一张表显示了企业宣传支出最高的30家企业，另一张表显示了捐赠最高的30家企业。在高企业社会责任/宣传比例情况下，目标企业成为第四大捐赠人，而在企业宣传支出中排名第28位。在低企业社会责任/宣传比例情况下，目标企业的宣传支出名列第四，而在捐赠中排名第28位。企业行为一致性与利益关联显著性的测量与实验3.1和实验3.2相同。

实验结果：

1.企业的行为一致性、利益关联显著性和支出结构的主效应检验

我们仍采用基于单因素方差分析的均值比较检验企业的行为一致性、利益关联显著性和支出结构对诚意动机的影响，结果如表3-12所示。企业的行为一致性、利益关联显著性均对诚意动机有显著影响，实验3.1和实验3.2中的结论再次得到验证。表中数据也证明了企业的支出结构对感知的诚意动机有显著影响，假设 8得到证实。

表3-12　企业的行为一致性、利益关联显著性和支出结构对诚意动机的影响




	变量
	组别
	诚意动机（均值／标准差）
	差异分析（t检验）



	企业的行为一致性
	高
	3.85（1.77）
	2.62***




	低
	2.73（1.95）



	利益关联的显著性
	高
	2.33（1.87）
	3.24***




	低
	3.82（2.13）



	支出结构　　　　
	高
	4.32（2.01）
	7.31***




	低
	1.59（1.12）






2.支出比例的调节效应检验

本实验的目的是检验在企业行为不一致，或利益关联显著性比较高的情况下，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支出比例是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由企业行为不一致，或利益关联显著性比较高带来的逆反效应。因此，本实验只选择在企业行为一致性较低，或利益关联显著性较高的情况与支出结构高低的不同组合进行比较。结果如表3-13所示，在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不一致性较低的，利益关联性较高的情况下，高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与相关支出比可以一定程度克服逆反效应，达到提升或挽回企业社会形象的效果。

表3-13　支出结构的调节效应检验




	组别
	诚意动机（均值／标准差）
	差异分析（t 检验）



	支出结构对企业行为一致性与诚意动机的调节效应



	低一致性、高支出比
	3.11（1.73）
	有差异5．87***




	低一致性、低支出比
	1.22（0.97）



	支出结构对利益关联显著性与诚意动机的调节效应



	高显著性、高支出比
	3.34（1.66）
	有差异4．37**




	高显著性、低支出比
	1.82（1.36）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深化了我们对污点企业开展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真实效果的认识和理解，从归因理论角度而言，这类企业之所以开展社会责任活动，是因为企业希望消费者及公众能够从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中得出对应推论，即消费者和公众能够将积极的行为动机和高道德标准与企业建立联系，从而提升企业形象。但是本研究表明，当公众有理由怀疑企业的这种善行受到不明动机的驱使或另有所图，企业就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尽管公众可能并不排斥企业提升形象的动机，但他们更为关注的是，既然企业想要通过其社会责任活动支持特定的目标对象，并借此提升企业形象，那么它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本身及其支持的目标对象是否认真，即企业的诚意动机究竟如何？

当公众认为企业的诚意动机高时，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可能会取得良好的效果。而影响公众感知的企业诚意动机的因素包括：企业的行为一致性、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利益关联显著性、信息来源和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与宣传活动的支出比例等。具体而言，当一家污点企业的行为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支持具有低利益关联显著性的目标对象，在实际的社会责任活动上的支出比宣传或营销的支出多，而且由其他人特别是独立的中介机构代为传播它的良好行为，就会提升公众对其诚意动机的感知。即便企业的先前行为导致负面的声誉，或者先前较少采取企业社会责任行动，导致无法满足上述理想化的条件，从我们的研究结论中也可以得出推论：支持低利益关联显著性的目标对象也有可能提升企业评价，特别是公众如果从中立来源得到企业社会活动的信息，或者企业在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本身支出的比例远大于在宣传和营销上的支出比例，这种效应就更加明显，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就会起到显著的效果。反之，如果公众认为企业的诚意动机低，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可能反而产生逆反效应。最糟糕的情况是，一家企业支持了高利益关联显著性的目标对象，在相关宣传上的支出比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本身的支出更多，并且消费者通过企业本身了解到此项活动，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十分可能造成更为负面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本身的支出与相关宣传活动的支出往往是企业的内部信息，难以为公众所知晓。尽管如此，在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公众仍有很大可能通过各种表象作出相应推断，或者通过各种非正式渠道获取相关信息。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本研究发现，即便企业先前的社会责任行为缺乏一致性，其社会责任活动具有较高的利益关联显著性，高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与相关宣传的支出比例仍然可以一定程度克服逆反效应。这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与宣传的比例对公众感知的诚意动机的影响更为显著，可以超越其他变量的影响程度。因此，明确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与宣传的比例的信息，能够确保公众感受到企业开展社会责任活动的真诚动机。

本研究的结果凸显了公众感知的企业诚意动机的重要性。对污点企业而言，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是否能够真正有效，能否帮助企业提升形象，取决于企业能否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有正确的认识和能否采取适当的活动策略组合。因此，理解在这一过程中的公众感知和归因的心理机制，制定适当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策略，无疑对企业的持续经营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关注受负面声誉影响的污点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的效果，对于污点企业，由于人们对其持有先入为主的成见，更容易导致归因过程中的对应偏差。但对于声誉良好的企业，由于对应偏差效应的影响较弱，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利益关联显著性、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与宣传活动的支出比例引起的负向效应的程度可能也会相应减弱，未来的研究还可以探讨本研究的结论是否适用于声誉良好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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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博弈演化




第一节　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博弈分析



本节以企业绿色责任为例研究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博弈演化。以博弈论为主要工具，分析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效果作为公共产品及私人产品两种情形下，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动因与行为规律。研究发现，在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效果作为公共产品的假设下，博弈的初始条件对企业的群体行为有关键影响，通过政策干预改变博弈初始条件是防止企业群体败德，使得企业社会责任博弈向健康方向发展的前提； 在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效果作为私人产品的假设下，通过消费者、供应链的区分与选择机制，使得企业行为的外部效应内部化是涵育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有效途径。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活动的不断展开，近年来学术领域相关的理论研究也随之深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在动因与行为规律是什么？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不同的企业发展阶段与环境条件下，如何构建企业社会责任的有效实现机制促使企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相关问题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热点，也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陈宏辉，2003；鞠芳辉，2005；陈讯，2005；陈超，2006）。但这些研究普遍存在两个方面的局限：

第一，上述研究不约而同地将企业在不同领域的企业社会责任纳入统一框架内进行研究，而较少进行研究层面的进一步细化和聚焦。事实上，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的含义相当广泛，包括劳动者权利保障、产品服务质量、环境保护、社区贡献等多方面的内容，也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不同层次的划分（陈讯，2005）。显然，在企业社会责任的不同领域或不同层次，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要求，企业的行为动因、机制和效果等，都有明显的区别，将其纳入一个笼统的框架研究难以进一步深入，由此引出的政策建议在操作层面也不容易落实。

第二，这些研究基本遵循同一假设前提，即每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是各自独立的，因而较少考虑企业之间的互动行为及其相互影响的问题。从这些研究结论出发，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在一个特定行业中，当企业群体较大时，总有企业会基于相关因素的考量而承担社会责任。但这种判断往往与现实中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存在很大相悖，特别是在结构较为松散的行业中，企业群体败德的现象时有所闻，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理论与现实的相悖可能来自于上述假设的过强约束。事实上，企业在决定是否承担社会责任时往往存在“先行障碍”，一个企业在特定情景下的社会责任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对其他企业行为的揣测，同时它的潜在行为也影响着其他企业，博弈理论恰好是这一情境下分析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有力工具。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将以企业在资源利用、环境影响领域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即绿色责任为研究对象，以博弈论为基本分析工具，分别研究企业绿色责任行为效果作为私人产品、作为公共产品以及不同的博弈格局下，企业的行为反应及其内在规律。

概而言之，企业经营活动对资源与环境的影响可以划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在生产过程当中对资源的使用和对环境的影响。比如，一个造纸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大量消耗原生树木，向环境排放大量污水，我们可以认为它没有承担绿色责任。企业的这一行为既可以理解为对资源和环境这一社会公共产品的利用；从另一个角度，如果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注意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也就是实施绿色责任，则其行为效果也可以理解为为社会提供了相应的公共产品。二是企业提供的产成品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例如，如果一个企业向社会提供了低能耗、高环保的产品，我们可以认为它在产品提供方面承担了绿色责任，由于企业的产品是可以在市场上自由销售和获取利润的，因此，企业的产成品本质上是一种私人产品。

由于企业承担绿色责任的动因与行为涉及的因素十分复杂，为了研究方便，我们首先对企业绿色责任行为进行简单的抽象，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假设前提。本文假设存在两种状态：一种是企业承担绿色责任，即“负责”；另一种是企业不承担绿色责任，即“败德”。当一个企业选择“负责”时，它会致力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尽管这样可能会加大其生产成本。当一个企业选择“败德”时，它为谋求自身经济利益而置企业绿色责任于不顾，肆意排放污水，消耗资源，向社会提供高能耗、高污染产品等等。当然，现实中企业的行为远要复杂，也并非“负责”和“败德”这两种简单的行为模式所能概括，而是一系列的连续的范围。但是这一简单的抽象，允许我们运用博弈论的方法深入考察企业绿色责任行为的内在机理。

二、分析起点：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说明个人的理性抉择如何导致群体的非理性抉择的一个基本模型。企业绿色责任领域的情况也大体相同：每个企业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进行理性选择，反而忽略将来可以为所有企业带来好处的公共利益。下面我们进行具体分析（假定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并不会给企业自身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而只是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但企业的群体选择会改变行业的经营环境）。

假定某一市场上只有X
 和Y
 两个企业，每个企业都有“负责”和“败德”两种选择，则相应就有以下几种不同的情景组合：（1）如果一个企业“负责”而另外一个企业“败德”，则“负责”的企业将承担额外成本来满足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要求，而“败德”的企业可以减少成本支出从而攫取更多利润；（2）如果两个企业都选择“负责”，则将各自承担同样的绿色责任成本，但这种共同“负责”的行为可以通过提高行业声誉、获取公平竞争环境、获得良好的劳动力供应等方式使双方都获得好处；（3）如果双方都选择“败德”，猖獗违反社会道德甚至挑战法律，长期看来，公众将会对这些企业采取敌对的态度，政府也有可能进一步采取管制措施，企业正常运行的商业环境有可能被破坏，双方都得不到长远利益保障。

企业的策略选择及其后果可以用图4-1（a）和图4-1（b）来表示：在图4-1（a）中，每一象限中的字母分别代表在各种可能的策略组合下企业可能获得的利润，当a
 小于b
 且c
 小于d
 时，就产生了囚徒困境；图4-1（b）可以对囚徒困境进行更直观的表达。

由于囚徒困境是一个相当经典且广为人知的模型，在这里不对其展开解释。在本文中的情形下，博弈在（d
 ，d
 ）点实现纳什均衡。每一企业按照矩阵中的两种选择进行决策，会发现在不考虑其他企业的情况下，“败德”是最佳选择。而如果一方选择“负责”，会使自己置身于容易受到另一方“败德”行为伤害的不利境况之下，由此双方都会选择“败德”，从而由个体的理性行为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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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基于囚徒困境的企业绿色责任行为分析隐含着企业绿色责任可以内化为企业长期经营战略的几个重要途径，通过这些途径可以使得“负责”的企业更能获得长远利益。首先，如果能够建立某种有效机制，使得局中人可以在采取行动前相互沟通，他们并非没有可能同意采取合作策略来获取对社会最优的均衡解（a
 ，a
 ），这意味着鼓励沟通和合作可以促使企业从战略层面考虑绿色责任行为。第二，从图4-1（a）给出的收益矩阵可以看出，最高的个体收益对应的情形是：当确信另一方“负责”后己方选择“败德”，这意味着促使双方达成可靠的承诺，建立共同“负责”的信任机制是企业承担绿色责任的关键，也意味着重复博弈中对方报复的可能性可以成为企业绿色责任行为的一个重要决策因素。第三，如果要促使企业“负责”，每一个企业的相关信息必须对所有的局中人透明，每一个企业必须知道其他企业如何行动并以此决定自己采取何种策略。如果信息不透明，关于对方将要“败德”的假定将会使得企业为避免遭到对方的伤害而不愿意“负责”，这意味着有关企业绿色责任行为的信息发布和监控必须准确、广泛和及时。

囚徒困境是一种高度概括和简化的模型，许多复杂的模型由此扩展而来，但在现实中，企业绿色责任决策面临的情境要相对复杂得多，博弈可能不止两个局中人参与，也不仅仅是一次性的静态对弈，每一个局中人的策略不仅取决于自身的战略考量，也取决于其他选择“负责”或“败德”的局中人的数量、身份、特性等因素，这些复杂性连同博弈无限次重复下去的事实，导致所有企业共同“败德”并不一定是现实中唯一的博弈均衡结果。

三、社会责任行为效果作为公共产品假设下企业的行为分析

企业绿色责任行为具有多方面的行为效果，一方面，企业绿色责任可以提升员工、消费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认同，从而为企业自身带来即时和长远利益；另一方面，企业绿色责任行为又具有明显的外部性。企业承担绿色责任，自身要付出成本，而产生的效益作为公共产品提供给社会，由社会成员共享。特别是对企业所处行业本身，这种外部性的效应就更加明显，如改善行业环境、提升行业声望等等，这种外部收益也往往由行业内所有企业共享。考虑企业绿色责任的外部性，则企业绿色责任行为产生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公共产品。由于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在没有外界约束的条件下，不可避免要产生机会主义的“搭便车”行为，一些企业选择不承担或少承担绿色责任，而享受其他企业承担绿色责任对行业整体带来的好处。如果行业内多数企业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而采取这种行为时，会导致行业整体的绿色责任水平下降，公众对企业的信任将会显著被侵蚀，企业交易成本增加，政府也会加大监管力度，进而使行业整体利益受损。

从另一角度理解，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可以理解为对绿色责任公共产品的“利用”，承担绿色责任则可以理解为对绿色责任公共产品的“提供”。从某一特定行业整体的角度而言，这种“利用”与“提供”之间存在某种平衡，提供公共产品需要企业付出成本，但企业也可以享受由此给整个行业带来的好处；而对公共产品的过度利用如果超出社会的容忍程度，也可以导致行业整体边际利润的下降。由此，企业对公共产品的“提供”和“利用”存在一个最优水平，在这一水平下，行业提供绿色责任公共产品所支付的成本恰好等于由于承担绿色责任为行业所带来的收益，行业整体的净收益达到最大化，如图4-2所示。该图显示了从行业整体的角度考虑，行业的收益与本行业内所有参与者的“负责”行为或对企业绿色责任产生的公共产品的“利用”行为的关系。但对于个体企业来说，参与此公共产品博弈的动机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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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绿色责任公共产品利用与行业收益的关系



资料来源：Finding Strategic Corporate Citizenship：A New Game Theoretic View［J］.Harvard Law Review，2004，Vol.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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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公共产品假设下企业个体绿色责任分析



资料来源：同图4-2。

从企业个体看，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企业有减少自身的公共产品提供，而“搭便车”享受由其他企业提供的公共产品的动机。企业的这种逐利行为可以减少行业边际收益并最终使其变为负值。另一方面，当一个企业以牺牲社会福利、行业利益为代价追求自身利润时，很可能最初会给企业带来利润。我们可以用图4-3从企业个体的角度对其绿色责任行为及带来的损益进行分析。如图中的X点，在此点，行业中企业“败德”的比例很高，行业环境恶化，这最终将导致整个行业的收益也处于较低水平。我们关心的是，这些“败德”的企业有何动因承担更多的绿色责任呢？如图所示，如果一个企业自愿减少污染使得行业公共产品利用水平由X移到Y，它将支付一定的成本，但却使得行业利润由PX
 升至PY
 ，实质上，它是做了一个使得企业自身受损的慈善性行为，因为个体收益远小于个体付出的成本。为了说明问题，不妨假定增加的成本为c。 作为对这个企业的无私行为的回报，它只得到了自身企业绿色责任行为产生的行业收益增量的一小部分，如果每一个企业平均地享有这个增量利益，那么平均每一个企业将得到的利益是（PY
 -PX
 ）/N，而负责的企业独自承担了成本，所以它实际得到的利润是（PY
 -PX
 ）/N-c。因为在增加利润很小的情况下，成本总是大于企业所增加的利润，一个负责的企业会因为无私而承受损失。因此，从企业个体角度讲，其负责的行为是不值得的。

上述过程同样可以用博弈分析的方法表示，博弈的初始条件是，在平衡点E的右侧，多数企业都不承担绿色责任。此时如果一个企业选择承担绿色责任，其预期收益是（PY
 -PX
 ）/N-c；而选择不承担，则预期收益是（PY
 -PX
 ）/N。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与图4-1相似的博弈矩阵（限于篇幅，这里从略）。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结论：在经济人假设下，给定多数企业都没有承担绿色责任的初始博弈条件，企业个体选择承担绿色责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这种博弈得益条件对社会风气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几乎可以断定，在一个市场结构较为松散且没有有效管制的行业中，企业群体败德几乎不可避免。

上述结论似乎过于悲观，如果我们改变初始博弈条件，即一个行业中有很多企业共同承担绿色责任，情况会怎样呢？这可能使行业公共产品的利用水平移到Z点，每一企业因此增加的收益为（PZ
 -PX
 ）/N，显然大于（PY
 -PX
 ）/N。当企业联合承担绿色责任产生的效益超过单个企业参加合作支出的成本，即（PZ
 -PX
 ）/N＞c，企业个体承担绿色责任就会对自身产生正的净效益，企业承担绿色责任的动因就会形成。

四、社会责任作为一般产品假设下企业的行为分析

（一）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企业绿色责任行为分析

上述的企业绿色责任行为效果作为公共产品的博弈分析假定绿色责任行为不对企业自身产生直接的经济收益。但事实上，这种假定并不完全符合现实，在一些情形下，特别是企业的社会行为本身连同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容易被辨识的情况下，企业绿色责任行为是可以使得行为者本身获得直接收益的。

特别是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中，这种情况可能更容易发生。比如，一些规模大的企业可以通过承担绿色责任来提高自身的声誉，并由此强化企业品牌。有一些企业通过绿色责任行为来使自身免受利益团体的批评、公众的抵制或供应链的制裁。近些年我国的一些企业对ISO14000及SA8000认证的热衷也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此方面的考虑。

在企业绿色责任行为产生的效果可以转换成行为者自身的收益的假设下，我们可以把图4-1中的模型进一步修正，如图4-4所示。如果企业个体的绿色责任行为给企业自身带来了直接的正的收益，那么，所有的企业都将选择“负责”。如果一个企业“败德”，它将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如果所有企业都不承担责任，它们都不获得任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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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企业绿色责任行为效果可以转换成行为者自身收益假设下的博弈格局



这一博弈格局意味着，通过把企业绿色责任行为与企业利益最大化直接联系起来，通过对企业自身利益的定义的扩展（提高企业声誉、避免公众抵制、确认合法性和提高员工认同等），或通过提升决策者个人声望，企业绿色责任可以转化成企业公民战略。但在图4-4的博弈格局中，隐含着这样一个假设，即无论什么样的企业，采取相同的绿色责任行为所带来的收益是相同的，这一假设是不是符合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现实情况呢？

事实上，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可能是目前我国最为普遍的一种市场结构。在这样的市场结构中，我们不难发现，由于企业规模的不同，相同的企业绿色责任行为带给不同企业的收益或损失往往是不等的。而对企业自身来讲，这种收益和损失却又往往是对等的，即如果一个企业负责（或败德）带来的收益越大，其选择败德（或负责）带来的损失也越大。例如，当一个企业在某一区域内或某一行业内处于领先的位置时，就要更多地承担公众对企业所处行业的“败德”行为的报复或更多地享受公众对企业所处行业的“负责”的回报所带来的好处。此外，当企业拥有的资源优势使得一个企业承担绿色责任比另一个企业成本更低时，类似的情况也会发生。比如，一个汽车行业的核心厂商，完全可以拥有选择符合其高标准的绿色责任要求的供应商以及其他资源的话语权，但是一个小的零配件制造企业会发现强化绿色责任对其是十分昂贵的。

[image: ]
图4-5



由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放松假设：即每个企业都有对等的损益（即“负责”或“败德”带给企业的收益和损失具有同等的波动幅度），从而得到另一种博弈格局。在图4-5（a）中，企业X
 是一个在行业中有绝对优势的企业，因此可以享受由行业的绿色责任带来的更大的收益，企业Y
 代表一个处于相对弱势的小企业。在这一格局中，无论Y
 采取什么策略，X
 承担企业绿色责任都是值得的。相反，Y
 却没有足够的能力承担得起绿色责任，因为其承担绿色责任的成本将始终超过其收益，从而使得企业承担绿色责任的总的净收益为负。这一博弈在（10，4）达到均衡，企业X
 选择主动承担绿色责任，而企业Y
 将选择“搭便车”策略。

上述博弈均衡只是一个次优的结果，按图4-5（a）所示，当X
 “负责”而Y
 “败德”，它们的盈利总和为14；但是如果双方都“负责”，它们的盈利总和将是18（20，-2）。在企业绿色责任行为产生的效果可以完全转换成行为者自身的收益的假设下，给定由企业绿色责任行为产生的利益的总量，处于支配地位的企业可以将其获取的利益转移给其他企业，来获取更有益的社会效果。这种可能性在图4-5（b）中加以说明，企业X
 转移7个单位的利益给企业Y
 ，使得所有的企业都获得更好的结果，从而产生新的基于双方相互合作的博弈均衡。

在现实中，这种利益的转移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例如，有较强实力、处于支配地位的企业，可以通过供应链管理，利用掌握的资源和能力来甄别并与负责的供应商签约，可以与其他企业分享供应商，使这些供应商实质性地减少承担绿色责任的成本。企业各自的利益不仅通过利润共享的方式得以实现，而且可以通过成本负担的形式实现。比如，企业X
 可以通过吸引公众的注意于企业Y
 来增加其败德成本。

（二）完全竞争市场下的企业绿色责任行为分析——基于N
 人博弈网的考察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企业提供的产品是同质的，充分的竞争和完全的信息使得市场上产品的价格是恒定的。但由于市场上拥有大量的厂商，企业承担绿色责任的信息却无法在其产品上得以体现。也就是说，消费者对承担或不承担绿色责任的企业的产品是无法区分和选择的。在这种情况下，厂商也就根本无法内部化其企业绿色责任经济效果，这给我们进一步用博弈论分析企业行为带来了难度。为使我们的分析更符合完全竞争市场结构，这里我们进一步放松假设：假设企业是具有“部分责任感”并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这里的“部分责任感”可理解为：某局中人对“负责”和“败德”的策略选择有互补的概率倾向，因此对代表性企业i
 作如下假设：

（1）不承担绿色责任时，有理性反感和内疚，博弈得益矩阵中体现为-s
 
i

 ；

（2）不承担绿色责任时，由于没有相应的成本支出，博弈得益矩阵中体现为0；

（3）承担绿色责任时，有一定的满足感，博弈得益矩阵中体现为h
 
i

 ；

（4）承担绿色责任时，有相应的成本支出，博弈得益矩阵中体现为-c
 
i

 ；

（5）由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自己在权衡别人的行动的同时存在“败德概率”p
 
i

 。

由于企业i
 是寻求自身综合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因此按照混合策略的定义，企业i
 的混合策略概率须使企业j
 选择“承担”和“败德”行动的得益期望相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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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成员同理。

（4.2）式传达了以下信息：

——得益必须满足cj
 ＞hj
 的条件，才能保证概率值pi
 在（0，1）之间。

——要使企业i“败德”的pi
 下降，必须：减小企业j承担绿色责任的成本cj
 ，增强企业j承担绿色责任时的满足感，增强企业j不承担绿色责任时的内疚感。在这里，pi
 显然直接受其他人的影响。

——对于（4.2）式没有讨论的cj
 ≤hj
 的情况，在图4-6中易知：此时不再有混合策略，而是析出了唯一的优势均衡解（hi
 -ci
 ，hj
 -cj
 ）。

事实上，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中，由于存在大量的竞争者，对于n个企业组成的复杂群体，图4-6反映的博弈仅仅是群体中任意两个个体之间的博弈，而两两博弈的均衡特征并非就是所有参与者最终合力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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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部分责任感企业的绿色责任两两博弈



对于这种特殊的博弈问题，其结果有必要作进一步探析。这个大博弈中的每个小博弈虽均符合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某些特点，但这类群体博弈问题有别于通常意义上的重复博弈问题。在这里，我们将这种特殊的博弈结构称为网络博弈，并引入N人博弈网的概念。网络博弈的初步定义为：

如果某种情境下的N人博弈符合以下条件：

1）通常发生在一个由众多得益条件相同或类似的n（n≥3）个参与者的群体中。

2）任一参与者作为一个节点，任两参与者之间的子博弈关系Gij
 作为边，在同一时刻上由节点和边构成一个封闭的网络。实际发生的子博弈表示为实质边，潜在发生的表示为虚拟边。

3）参与者对自己和他人得益的信息是基本对称的，子博弈G近似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4）任意两节点之间存在闭合回路，但网络中可以存在虚拟边，即群体内部存在至多C2
 n
 、至少（2n-3）个G。

5）在博弈网达到均衡稳定结果EN
 后，不仅所有的G达到各自两两均衡，而且满足网络中诸回路的均衡逻辑条件。

则称该种博弈为n阶群体静态网络博弈，或n阶博弈网G（n）。图4-7可以帮助理解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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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一个有6个节点的博弈网



资料来源：王桂强（2006）。

在引出此定义以后，我们前面对企业群体两两博弈的分析仅是图4-7中博弈网的一条实质边，因此必须回头重新考虑群体中单个博弈结果，进而对博弈网最终结果进行必要的修正或补充，容易得到：

1）如果博弈网中的单个企业仅仅是考虑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显而易见，网络中的任一子博弈G的唯一均衡解均为（败德，败德）。因此对整个G（n），不难确定：所有的节点均处于（败德，败德）的均衡状态，即所有子博弈G 的均衡解最终体现为整个n阶G（n）的均衡解。

2）如果企业是具有部分责任感并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考虑博弈网G（n）中的单个G，则两两之间的混合均衡策略是参与者分别以各自的倾向选择策略。进一步考虑如果G（n）存在混合策略均衡时的情况，那么其余n-1个公民i均须按照企业的同样混合策略来行动。

企业i采取败德的概率为pi
 ，易知其余n-1个企业全部选择败德策略的概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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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n-1个企业中至少有一人承担绿色责任的概率为：（1-po
 ）。基于对群体收益条件一致性的假设，存在以下简化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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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i的混合策略概率须使其余n-1个企业在全部选择败德和至少有一人承担的期望相同。则由图4-7的得益矩阵以及（4.4）式得：

[image: ]


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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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n 在较大的规模下，（4.6）式将接近极限“1”。

进一步结合前文对cj
 ≤hj
 的讨论，我们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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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4.7）式可知，在G（n）中可能出现的均衡状态将是：当N人博弈符合博弈网结构且规模较大时，博弈均衡的结果将是所有成员不约而同采取同样的策略。随着得益条件的不同，最终以以下两种均衡状态中的之一出现：当群体得益条件为c＞h时，均采取败德策略；当群体得益条件为c≤h时，均采取承担策略。

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如果群体中个体之间的博弈得益条件类似，那么符合G（n）特征的N人博弈得出的均衡结果只能是全部成员采取“承担”和全部成员采取“败德”两者之一。第二，由于得益条件通常是c＞h，因此在现实中产生集体败德行为的倾向性是十分强烈的，而理论上可以达到的对社会福利最有利的（负责，负责）结果却因此被摒弃。第三，同样在c＞h条件下，如果群体中的所有企业均严格遵循博弈的规则行事，无论情景中的企业是自私自利还是具有不同程度的绿色责任感，最后均衡析出方向是一致的，企业愈多，达到糟糕的均衡结果的概率就越大。第四，可以采取多方位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单个成员的“败德”概率pi
 ，诸如寻求博弈聚点、法制干预、社会补偿等等。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n 的增加，这些正面措施的效果将在群体网络博弈过程中被弱化。第五，确保尽可能多的参与者以（hi
 -ci
 ，hj
 -cj
 ）策略参加博弈，从而达到G（n）的另一种有利于社会福利的均衡状态，其根本解决方法是：保证G中的h≥c，即承担绿色责任的慰藉感一定不能小于承担绿色责任付出的成本。这个简单的不等式，不但是公民绿色责任博弈向健康方向发展的保障，更是和谐社会企业绿色责任底线的一种数学表达。

五、结论与讨论

博弈的初始条件对企业绿色责任行为有关键影响。在企业绿色责任效果作为公共产品的博弈，以及完全竞争市场下基于N
 人博弈网的博弈中，当多数企业战胜了“先行者障碍”达到由承担绿色责任带来的成本和利益均衡状态时，博弈的格局和规则就会重新建立。但如何打破原有的博弈格局却是一个最大的障碍，败德群体存在强烈的路径依赖，只有当很多其他企业选择“负责”时它才会跟随，一个具有多个局中人的囚徒困境就此产生。在此情形下，即使在大量的期望改变者出现的情况下，糟糕的老规则也会延续下去，此时借助外力鼓励企业在承担责任上率先迈出第一步，从而改变博弈初始条件，就变得至关重要。当“负责”而不是“败德”成为企业个体的理性行为时，多数企业就会遵从这一新的规则。在规则的重新建立过程中，相关法规的制定、信息的公开与发布、公众的教育等方面无疑是政府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因此，在特定条件下，政府的介入是改变企业绿色责任行为的必要条件，当企业的绿色责任行为可以明确界定时，可以通过法律手段修正企业行为。但这一手段也有其自身的局限，因为在现实中，企业绿色责任行为往往难以明确界定，特别是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更不容易在成千上万的经济实体中去强化企业绿色责任行为。因此，政府管制的边界与手段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更为根本的促使企业承担绿色责任的途径是建立一种企业绿色责任行为的自我强化机制，最后使得企业绿色责任内化为企业的社会公民战略。在这种情形下，企业会为追求自身的利益而自觉自愿地采取绿色责任行为，但我们的研究表明，这需要相关的前提条件。

企业绿色责任行为外部效应的内部化是一个重要的解决方案。在企业绿色责任行为的效果作为公共产品的分析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允许企业个体获取更多的由它们自身的绿色责任行为所创造的价值可以鼓励更多的企业选择“负责”而不是“败德”。这种外部效应的内部化过程可以通过消费者、供应链的选择机制得以实现，而提升公众对这两种类型的企业的认知，使得市场能够对不同的企业有效区分，是这一机制发生作用的前提。特别是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中，企业承担绿色责任的信息却无法在其产品上得以体现，亦即消费者对承担或不承担绿色责任的企业的产品是无法区分和选择的，在这种情形下，企业也就无法内部化其承担绿色责任的收益。因此，通过强制性“绿色认证”等方式使得企业是否承担绿色责任的信息在产品层面得以显性化，是通过消费者选择机制使得企业内部化其绿色责任收益的必要条件。强迫企业内部化败德成本是企业绿色责任行为外部效应内部化的另一个重要侧面。法律规制是对败德者施加影响的最基本方法，但是由于法律规制通常都发生在产业层次，往往会由此而产生“株连效应”。为使败德的成本更直接地作用于败德者本身，一个有效的制度应该是能够促使相关利益团体包括竞争者形成互动机制，为相关利益团体监督和制裁企业行为提供动机和渠道。这些团体越能影响投资者和最终消费者，它们也就越能影响企业各自的损益结构。政府或行业协会等相关组织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例如，可以通过认证的方式实现对产业的两分法：做得好的企业和做得不好的企业，有助于将好的企业产生的绿色责任公共产品私有化，从而鼓励其绿色责任行为。从博弈的角度讲，把大的博弈分解成小的可控博弈可以提高合作的可能，因为博弈方更容易通过监控、建立信任与彼此沟通来达到最优结果。此外，减少承担绿色责任的成本也有助于企业绿色责任外部效应的内部化。对“负责”的企业进行补贴是一个解决方法，而使更多的企业分摊企业绿色责任成本也可以减少企业个体承担绿色责任的成本从而涵育战略性企业公民。

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处于优势地位的企业的作用至关重要。当两个企业可以通过谈判和讨价还价来转移企业绿色责任行为带来的利益时，它们都可以实现盈利。给我们的启示是，实施有效的供应链管理，通过核心企业带动的供应链转移支付来提高行业整体的企业绿色责任绩效是可行之策。其中，如何引导优势企业采取主动姿态与竞争对手合作是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总之，改变博弈初始条件，内部化企业绿色责任行为产生的外部效果可以为企业承担绿色责任提供外在动机和内在激励，通过市场的区分与选择机制以及社会规则的强化机制，最终使得企业绿色责任内化为一种持久的企业公民意识，企业绿色责任行为就会稳定为企业的一种战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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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小企业在供应链社会责任中的传导作用






本节以供应链中的中小企业为样本，基于供应链中中小企业作为供应商和采购商的双重身份，实证检验其在供应链社会责任中的传导作用。研究发现客户类型是影响施加给中小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的重要因素，大型采购企业比中小企业和公共机构施加的企业社会责任压力更大。而供应商类型并不影响中小企业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即作为采购商的中小企业对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供应商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在程度上没有差异。但客户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强度，以及中小企业的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的认同程度，对中小企业在何种程度上对供应商提出企业社会责任要求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中小企业成为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的有效的“传导者”需要特定条件。同时本研究也验证了大型企业在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压力传递中的主导作用，以及我国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中公共机构作用的缺失。

一、问题的提出

全球范围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不仅要求企业自身负起相应的责任，而且要求企业在整个供应链层面承担起适当的社会和环境义务。到目前为止，就如何把企业社会责任与供应链管理（SCM）整合起来还存在一些争议，相关研究也主要集中在那些规模较大、拥有自主品牌的企业，特别是供应链核心企业。其主要原因，是供应链核心企业在供应链中起支配或主导作用，更容易在供应链社会责任实践中获得直接的外部性收益，也更容易受到来自消费者、非政府组织（NGOs）或者媒体的压力。因此人们认为，这些企业理所当然应为自身所在供应链的环境和社会绩效负起责任。

然而，供应链中的各层次的供应商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SMEs），这些中小企业各自处于供应链的某一环节，并往往扮演购买者和供应者的双重角色。单独依赖供应链核心企业，供应链中的社会责任压力不可能有效传递和扩散并发挥实质性作用，因而中小企业在供应链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中小企业通常资源有限，在供应链中处于弱势地位，因而在影响自己的供应商方面面临更多困难。且大部分中小企业只是供应链的上游环节，其产品往往并不直接面向消费者，加之相关机制的缺乏，其产品、经营活动中的社会责任相关信息不能被广大社会公众所关注和辨识，企业自身难以从中获得社会责任外部经济效果内部化的实质利益，因此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在动力不足。

时至今日，人们也很少从中小企业的角度研究供应链社会责任问题。欧洲专家委员会（European Expert Group）近来就企业社会责任和SME问题指出：“需要就针对中小企业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采购要求的性质、程度和对中小企业带来的实际影响进行更多的研究。还需要对中小企业何时、如何对它们的供应商提出企业社会责任要求进行更多的研究，并在充分考虑中小企业能力的基础上研究如何更好地鼓励这种行为。”伴随着这样的提议，近些年供应链中中小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逐渐引起国外一些学者的关注，而在国内，这一问题还没有引起研究领域的重视，相关文献更是凤毛麟角。在现实中，对于国内的供应链中小企业在供应链社会实践中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发挥了什么作用，在何种程度上发挥作用，人们并没有形成清晰的认识。

本文通过对432家供应链中小企业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的调研，分析中小企业在多大程度上接收到来自客户的社会、环境等方面要求，以及中小企业在多大程度上把这些要求传递到他们自己的供应商身上。主要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考虑中小企业在供应链中的双重角色：购买者和供应者，检验它们在供应链中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中是否发挥了“传导者”作用。二是在对中小企业施加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压力方面，系统地分析了中小企业供应链伙伴的规模、类型及对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认同程度产生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虽然人们对如何把企业社会责任整合到供应链管理中这一问题越来越感兴趣，但这方面的文献仍然有限，实证研究主要局限于案例研究，目的在于说明这一领域出现的主要问题。 卡特（C.R.Carter）和伊斯顿（P.L.Easton）的文献综述表明，20世纪90年代供应链研究主要集中于供应链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和社会问题的范畴，如需求多样性、安全性和人权等问题。在此之后，随着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性理念的引入，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从单一范式开始向全面的视角演变。

（一）供应链中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

在供应链社会责任的研究中，一个研究方向是如何在供应链中实施最低标准的环境和社会要求。在这个方面，有些实证研究调研了企业如何通过发展和实施制度与流程来确保他们的供应商遵守环境和社会标准。大多数研究局限于以跨国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这些企业所在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议题，或者某个特定产业的风险和挑战。这些研究通常采用采购企业的视角，分析相关企业如何在供应商评价中把环境和社会准则补充到经济准则之中。在实践中，不同的供应链在影响和控制供应商绩效方面有不同的追求。采购组织可以制定企业社会责任要求，这些要求既可以体现在他们自己的采购活动中，也可以体现在环境保护、人权、劳工权利和反腐败等领域的供应链契约中。另外，企业可以通过调查、检查或者审计等手段监督供应商绩效，并保证他们遵守相关要求。而从供应商的视角，分析他们如何响应环境、社会方面不断增加的要求的实证研究则要少得多。目前，就中小企业开展供应链社会责任实践以及中小企业面临的特殊挑战进行的实证研究还很少。相关研究多是定性的，研究集中于客户对中小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压力（供应商视角）或针对供应商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采购商视角）。很少有研究同时涉及中小企业如何受到来自采购商的社会和环境要求的影响，以及他们如何把这些要求传递到自己的供应商身上。

企业社会责任在供应链中的扩散受到买卖双方权力均衡关系的显著影响。已有研究发现，组织规模是促进或者阻碍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因素，即大型组织因为有更多的经验、资源、能力和内在动机，更可能参与到这些活动之中。相比之下，中小企业由于缺乏资源和讨价还价能力，因而难以要求他们的供应商实施可持续性标准。然而，从已有文献来看，将供应链伙伴的规模和类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压力的影响进行系统分析的研究还很少见到。此外，已有关于供应链压力的研究只是考虑企业是否被问及，或者企业是否要求他们的供应商遵守企业社会责任要求，或者确定不同的频率水平，并没有给出一个严格的方法以度量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外部压力。

（二）中小企业作为供应商来自客户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

根据已有文献，供应链压力是迫使中小企业参与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主要动力之一。然而，这种压力显著受到中小企业客户类型的影响。大规模的企业客户和公共组织通常具有充分的权力要求他们的供应商参与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如果他们对供应链的大部分交易活动具有控制力，他们可以向小的供应商提出要求，比如在采购过程中提出环境和社会准则。这些可持续供应链实践可以促使中小企业参与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来自供应链的压力可以促使甚至迫使中小企业通过正式的策略来应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或者获得社会或环境标准认证。另外，越来越多的大企业通过监督他们的供应商表现，以确保他们能够遵守设定的要求。例如，在我国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针对供应商的“验厂”活动，就是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活动的一个具体体现。

已有研究显示，大型企业更有可能沿着供应链设定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相关研究认为，其中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谈判能力问题。大型企业在与供应商的谈判中拥有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这使得他们更容易在整个供应链上实施和强制执行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此外，大型企业可能拥有更多可以分配到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上的人力、财务和技术资源。最后，大型企业在市场上更容易引起注意，因此有更大的动力通过承担企业社会责任降低风险。

在国外的供应链社会责任实践中，公共机构也存在把企业社会责任准则包含到公共采购过程之中的趋势，目的是发挥领导和示范作用，促进企业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例如在欧盟内部，各个层面包括本地、国家和欧盟的制度对投标和合同中的环境和社会条件均有具体说明，这比来自私营部门组织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带给企业的压力还要大。在丹麦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公共机构作为客户比私营企业和个体消费者的要求还要高。

总之，大型企业和公共机构作为客户应该比中小企业更有能力对供应商提出特定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相反，小企业总体上在这一方面则似乎能力不足，难以要求他们的供应商实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
 中小企业作为供应商，大型企业和公共机构作为客户会比中小企业作为客户提出更高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

（三）中小企业作为采购商对供应商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

在企业社会责任文献中，一个重要但经常被忽视的问题是供应链实践的延伸程度，即企业社会责任要求在供应链中会向后延伸多远或在何种程度上向后延伸。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企业只是向他们的直接供应商提出企业社会责任要求，却忽视了企业社会责任沿着供应链的进一步延伸。然而，若要实现整个供应链在环境和社会方面的可持续性，企业社会责任要求应当从第一层级供应商传导到第二层级供应商，再从第二层级供应商传导到第三层级供应商，以此类推。这样才能确保整个供应链承担社会责任，成为可持续供应链。

大型企业和公共机构可以对他们的供应商施加某种压力，但中小企业由于采购规模较小，通常讨价还价能力较低。采用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并努力使其能够沿着供应链传导，可能给中小企业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小企业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和能力，因而可能因此付出高昂的成本。中小企业只有能够在内部管理和控制企业社会责任时，他们才会参与供应链上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然而，尽管缺乏能力和资源，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小企业在与供应链伙伴共同面对企业社会责任要求时无计可施。例如，信任为中小企业处理企业间关系提供了另外一个选择。实际上，有关文献显示，中小企业在商业关系中更多地利用社会因素建立信任和处理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这与大型企业的实践形成对照，大型企业一般更倾向于利用更加正式的安排处理合作关系。因此，中小企业的供应链活动需要更具有想象力，以说服合作伙伴采取对社会更负责任的行为。

关于中小企业对其供应商施加的压力是否与其自身规模相关这一问题，已有文献鲜有涉及，仅有一些采购方面的文献分析了当面对更大或者更有力的供应商时，中小企业可能面临的问题。例如，穆丹比（R.Mudambi）认为，规模差异是影响中小采购企业与更大的供应商之间合作水平的决定性因素。考虑到中小企业缺乏由规模带来的资源和能力优势，因而对非正式的商业关系有更多依赖，我们预期中小企业会对供应链中其他中小企业而不是大型供应商提出更高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相应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
 中小企业作为采购商，它对其中小供应商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将高于对大型供应商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

（四）企业社会责任要求在供应链上的扩散

与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在供应链中的延伸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某个层级的供应商是否有能力把压力进一步转移到他们自己的供应商身上。中小企业传递施加于他们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的能力，与供应链中可持续标准是否具有说服力关系密切。有证据表明，环境标准沿着供应链具有“多层次效应”，ISO管理系统标准如ISO9000和ISO14000的扩散也具有这个特点。这些标准的扩散受到供应链管理实践的影响，因为这些标准的采用需要买卖双方加强合作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和环境责任实践的扩散似乎与有效供应链管理的实践的最新趋势相一致。然而，虽然有些研究分析了第一层级供应商如何影响第二层级供应商以及沿着供应链向上传递产生的影响，很少有文献基于焦点企业对可持续供应链进行向上和向下的双向分析。诺若卡（D.Nawrocka）考察了瑞典的小型电子制造商收到的来自客户的环境要求，以及这些企业对他们的上游供应商施加的环境要求。另外一个例子是 The Copenhagen Centre对丹麦中小企业可持续供应链管理（SSCM）实践所作的调查。根据这项研究，被采购商要求满足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的中小企业，与没有满足这种要求的中小企业相比，更有可能对他们的供应商提出相应的要求。因此，即使并非所有来自采购商的要求都会沿着供应链进行传递，但来自采购商的要求是社会和环境要求沿着供应链扩散的前提条件。

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较少受到来自消费者、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的监视，因此他们进行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一个主要动因是通过供应链传导的客户压力。由此，我们认为来自采购商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会显著影响中小企业把这种要求施加给他们自己的供应商的倾向。由此提出假设：


假设3：
 中小企业被采购商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越多，他们施加给自身供应商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也越多。

供应链社会责任主要由跨国公司主导的采购商驱动而兴起，跨国公司通过供应链管理将企业社会责任延伸至整个企业网络。在全球供应链中推行企业社会责任，既是核心企业自身的社会责任管理的延伸，又是上下游企业整合企业间关系的重要内容，反映了企业网络关系及核心企业价值观的新变化。这一过程无疑具有促进供应商提高其社会责任水平的可能性。但是，由于全球供应链治理结构中权力的不对称性，这一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主要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在客观上，全球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中存在层次错位、目标错位、治理错位等问题。或者说，供应链存在责任负担与利益收入的不匹配。有人认为这种格局降低和转移了采购商的成本和社会责任风险，而供应商则在这一体系中承受了最大的成本压力和责任诉求，并且使利益相关者也成为消极的受益者而非权益主体。比如，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供应链管理存在向在华供应链转移污染、跨国公司的供应链责任管理形式化而实质性行动不足、滥用市场地位导致供应链关系失衡并向中国供应链转嫁责任等问题。二是在主观上，供应商对由买方施加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有不同认知。实践中很多企业认为，管理中的“生产守则”及工厂审核等举措在本质上是一种消极的单方面安排，其核心目的就是将采购商的劳工权益保护、社会责任等风险转嫁给下游的供应商。采购商可以按照供应商所在地的价格标准获得产品，同时免除了在自行组织生产的情况下必然需要面对的劳工待遇、环境损耗等风险，采购商于是向供应商提出了相关要求，但是显然并不关心供应商由此所产生的成本。由此导致的一个问题是，由于缺乏对供应链社会责任的认同，虽然供应商迫于买方压力不得不承诺履行社会责任，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缺乏内在动力。国内供应商在跨国公司“验厂”时弄虚作假导致结果失真，就是典型的表现。从中小企业承担的企业社会责任传导者这一角度而言，中小企业本身缺乏向上游企业转移成本和风险的能力，如果企业缺乏对供应链社会责任的认同，就更倾向于被动应付买方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而缺乏进一步向上游供应商传递企业社会责任压力的动机。由此提出假设：


假设4：
 中小企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同度越高，越是倾向于在供应链中向下游供应商传递企业社会责任。

三、研究方法

为了收集相关数据以检验假设，我们针对中小企业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鉴于国内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实践尚不成熟，供应链中核心企业很少向供应商提出明确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的现实，我们对调查对象进行了限定，限定为外贸出口加工企业或国内大型跨国企业（如沃尔玛、麦德龙等）的供应商。问卷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收集企业的基本资料以及其客户和供应商的数量和类型，客户类型分为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和公共机构（含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供应商类型分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为评估企业对企业社会责任做出的承诺。第二部分调研企业是否签署了任何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协定、通过验厂，或者获得了任何相关认证。第三部分是企业对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的认同程度。第四部分是企业面临的客户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第五部分是对供应商施加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

对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的测量包含三个方面：一是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的领域；二是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的等级；三是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的平均数量。问卷中企业与客户、供应商的关系以及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的陈述、实施等相关问题，借鉴了乔治森（A.L. Jorgensen）和克诺德森（J.S.Knudsen）的研究，并增加了一些特别的问题以区分四个基本的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环境、劳工权利、社区贡献和慈善。有的研究将产品质量和安全也列入企业社会责任之列，但本研究认为产品质量和安全是企业应保证的底线和基本义务，并且在买卖双方合同中一般有明确约定，因此不在本研究考虑的范围之内。另外，我们把企业社会责任要求区分为三个等级以区分其程度差异：沟通级，既不需要签订合同，也不需要控制，可以理解为只是一种提议；书面级，要求签订书面声明或者其他支持性文件；查证级，通过不同的控制机制确保相关要求的兑现。上述三个级别要求的严格程度依次递增，并有包含关系，即如果一项要求是查证级的，也一定同时是书面级和沟通级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的平均数量，是指中小企业接收到来自某一类型的每个客户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的平均数量，或对某一类型的每个供应商发出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的平均数量。

对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的认同的测量，通过企业对自身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和对采购商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的认知两个维度来测量，每维度三个题项，采用里克特5级量表。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系数为0.85，这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本研究的思路性框架如图4-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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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供应链中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的传递



四、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行业协会的协助下，我们对宁波市432家中小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的时间跨度为2013年3月至2013年6月，根据产业和规模对企业进行了分类。对中小企业这一概念的限定是2011年6月1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员工人数大于20但小于1000人，同时年营业收入在 300万元至40000万元之间。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营业收入3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被访者在企业中负责采购或者销售活动，通常是采购、销售、会计或者财务部门的主管，部分是企业的总经理。表4-1显示了接受调查的企业的产业部门和规模，以及企业的员工人数和营业收入。

表4-1　样本特征




	项目
	百分比（％）
	项目
	百分比（％）



	　　行业分布
	
	　　营业收入（万元／年）
	



	纺织服装业
	34.9
	300～500
	8.3



	食品加工业
	21.8
	500～1000
	18.5



	电气制造业
	23.2
	1000～2000
	25.9



	文教、办公用品制造业
	20.1
	2000～5000
	36.6


	
	
	5000以上
	10.7



	　　企业人数
	
	　　企业年限
	



	21～50人
	10.9
	3～5年
	27.1



	51～100人
	19.2
	5～8年
	56.0



	101～300人
	30.1
	8年以上
	16.9



	301～500人
	32.6
	
	



	501～1000人
	7.2
	
	






样本企业的平均寿命是6.5年，每个企业平均有174.5个客户（不含个人消费者）。有超过一半的客户是中小企业（52%），大约有37个是大企业，其余是公共机构（11%）。样本企业平均有161.6个供应商，其中33%是大型企业，67%是中小企业。

关于中小企业作为供应商接到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与作为采购商发出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具体见表4-2。结果显示，中小企业在劳工权利和环境领域接到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较多，来自社区贡献和慈善领域的相对较少。从具体形式而言，多数被要求以书面形式提供其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情况，比如要求企业执行某种特定的培训计划或者得到认证的管理制度。并有很大部分要接受查证形式的检验，这主要源于跨国公司的验厂要求。受调查的公司向他们的供应商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也主要集中于劳工权利和环境，从形式而言多数集中书面形式。

表 4-2　中小企业接到和发出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类别




	类型
	要求级别
	占全部样本数量的比例（％）



	环境
	劳工权利
	慈善捐赠
	反腐败



	接收的客户企业社会责任要求

（n＝432）
	沟通级
	31.9
	43.1
	3.7
	11.1



	书面级
	20.8
	30.8
	0.58
	2.69



	查证级
	11.8
	16.2
	0.31
	0.46



	对供应商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

（n＝432）
	沟通级
	17.8
	22.7
	1.9
	6.62



	书面级
	13.9
	19.4
	0.09
	1.23



	查证级
	7.4
	9.0
	0.00
	0.11






（二）假设检验

我们对假设1进行两个方面的检验。首先，我们分客户类型，计算出作为供应商接收到至少一项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的中小企业所占全部样本数量的比例，测量哪种客户类型提出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的比例较大，以此检验与中小企业比，大企业和公共机构是否更倾向于向他们的中小供应商提出企业社会责任要求。表4-3显示了分析结果。结果显示，很大一部分中小企业是从他们的大企业客户而不是从中小企业客户和公共机构那里收到不同级别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而且大企业客户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多数上升到书面级或查证级，这多数源于跨国公司的“验厂”要求。而来自公共机构和中小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较少，并且多数停留在沟通级别。也就是说，作为供应链中的供应商，中小企业接收到的来自采购商的企业社会责任压力多数来源于大型企业，这在一个侧面验证了假设1。

表4-3　中小企业作为供应商接收到的来自客户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




	类型
	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的来源



	大企业
	公共机构
	中小企业



	沟通级
	78.6％
	21.3％
	37.8％



	书面级
	69.1％
	9.2％
	15.5％



	查证级
	58.4％
	4.6％
	9.7％






其次，我们计算并比较作为供应商的中小企业，接收到的来自不同类型的每位客户的平均企业社会责任要求数量，分析与中小企业相比，大型企业和公共机构是否对他们的中小供应商提出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以此对假设1进一步进行检验。具体做法是：（1）按照作为供应商的中小企业接收到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的客户类型来源进行分组。例如，某一中小企业同时接收到了一个来源于大企业客户的环境和劳工权利方面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级别为查证级；一个来源于中小企业客户的环境方面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级别为沟通级。则该作为供应商的中小企业对应的大企业客户来源企业社会责任要求数量为2，查证级（含沟通级和书面级）；中小企业客户来源企业社会责任要求数量为1，沟通级；若没有接收到某一客户的任何企业社会责任要求，则该客户来源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数量记为0。（2）按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的客户类型来源，将所有的作为供应商的中小企业接收到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数量进行汇总，计算平均值，即得到了中小企业接收到的来自每位客户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平均数量。（3）具体比较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方法，分组变量即为作为供应商的中小企业接收到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的客户类型来源。具体比较结果见图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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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不同客户类型来源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平均数量



数据显示，提出企业社会责任要求最少的客户是公共机构（mean=0.112，S
 =0.02），其后依次是中小企业客户（mean=0.171，S
 =0.073）和大型企业 （mean=0.387，S
 =0.028）。然而，客户类型作为主效应产生的差异显著（F
 =2.121，p
 ＜0.01），（是否可三组同时比较）大型企业比中小企业和公共机构的要求更多，这使得假设1在另一层面得到支持。

为了检验假设2，即中小企业作为采购商，更有可能对他们的中小供应商而不是大型供应商提出企业社会责任要求。我们根据供应商类型，比较了对其至少提出一项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的采购商所占全部样本的比例。从表4-4可以看到，与大型企业相比，提出三种水平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的中小企业比例略高，而且难以说明这种差别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但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中小企业作为供应链的采购商，对上游企业提出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的比例普遍偏低，这说明了在我国的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压力的传递是十分有限的。

表4-4　作为采购商的中小企业对其供应商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



	
	大型供应商
	中小企业供应商



	沟通级
	18.7％
	19.8％



	书面级
	10.5％
	12.4％



	查证级
	5.3％
	5.5％






为了更深入地检验假设2，我们采用与检验假设1类似的方法，按供应商类型，对供应商平均企业社会责任要求数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供应商类型对企业社会责任要求平均数量没有产生任何差异（F
 =0.003，p
 ＞0.1）。图4-10显示了每种类型供应商的平均要求数量，可以看出对中小企业和大型企业的平均要求数量间没有显著差别。因此我们得出结论，中小企业对两种类型的供应商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程度相同，因此拒绝了假设2。

[image: ]
图4-10　对不同类型供应商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平均数量



我们以作为供应商和采购商双重身份的中小企业，其接收到任何一种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的客户数量与其发出任何一种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的供应商数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来检验假设3。亦即，某一中小企业接收到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的客户数量作为自变量，发出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的供应商数量作为因变量。同时，我们将产业类别和企业规模（以员工人数表示）作为控制变量。计算的结果如表4-5所示，可以看出，所有的回归系数均为正数，而且统计上显著。数据分析的结果支持了假设3。

我们以中小企业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同度与其发出的企业社会责任数量的关系来检验假设4。亦即，某一中小企业对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的认同作为自变量，发出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的供应商数量作为因变量。同时，我们将产业类别和企业规模（以员工人数表示）作为控制变量。计算的结果如表4-5所示，可以看出，所有的回归系数均为正数，而且统计上显著。数据分析结果支持假设4。

表4-5　对供应商发出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检验



	
	发出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数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控制变量
	
	
	



	产业类别
	0.31**

	0.22**

	0.25**




	企业规模
	0.20*

	0.10*

	0.16*




	自变量
	
	
	



	接收的企业社会责任数量
	沟通级
	
	0.34***

	



	书面级
	
	0.51***

	



	查证级
	
	0.58***

	



	对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的认同
	
	
	0.68***




	R2

	0.06
	0.13　　
	0.14　　



	F值
	　3.80**

	6.91***

	5.98***







注：n
 =432； ***
 p
 ＜0.001，**
 p
 ＜0.01，*
 p
 ＜0.05。

五、结论与讨论

供应链社会责任是当前普遍关注的议题，理论上而言，从供应链角度实施社会责任，可以利用供应链企业之间的强烈利益关联约束，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但现实层面，企业社会责任在供应链中是否能够有效传递，还取决于其他相关影响因素，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本研究将中小企业视为供应链中企业社会责任的传导者开展研究，虽然一些文献揭示了中小企业参与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影响因素，但很少有研究立足于中小企业同时作为买方和卖方的“双重身份”，分析其在供应链中扮演的角色。我们的理论分析认为，提出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的客户类型、上游供应商类型以及中小企业对供应链中企业社会责任的认同是影响中小企业行为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究中小企业在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中的双重角色，并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实证研究发现，顾客类型是决定施加给中小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的重要因素：大型采购企业比中小企业和公共机构施加的压力更大。相比之下，供应商类型并不影响中小企业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即中小企业对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供应商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在程度上没有差异。但客户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强度，以及中小企业的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的认同程度，对中小企业在何种程度上对供应商提出企业社会责任要求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中小企业虽然拥有较少的资源和讨价还价能力，但在特定条件下，他们仍然可以成为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的有效“传导者”。

具体而言，研究主要结论及管理含义如下：

（一）供应链中的中小企业能否有效发挥企业社会责任的传导作用需要特定条件

我们的理论分析认为，中小企业可以把客户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沿着供应链进行传导，因而在供应链社会责任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这一角色是否真正能有效发挥作用受各种条件制约。

首先，本研究证实，从客户那里收到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的中小企业更有可能对他们的供应商提出企业社会责任要求，而且客户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水平越高，对供应商施加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也越高。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压力的更加精确的度量，我们的研究发现，客户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压力水平可能会导致中小企业向他们的供应商提出相应水平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这使得中小企业可以把来自客户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转移给供应链下一级。上述结果说明，中小企业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供应链上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传导者”，首先取决于上游采购商的要求。上游采购商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强度越高，中小企业也就越倾向于把相应的企业社会责任压力进一步传递给他们的上游供应商。换句话说，企业社会责任压力在供应链中的传递是一个由买方向卖方逐级传递的过程，买方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其次，中小企业是否能够真正把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传导到下一供应链层级，客户压力并不是唯一动力，也不是充分条件。本研究提出了中小企业是否对下一层级的供应商提出企业社会责任要求，受供应商类型影响的假设，但实证结果并没有支持这一假设。虽然我们预期中小企业作为购买者应该向他们的中小企业供应商而不是大型供应商提出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但我们发现对这两种类型的供应商施加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并没有显著差异。因此企业社会责任要求可能更多地依赖于购买者的资源和能力，而不是供应商的资源和能力。但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对供应链中企业社会责任的认同程度，对其能否扮演传导者的角色有重要影响。也就是说，如果供应链中的中小企业认为，供应链中的大型企业推动供应链社会责任，只是出于其利益诉求或转嫁压力，而其自身既难以从供应链社会责任中获取额外好处，也缺乏对供应链社会责任的价值认同，就缺乏动力发挥传导者的角色推动供应链整体责任水平的提升。有文献认为，中小企业自身的伦理和价值观也可能是其参与供应链社会责任实践的重要驱动因素，这与我们的研究结论一致。因此，建立供应链的责任分担与利益共享机制，从经济上和价值观上提升中小企业对供应链社会责任的认同，才能促进中小企业向作为供应链社会责任的积极参与者和有效传递者的角色的转变。

（二）大型企业在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中发挥主导作用

本研究证实，大型企业是向中小企业供应商施加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的主要客户，这与以前的研究结论一致。可能的原因是大型企业承受的来自利益相关者的压力更大，而且他们有更多的资源用于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在促使供应商实践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方面有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因此，致力于提升供应链社会责任水平，应首先关注大型企业的主导作用，通过相关政策法规并发挥利益相关者的作用，作用于供应链核心企业，这是实施供应链社会责任的起点。

（三）公共机构在推动供应链社会责任方面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

在我国特定的背景下，人们对政府机关与事业单位寄予更高的道德期望，而这些机构也有能力在公共采购中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然而本研究发现，我国的公共机构在买方时很少对企业提出相关方面的要求，其表现总体上与供应链中的大型企业相去甚远。实际上，我们发现公共机构设定的要求是最低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我们的文献研究也发现，实际上欧洲各国如丹麦、荷兰、德国和英国等国家在公共采购中更注重环境和社会责任问题。公共机构与其他客户类型相比会提出更高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因此，在公共采购中强制执行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促进供应链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我们应补上的一课。

特别应指出的是，本研究样本的选取，是至少部分业务是外贸加工或客户是跨国公司的中小企业，这既是本研究的一个局限所在，也是本研究在当前中国情境下不得已的一个选择，虽然这一选择并不影响本研究主要结论的有效性。目前跨国公司已经普遍采取供应链社会责任实践，与之对应，国内很多大型供应链龙头企业却很少对供应商提出企业社会责任要求及进行查验。结合这一事实与本研究的结论，推动我国的供应链核心企业实施供应链社会责任，并建立促使供应链中小企业有效发挥传导作用的机制，是全面提升我国企业供应链社会责任水平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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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的机制构建




第一节　基于供应链压力的中小企业社会责任实现机制



中小企业量大面广，承担社会责任内在动机和外部压力双重缺失的现实决定了我国中小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低下。本节通过供应链治理机制可以利用供应链企业之间强烈的利益和行为关联约束促使中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并实现治理成本的最小化。构建基于国内供应链的中小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机制是当前我国特定背景下的现实选择，通过消费者选择、利益相关者监督机制作用于供应链核心企业，并通过供应链压力的有效传递作用于广大中小企业，从而促使中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在这一过程中应注意克服“错位效应”、“天花板效应”和“逆反效应”等负面效应。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企业社会责任（CSR）事件频频发生，如何构建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有效机制成为一个热点课题。但迄今为止，无论是学界还是业界，关注的焦点仍主要集中于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在这些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或相关文件中，诸如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公民、可持续发展等相关概念不断强化。然而，据相关资料，我国中小企业数量比重超过98%，对新增就业岗位的贡献为85%，贡献了60%的GDP，创造了50%的税收。这一事实表明，中小企业群体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远远大于大型企业。但中小企业量大面广，同时单个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较小从而易被公众忽视，因而更容易出现不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实际上，我国出现的诸如环境污染、黑心食品、拖欠员工工资等现象均与中小企业密切相关。本节基于供应链社会责任理论，研究促使中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有效机制。

二、促使中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现实障碍

由于各方面条件的约束，与大型企业相比，在促使中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存在更多的现实障碍。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外部监管不足：对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实施监管存在较大难度

外部监管是促使中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形式。欧盟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在自愿的基础上，在其自身业务运作过程中或者在与利益相关者进行的互动过程中整合社会和环境问题。”尽管这一定义强调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自愿性，但实践证明，脱离外部监管而完全依赖中小企业的自愿性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Williamson等（2006）认为，如果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活动被认为是可选择的和高成本的，那么寄希望于企业自愿行动的企业社会责任政策注定会失败。特别是在环境问题上，中小企业的自我监控不会产生作用，经济利益将永远优胜于环境效益。对制造业中小企业环境行为的研究同样表明，政府监管比自愿倡议更为有效。

除政府监管外，媒体、社区、公众等利益相关者的监督也非常重要，但由于我国尚没有建立有效的利益相关者对话（stake holder dialogue）机制，利益相关者的监督作用难以发挥。

现阶段我国的现实情况是，媒体和公众更多地关注大型企业，而对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难以有效发挥监督作用。

（二）内在动机不足：实施企业社会责任很难给中小企业带来实质利益

相关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可以为企业带来多方面的利益，包括对内提升员工的组织承诺和认同，对外获得利益相关者支持，提升企业的形象和消费者的品牌忠诚，从而进一步提升消费者购买意愿。企业获得社会责任带来的相关外部利益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企业社会责任相关信息必须能够显性化，并能为广大消费者或社会公众所知晓，但这对于绝大多数中小企业而言显然是不现实的。大部分中小企业只是供应链的上游环节，其产品并不直接面向消费者，部分中小企业虽然生产大众消费品，但其市场份额有限，加之相关机制的缺乏，对某一特定的中小企业而言，难免会“淹没”在市场上众多企业的“海洋”当中。其产品、经营活动中的社会责任相关信息不能被广大社会公众关注和辨识，企业自身难以从中获得社会责任外部经济效果内部化的实质利益，因此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在动力不足。正是出于上述原因，我国只有少数企业认为加强企业社会责任是应该主动做的事情。

（三）内在压力不足：中小企业存在社会责任分散效应

中小企业社会责任分散效应是指众多中小企业共同面对社会责任要求时，其承担责任的动机和压力都会相应减弱的效应。责任分散效应原本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其基本含义是：对某一件事来说，如果是单个个体被要求单独完成任务，该个体责任感就会很强，会作出积极的反应；但如果是要求一个群体共同完成任务，群体中每个个体的责任感就会很弱。由此分析，中小企业社会责任分散效应产生的机理是：由于存在众多的中小企业主体，对单个企业而言，其感知到的企业因不承担责任而受惩罚的可能性、自己的努力带来变化的可能性都会变小，使得单个中小企业面对社会责任时倾向于采取道德推脱的消极态度。并且，这种责任分散效应还会自我强化，其影响有时会在某个区域的某个行业产生连锁反应，有时甚至会对整个行业、整个供应链产生致命影响。特别是在一些行业结构较为松散、中小企业占主体地位的行业中，责任分散效应导致“群体败德”现象，从而最终导致行业所有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出现“囚徒困境”或“先行障碍”。

综上，一方面由于相关机制的不完善，中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带来的正外部性难以转化为内部收益，使得中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在动机不足；一方面由于中小企业量大面广难以监管，使得中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外部压力不足，同时上述两个因素进一步强化了责任分散效应。这正是现实中中小企业不愿承担社会责任的根本原因。这一作用机制可直观地通过图5-1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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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中小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成因和机制



三、供应链压力对中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作用机制

利益相关者的有效参与可以从根本上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其中供应链厂商和消费者由于受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影响，并与企业直接发生经济交易，因而，他们的联合行动也反过来可以直接影响企业的损益并对企业的行为形成强有力的制约。每个企业必定处于一个或几个特定的供应链中，而供应链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的链条，链条中的各方存在紧密的利益相关关系，存在强烈的利益关联与行为关联约束。同时，供应链核心企业往往处于公众的视野之中，较为容易实现有效的外部监控。如此，通过对核心企业的监管并把相应的监管压力通过利益链条传导到广大的中小企业，成为治理中小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一个可行思路。以下对供应链压力影响中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基本机理进行分析。

（一）供应链中的利益关联约束为中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供持续外部压力

在中小企业广泛参与的供应链中，通过对供应链核心企业的有效监管及消费者选择对核心企业形成的市场压力，使得核心企业自觉规范自己的经营行为并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而核心企业不仅仅局限于通过规范企业内部的经营和管理行为承担社会责任，以及监督和规范供应链上其他中小企业的行为，从而保证整个供应链符合社会责任规范也是一个重要方面。通过这一机制，供应链上的中小企业就会始终面临来自核心企业的社会责任压力。英国贸易工业部门（DTI，2002）发表的报告声称：“企业社会责任很有可能成为许多中小企业在未来的一个重要性日益增长的业务问题。这部分是由于大客户的社会伦理实践，在供应链的条件下形成一种压力——必须采取有效的负责任的道德行为。”Starcher（2005）指出：“对社会和环境的变化而言，供应链的压力被证明是一个作用比地方性法规更强大的力量。”比如，沃尔玛因为为其供应产品的中小企业存在使用童工或者苛刻对待员工等问题而受到谴责和抵制，并损害了自身的企业社会责任形象，最终被迫加强采购管理，违反社会责任规范的中小企业将被终止合同。如此，供应链上的中小企业为了保持与沃尔玛的合作关系，就被迫改善自身的社会责任行为。

（二）供应链可以为中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带来持续的内在利益动机激励

通过遵守供应链上核心企业的社会责任规范，中小企业可以维持和扩大与核心企业的合作关系，从而嵌入一个稳定的供应链，获得稳定、持续的客户与经营环境。对中小企业而言，不从事企业社会责任的风险之一是从供应链中被排除，特别是在全球化条件下，许多大型企业都开始在其采购政策中引用社会和环境标准。在全球范围内，遵守社会和环境责任标准，是成为跨国公司供应商的必要条件，这使得中小企业只有严格遵守相应的社会责任规范才能获得持续增长并获得相应的利益回报，而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将面临利益损失。这一机制解决了制约中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最主要障碍——经济利益问题，从而使得承担社会责任的中小企业有利可图，这将从根本上激发中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性。我国的很多加工制造企业，正是通过满足相应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才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得相应的地位，保证了企业的持续发展。

（三）通过供应链可以实现对中小企业的社会责任锁定

通过供应链中的供应商选择机制，可以实现对中小企业的责任锁定。在特定的供应链中，作为供应商的中小企业，必须按照供应链共同行为准则、买方采购规则的要求，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否则就可能面临被排除出供应链的风险，这使得中小企业在供应链中无法进行责任推脱。换句话说，在供应链的治理机制当中，企业自我感觉的责任和心理压力、感知到的企业不承担责任受惩罚的可能性、承担责任得到回报的可能性都会由于供应链的压力传递机制而发生改变，责任分散效应产生的心理机制被破解，从而实现对中小企业的责任锁定。

如此，供应链通过外部压力效应、内部动机效应和责任锁定效应促进中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较好地解除了制约中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典型障碍，其作用机制见图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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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供应链压力对中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作用机制



四、基于供应链压力的中小企业社会责任实现机制构建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得出推论，促使供应链中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关键在于使得消费者选择和外部监管发挥作用，作用于供应链核心企业，并进一步通过供应链压力的传递作用于中小企业，形成有效的供应链压力的中小企业社会责任实现机制。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

（一）发挥供应链核心企业的主导作用

核心企业在供应链中处于主导地位，也应该在供应链社会责任体系的构建中发挥主导作用。首先，供应链核心企业由于其规模、市场影响力等因素的影响，其社会责任活动容易为广大消费者和社会公众所认知，其社会责任行为的经济效果也更容易内部化为企业的长期的潜在收益，因而有更大的内在动机。其次，核心企业在与供应链其他企业的互动博弈中有支配权和控制权，是供应链交易规则的制定者，供应链内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互动直接取决于核心企业的策略与行为。最后，供应链核心企业直接暴露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便于监管，因而通过对核心企业的监管并进一步通过供应链压力实现对供应链中小企业的制约，而不是直接对所有供应链所有企业进行监管，可以实现治理成本最小化。

（二）培养和强化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意识，发挥市场驱动机制的作用

消费者选择是供应链及供应链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终端驱动因素，也是最本质的决定因素，是驱动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的逻辑起点。很多研究认为，消费者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敏感，从而以自己的行为影响企业利益。Lois A. Mohr（2005）认为，一个有积极的社会责任形象的企业更容易让消费者产生价值认同，从而给企业带来难以定量描述的潜在价值。社会责任感较强的消费者，宁愿多支付一些价钱而选择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的产品，因为消费者可以从选择和消费社会责任绩效好的企业的产品中得到“额外的效用”。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高低不同时，消费者对产品价格的敏感度也随之不同，消费者越是把企业社会责任作为购买决策中的重要考虑因素，企业社会责任对销售的影响也越大，企业也越可能采取相应的社会责任行动。而当企业社会责任很低时，即使企业采用低价策略也无法补偿。鞠芳辉等（2005）的研究认为，影响企业策略的主要变量是责任市场的规模，以及消费者对责任产品的偏好强度。因此，设法提高消费者对责任产品的偏好强度，使更多的普通消费者转变为责任消费者，培育和扩大责任消费市场规模，显然是有效的政策选择。

企业社会责任观念在我国消费者当中正在经历一个逐渐觉醒的过程，但总体来看，消费者的企业社会责任意识还不足以对企业形成足够的压力。要想使公众的社会责任意识转换成消费行为选择，进而转化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在动因，需要政府及社会组织进一步强化责任消费、可持续消费的相关意识，同时采取监管、补贴和税收等相关措施，积极倡导责任消费。如果公众意识强化到足以转化为消费者的货币选票，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将面临受到市场惩罚的“可置信威胁”，而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不仅会提升企业形象，更会为企业带来长期的利益，承担社会责任就会成为企业的自觉行动。

（三）加强政府监管，提高企业不承担社会责任的风险成本

消费者选择虽然是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根本动力，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消费者社会责任意识高低不同等原因，消费者选择的效力在一定时期内是有限的。尤其是在我国，消费者社会责任意识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政府通过对企业的严格监管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十分必要。

加强政府监管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进行：一是严格执法，加大惩罚力度。对于公然拒绝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应该加大惩罚力度，提高企业的违法成本，使这些企业因为其不适当的行为付出高额的成本。二是要落实相关政府部门的责任制，对于监管不力的部门和相关人员给予应有的处罚。

（四）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形成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

中小企业量大面广的特性决定了单纯的政府监管难以奏效，必须充分发挥媒体、社区、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对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的监督和约束力量，特别是对供应链核心企业的监督和约束，然后通过供应链的压力传递机制传导到整个供应链，进一步形成对供应链中广大中小企业的监督约束。在社区层面，则侧重于建立有效的利益相关者对话机制，使得社区利益相关者有能力制约企业经营活动对社区及环境的影响。同时这种制约力量也可以通过供应链压力上行传导至供应链的核心企业，使得核心企业也不得不在供应链压力的作用下反向监督上游供应商的社会责任行为。

（五）制定和施行供应链企业行为准则，使相关企业明确社会责任行为目标

供应链内的企业之间靠供应链契约联结在一起，供应链契约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供应链企业之间的交易契约，以此完成企业之间的商业交易活动；二是供应链企业共同行为准则（common codes of conduct），以此明确供应链企业必须遵守的规则和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在国际供应链中，已经有很多被广泛接受的共同行为准则用来指导供应链内企业的社会实践活动，如SA8000、ISO14000等。供应链压力也正是借助这些共同行为准则得以在供应链中有效传递。国内供应链目前尚没有类似的共同行为准则，或者在供应链的采购实践当中没有对供应商遵守相应准则的要求，使得中小企业缺乏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标准和明确目标。这是造成目前国内供应链压力难以形成，众多中小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内外有别的深层原因之一。因此，应该参照SA8000等社会责任标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适合国情的社会责任标准并强制推行，使相关企业不仅重视承担社会责任，而且明确应该达到的目标要求，从而把一般性的社会责任概念落实到行为准则层面，才能真正使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付诸实践。

五、防范中小企业供应链社会责任治理中的负向效应

从供应链层面促使中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在特定情形下也可能会产生某些负向效应，主要包括错位效应、天花板效应、逆反效应等。

（一）错位效应

错位效应源于供应链权力结构不均衡。王洁（2010）、陶菁（2009）等认为，不同类型供应链的权力结构、节点企业的集中度、合作关系等各有不同，强势企业利用自身优势转移或转嫁社会责任，使得供应链企业实施或不实施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所带来的成本支付和收益分配严重不匹配，导致不对称的、错位的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具体而言，供应链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要付出成本，而由此带来的品牌形象改善、市场扩大、收益提高等好处却往往由核心企业独享。如果缺乏适当的供应链利益调节机制，中小企业就缺乏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在动力。例如，“三鹿奶粉事件”正是供应链中错位效应的存在导致的责任分散与转移问题的典型个案。虽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发生原因有不同解释，但从供应链结构角度看，其本质则在于供应链中主导企业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将社会责任和成本压力过分地向上游转移，而处于弱势地位，同时又是大群体的供应商在短期利益驱使下采取了非法措施。错位效应还可能会导致供应链中强势企业向弱势企业转移社会责任，而弱势企业出于迎合强势企业及自身成本收益的考量而不得不“虚假服从”，即中小企业表面应付和满足买方的采购要求，实际上却不承担社会责任，这是在当前跨国公司进行的“验厂”活动中我国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Lepoutre 和Heene（2006）提出导致错位效应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纳入其采购标准企业社会责任原则脱离中小企业的实际情况，中小企业难以承受满足这些标准涉及的时间和专业知识代价。因为小企业由于只拥有较少的时间、资金、专业知识、技术等资源，在推动社会责任行为时往往会有更大的障碍。因此，通过建立对话协商制度，使得中小企业在社会责任准则制定中也有一定的发言权，提高社会责任标准对中小企业的适用性，是减轻供应链中的错位效应和中小企业“虚假服从”行为的可行思路。

（二）天花板效应

天花板效应是Michael（2006）提出的，指供应链中买方将社会和环境标准施加于供应商时，这种标准也可能会导致企业社会责任中规定的标准被视为“天花板”，即中小企业以满足这种标准为限，不愿意承担进一步的社会责任。国外一些关于供应链压力对中小企业行为影响的研究表明，从采购角度来看，大多数情况下企业社会责任准则被认为是为供应链招标提供的一种最低水平的限定，而不是作为供应链中企业自愿并可能逐步扩展或提高的发展性标准。这往往会导致很低的社会责任标准，而这些标准的设计更多是保护买方不会因为不道德的供应商行为而导致声誉风险，而不是积极地鼓励企业采取对社会负责任的行为。如果供应商的行为仅是为了迎合设定的标准，就可能导致企业在行动中的天花板效应，而这将导致企业社会责任整体水平下降。

（三）逆反效应

逆反效应是指中小企业越是被要求满足社会责任标准的要求，其越是对承担社会责任采取消极或抵制态度。中小企业主要是由雇主管理，决策过程更具有人格化的特点。Baden（2009）、Jorgensen等（2006）关于中小企业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发现，中小企业的发展不仅很大程度上由业主的个性决定，而且在参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其内部驱动程序（如个人价值、利他主义）和外部驱动程序一样重要。另有研究表明，外部压力和官僚主义的焦躁以及外在回报或惩罚可以削弱拥有集中决策权的企业家的内在行为动机。如果供应链核心企业只是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市场营销策略而将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成本转移到广大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逆反效应就越明显。

六、结论与讨论

中小企业量大面广的特点决定了对其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监管的难度，而责任外部压力与内部动机双重缺失的现实，导致中小企业缺乏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力，责任分散效应的存在又使得这一现象进一步自我强化，引发中小企业群体败德。基于供应链治理的中小企业社会责任实现机制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思路和着力点。供应链压力可成为促使中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一个最为有效的途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供应链存在强烈的利益关联和行为关联约束，并且供应链核心企业（或关键节点）可控。从供应链层面实施中小企业社会责任可以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解决中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因不足的问题，并实现责任锁定，从而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找到一个现实可行的着力点。此外，以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为着力点，而不是直接面向供应链中所有中小企业进行治理，也可以实现治理成本的最小化。

消费者选择驱动和其他外部利益相关者监管共同形成对供应链的社会责任外部压力，这种压力直接作用于供应链的核心企业，通过供应链共同行为准则和供应链交易关系形成供应链内部压力并在供应链内有效传递，最终促使供应链内全部中小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否则会面临惩罚甚至被排除出供应链的危险。因此，消费者选择、利益相关者监管和供应链企业共同行为准则是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机制构建的核心要素，但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注意克服错位效应、天花板效应和逆反效应等负面效应。

需要指出的是，供应链社会责任源于跨国公司主导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是国际范围内促使中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的和核心的机制。而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起步较晚，加之早期供应链发育尚不成熟，至今尚未建立起国内供应链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这也是国内市场中小企业社会责任缺失，以及部分企业采取国内和国外市场双重标准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另一方面，这也为发挥政府的政策引导作用与核心企业的主导作用，从供应链层面促使中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出了迫切的要求与操作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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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可持续供应链的动态能力






可持续供应链的提出源于可持续发展理论与供应链管理的融合，全球化和信息化加剧了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环境的复杂性和动态性，这客观上需要供应链提升动态能力以适应环境变化。由此产生一个假设：管理可持续供应链需要动态管理理论的支持，而目前在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研究中很少引入动态能力概念。本节在详细回顾总结可持续供应链与动态能力相关文献研究基础上，归纳二者的研究脉络与理论特征，梳理二者的关系及理论交汇点，基于二者的相关性，按照可持续供应链特征—动态能力—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逻辑思路，把动态能力理论整合到可持续供应链实践当中，提出可持续性供应链动态能力的理论分析框架，试图为这一交叉领域的研究构建初步的理论基础。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使得产业的组织模式、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模式也发生着深刻的改变。几个突出的表现是：第一，伴随着全球制造与服务网络的形成，企业之间的竞争逐步转化为供应链之间的竞争。第二，由于全球范围经营环境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稳定性，如全球物流系统的脆弱性、企业之间合作与竞争的不确定性，供应链的运作与管理也面临着高度动态性的环境特点。第三，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化，供应链管理越来越多地要求考虑环境、社区等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使得供应链管理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动态性更加强化。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在保持供应链相对稳定的同时适应环境变化，提升供应链的动态能力，使得供应链获得可持续性竞争优势，是一个有现实意义的话题。

然而，在理论研究层面，有关动态能力和可持续供应链的研究还没有汇聚到一起。自Teece等（1997）提出动态能力（DC）概念以来，该领域受到了广泛关注和持续的研究，但主要用以解释企业如何在动态的市场环境中获得竞争优势（Teece et al.，1997； Eisenhardt and Martin，2000），而很少有研究将之应用于供应链领域。另外一个迅速发展的研究领域是可持续供应链管理（SSCM），过去几年来此方面的研究论文数量不断增长（Seuring and Muller，2008）。虽然动态能力和可持续供应链管理均是当前研究的热点，但鲜有研究讨论二者之间的联系，供应链管理相关研究在采用动态能力概念方面进展缓慢（Defee and Fugate，2010），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理论研究滞后于当前的实践发展。也就是说，如何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通过适应环境的动态变化，提升供应链的动态能力与可持续性竞争优势，在这方面理论与实践之间尚存在一个鸿沟。

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基于可持续供应链管理实践，依据相关文献和动态能力理论，提出一个将动态能力和可持续供应链管理整合起来的理论框架，以期识别可持续供应链所特有的动态能力，从动态能力角度为可持续供应链管理提供理论支持。

二、可持续供应链的理论发展

（一）可持续供应链的概念内涵及其演化

可持续供应链管理（SSCM，sustainabl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在供应链管理中的体现。这一概念的提出体现了社会领域的可持续性理念与供应链管理理论的融合，其间经历了从传统供应链到绿色供应链再到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的发展演变过程。

20世纪90年代前，环境问题、社会问题很少被提及，人们主要关注生产力水平、成本和效率等与经济效益相关的因素。20世纪90年代，针对臭氧层破坏的保护呼吁和关注回收价值产生的逆向物流观点开始受到重视。1996 年提出的绿色供应链管理就是对这一要求的回应。从环保角度出发提出的绿色供应链将环境因素加入到供应链管理中，是提升环境管理效率的重要手段，其目标是对环境的影响最小和资源利用的效率最高。虽然绿色供应链考虑了企业生产对于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但是没有涉及环境、经济和社会三方面的协调问题。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进一步深入人心，为系统解决传统供应链管理与环境和社会的相容性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应该在绿色供应链管理研究领域中加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因而产生了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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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可持续性和供应链管理的融和过程



众多企业的实践和学者的持续关注使得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研究成为一个年轻而又活跃的领域，随着研究的深化，其概念内涵也逐步变得清晰。Seuring和Muller （2008）明确把供应链管理与可持续性的定义结合起来，提出了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的概念：可持续供应链管理是指对物料、信息、资本流动及供应链企业合作的管理，管理过程中要统筹考虑客户和利益相关者提出的经济、环境和社会三个维度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这一定义既强调供应链合作中的物料、信息、资本的双向流动，也强调了客户需求这一市场观点，同时还考虑了组织所有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从而突出了组织可能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问题。

虽然可持续供应链管理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但从可持续发展理念和供应链管理思想的融合可以看出，可持续供应链管理是企业和其所在的供应链从战略高度系统协调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三重底线，有效管理供应链中的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以期获取长期经济效益和持久竞争优势（闫高杰，2010 ）。

（二）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的特性分析

与传统供应链相比，可持续供应链涉及更广泛的目标，面临更加复杂、动态的运营环境，因此供应链的组织特性也必须与之相互适应。表5-1对传统供应链、绿色供应链和可持续供应链在目标、环境和组织特性方面进行了总结和对比。

1.可持续供应链的目标特性

可持续供应链管理要权衡更广范围的绩效目标。因此，供应链企业在传统经济目标之外，还要考虑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性目标，通过对“三重底线”的综合平衡实现供应链的可持续性。

2.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的环境特性

与传统供应链相比，可持续供应链面临的环境的复杂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更加突出。这是因为可持续供应链管理涉及更为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包括社区、股东、供应商及业务伙伴、消费者、公共权力机构、非政府机构（NGOs）等主体，他们共同驱动可持续理念在企业供应链管理中的实践。追求可持续性并实践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的目的是应对来自环境，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和激励 （Seuring and Muller，2008a； Gold et al.，2010b）。

3.可持续供应链的组织特性

可持续供应链的多重目标特性和复杂动态的环境特性，客观上要求改进供应链的组织特性以达到三者的耦合。因而供应链企业间更广范围、更深程度的合作需要越来越强烈，以保证供应链在复杂动态的环境下，能够在经济、社会及环境目标中寻求平衡，获取长久的供应链竞争优势。围绕如何成功实施可持续供应链管理，已有的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理论强调如下几个方面：高层管理者的支持（Gold et al.，2010）、跨职能团队的设置（Chen and Paulraj，2004）、沟通水平的提高及为所有的合作方寻求双赢解决方案（Seuring and Muller，2008）。

表5-1　传统供应链、绿色供应链和可持续供应链比较



	
	传统供应链
	绿色供应链
	可持续供应链



	绩效指标
	经济利益
	经济与环境
	经济、环境与社会



	主要利益相关者
	供应链厂商、消费者
	供应链厂商、消费者、环境
	供应链厂商、消费者、环境、社区、员工、政府等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



	环境不确定性
	消费者需求、供应链合作关系
	消费者需求、供应链合作关系、环境与资源约束
	消费者需求、供应链合作关系、环境与资源约束与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诉求



	对供应链的要求
	供应链的稳定性、敏捷性与柔性
	在传统供应链中加入绿色、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供应链内部信息共享、物流闭合、透明性
	平衡多方面的目标的同时，保持供应链的稳定性、柔性与可持续发展






三、动态能力的理论发展

（一）动态能力的概念内涵及演化

动态能力概念的形成部分源于对企业资源基础观点（RBV）的批评和发展。简单来说，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是由资源束构成的。如果其中至少一部分资源是稀缺、有价值并难以模仿的，控制这些资源的企业就可以获得持续竞争优势。该理论还认为，资源的分布具有异质性并不随时间变化而改变（Barney，1991）。资源基础观点成立的前提是企业所处的环境是静态的，相对不会发生变化（D'Aveni，1994）。相反，在动态市场上这种观点就可能存在问题，因为当市场不稳定时，一种资源的优势可能消失或者随着时间的变化变得不太重要，于是资源基础观点的假设不能推移到这样的市场上（Teece，2007）。

动态市场（有时称为高变化市场，high velocity markets）最重要的特点是市场边界不清晰，非线性、无固定方向的变化经常发生，市场参与者经常难以清晰地识别这些变化（Eisenhardt and Martin，2000）。典型的例子是像手机或者计算机这样的高科技市场。在这种市场条件下，可以用动态能力的概念解释长期竞争优势的来源。Helfat（2007）把动态能力定义为组织有目的地创造、延伸或者修正其资源基础的能力。“有目的地”这一表述在这个定义中十分重要，它意味着组织是有意识地运用这种能力，从而可以把动态能力与其他组织资源和例行程序区别开来。作为一个隐含的假设，Helfat（2007）把竞争优势理解为组织创造的经济价值。这里所说的经济价值是指购买者感知的产品利益与企业经济成本之间的差值（Peteraf and Barney，2003）。对经济价值的这种理解超越了单纯的财务价值，体现了市场需求的导向。这种观点得到其他学者的认同，如Lepak等（2007）认为，目标客户是价值创造的中心，而经济价值的创造则依赖于目标客户主观上认知的价值量。生产的高效率、高品质和高创新能力可以提升这种主观价值，从而通过低成本或者提高感知的高质量产生竞争优势（Pitelis，2009）。

目前为止，人们形成的广泛共识是，动态能力适合于高级管理阶层，而且动态能力不是为了解决临时性的问题。动态能力是识别机会和威胁的例行程序（Teece，2007），并可以用于调整组织的资源配置（Eisenhardt and Martin，2000）。

（二）供应链管理中的动态能力

供应链管理研究中的一些分支，如敏捷供应链或者供应链柔性，反映了供应链响应市场变化的能力，与动态能力的研究有诸多相近之处，但其研究的出发点在于供应链如何适应动态的外部环境，而动态能力理论更强调从战略管理视角塑造商业环境。到目前为止，仅有少量文献明显地把动态能力应用到供应链管理情境中。如Defee和Fugate （2010）在研究中把“动态供应链能力”聚焦于整个供应链而不是控制供应链的核心企业，研究认为高层管理者的支持作为一种战略取向，对于供应链上的所有组织都是一个必要条件。

国内学者江成城（2011）把动态能力与供应链研究结合起来，从而把动态能力的研究范围从单一企业扩展到供应链组织中，认为供应链动态能力是供应链的变化能力，是与外部环境相适应的自组织能力整合系统，用于有效地管理供应链网络和资源，从而确保企业从供应链中获取持续的竞争优势。江成城、麦影（2012）进一步用实证方法检验了供应链伙伴关系、供应链动态能力与企业竞争优势的关系。林焜、彭灿（2010）认为，供应链动态能力反映为供应链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包括所有通过改变供应链资源、生产运作等来创造价值的活动，主要表现为创新、组织学习、组织变革等方面的能力。

四、可持续供应链（SSCM）与动态能力的耦合性

从以上文献脉络可以看出，把供应链与动态能力结合起来的文献已经逐步显现，并有了初步的分析框架。然而，到目前为止，尚没有文献把二者清晰地联系起来。前面的分析表明，动态能力和可持续供应链管理在理论上存在很多重叠甚至相似性，这意味着动态能力概念的几个最重要特性如动态环境和扩展的绩效概念，可以与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直接联系起来。在这一部分，我们将深入分析二者的这些联系，包括实践背景、绩效评价、内在机理等方面，具体内容见表5.2。

（一）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理论与动态能力理论的实践背景相似

有意实施可持续战略的组织更容易受到环境不确定性变化的影响，如果这一组织没有兑现承诺，这种环境中的利益相关者更可能对组织实施惩罚。更糟糕的是，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可能快速变化，而且难以预测。而且，可持续供应链管理本质上是全球化施加于组织的动力学问题，全球化的特征是高度脆弱的物流网络、全球化竞争和几乎实时的信息共享 （Carter and Rogers，2008； Seuring and Muller，2008a），而这些也正是动态能力概念所涉及的高度动态环境所具备的特征（Eisenhardt and Martin，2000； Teece，2007； Carter and Rogers，2008；Barreto，2010）。

表5-2　动态能力、可持续供应链管理商业环境的重叠特性



	
	动态能力
	可持续供应链管理



	全球市场
	地理及组织创新、制造资源的分散
	地理及组织创新、制造资源的分散



	市场透明性
	市场边界模糊
	买卖关系有时是不透明的，更多的是默会知识和隐性契约



	市场需求
	市场需求的变化是不清晰、难预测的
	成熟的、拥有充分信息的客户及即时信息分享，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变化快速、动态、不可预测



	生产过程
	产品的成功通常依赖多种技术、多个企业
	产品的成功依赖于不同的技术和企业



	绩效
	获得比单纯财务绩效更广泛的竞争优势
	用可持续性三个维度度量的公司绩效






（二）可持续供应链管理与动态能力的绩效指标存在交叉重叠

动态能力关注比财务绩效更广泛的可持续竞争优势，虽然动态能力中的可持续性与可持续供应链中的可持续性并非完全同义，但二者却有较大的关联和重叠。可持续供应链不仅仅用经济绩效，也要用环境和社会绩效来度量。这与前面提及的动态能力的内在绩效度量方式一致。竞争优势也不能只用财务指标度量，还应该通过客户感知的利益来度量（Barreto，2010）。这可以延伸到一个组织利益相关者的感知利益，这恰好与Seuring和Muller（2008a）给出的可持续供应链管理定义一致。

（三）动态能力和可持续供应链管理在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方面隐含着相同的内在机理

首先动态能力和可持续供应链管理都强调通过资源的获取和运用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动态能力的概念强调，资源的配置比资源的占有更能带来竞争优势（Teece et al.，1997； Eisenhardt and Martin，2000），有些资源只有与其他资源结合起来才有价值（Lockett et al.，2009）。这本质上意味着，即使供应链上的某个企业掌握了某种资源，这种资源也只有通过与供应链上其他企业掌握的资源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创造价值并产生竞争优势。有些学者指出，企业只有与供应链上的其他企业合作并获取供应链联系，才能更加容易体现企业资源的价值稀缺性（Rungtusanatham et al.，2003）。特别是专注于核心竞争能力的战略，使得通过网络或者供应链获得其他资源变得极端重要（Skjtt-Larsen，1999）。因此，企业之间的竞争正在转向供应链竞争（Hult et al.，2007）。特别重要的是设计和管理具有相互依存关系的网络带来的挑战，这种关系要通过战略性合作来发展和形成（Chen and Paulraj，2004）。供应链绩效可以通过供应商更加深入地融入供应链关系中而得到提升（Fynes et al.，2008）。这里提到的一些能力依赖于供应链伙伴之间的信任，因为知识共享的质量与组织之间的信任水平具有直接联系。由于信任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形成，因而其不容易转移或者被其他组织模仿，因此信任本身是一种有价值的稀缺资源（Gold et al.，2010a）。即便能力可以被其他组织复制，但它们的真正价值只有在一个具有高信任水平的网络中才能显现出来，因此这些能力仍然可以带来更高的可持续竞争优势。最后，动态能力的发展、实施和维护是一种长期投资，投入的成本很高（Winter，2003）。所有这些因素使得供应链伙伴之间的长期信任关系因为能够保护资源的稀缺性和不可模仿性而变得更加重要，而这种信任关系是可持续供应链管理和动态能力共同具备的重要特征。另外，这种能力同时带来了灵活机动的可变性和有效率的稳定性（Schreyogg and Sydow，2010）。动态环境的另外一个特征是产品的成功要素。产品的成功通常依赖于多种技术的获取和掌握，而这很难由单个组织完成（Teece，2007； Pitelis and Teece，2010）。另外，可持续的组织通常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Pagell and Wu，2009），而具备高水平动态能力的组织也具备类似的特征，Teece （2007）称这样的组织具备“强化的创业精神”倾向。

五、可持续供应链动态能力的分析框架

在动态不确定的环境中实施可持续供应链管理，供应链的自身的目标与战略取向、组织特性和运作管理模式都必须作出相应调整，发展基于可持续性的动态能力，从而使得供应链组织在横向维度可以适应广泛的利益相关方的诉求，并最大限度地协调各方关系、整合资源，在纵向时间维度可以适应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动态性并稳步发展，获取可持续性竞争优势。综合相关研究（Chen and Paulraj，2004； Seuring and Muller，2008b； Pagell and Wu，2009），按照可持续供应链特性—动态能力—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逻辑思路，我们归纳出可持续供应链动态能力的实践与分析框架，见图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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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可持续供应链管理中的动态能力框架



（一）可持续供应链的组织特征

可持续供应链的组织特征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战略取向、供应链合作关系和供应链管理。

1.战略取向

战略取向是供应链企业进行战略决策时的态度和倾向，而动态能力的实施和成功首先取决于组织的心态和理念。战略取向具体包括：（1）可持续性取向。如果不关注供应链在经济、环境和社会方面的可持续性并把它贯彻到企业决策之中，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绩效（Pagell and Wu，2009）。（2）供应链取向，是指供应链企业决策时是否或在何种程度上从供应链整体的角度来思考问题。（3）高层管理的支持，即高层管理者对供应链战略的支持（Sharfman et al.，2009； Gold et al.，2010a），Defee和Fugate（2010）认为该供应链倾向是在供应链管理中实施动态能力的关键因素。

2.供应链合作关系

这一维度直接影响到供应链成员实践动态能力的能力，已体现在Pagell和Wu （2009）给出的框架中。这不仅意味着供应链成员可以开展正常的业务，而且他们可能可以保持持续增长和创新，因为他们是供应链上的一个伙伴（Pagell and Wu，2009）。供应链企业之间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比如与那些保持与供应商和客户长期契约的企业实现长期合作，是供应链可持续性的基础。

3.供应链管理

可持续供应链体现于具体的供应链管理实践活动中，具体包括：（1）供应链风险管理。借助这种管理，供应链企业积极识别、降低和消除风险来源。风险管理通常包含这样一些活动，比如持续维持已经形成的长期关系，以及某种形式的供应链伙伴发展和监督活动（Carter and Rogers，2008； Seuring and Muller，2008）。通过这些实践，供应链可以真正变得积极主动和富有创新活力，而这正是参与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的企业通常具有的特质（Pagell and Wu，2009）。（2）利益相关者管理。可持续供应链必须考虑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的关切，把这些利益相关者纳入供应链管理框架之中。

（二）动态能力

动态能力处于这一框架的核心位置，有可持续性取向和特征的组织并不必然具备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发展相应的动态能力才有可能使得组织在动态环境中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

1.知识获取与吸收能力

供应链可以理解为一种战略联盟。战略联盟的特征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企业通过分享资源和能力以达到共同的目标（Grant and Baden-Fuller，2004）。组建战略联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获取和接近联盟伙伴的知识（Grant and Baden-Fuller，2004）。同样重要的是吸收和理解这些知识。新的知识可以用于改善供应链商业环境，或形成新的能力或者制定新的政策。在动态环境中，知识在竞争优势的形成和维持中处于中心地位（Grant，1996），并且动荡的市场环境对于知识发展具有有利影响（Hult et al.，2007）。根据Grant和Baden-Fuller （2004）的观点，如果企业未来需要的知识范围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该企业更乐意进入战略联盟。联盟带来的知识共享有利于形成长期伙伴关系，这与上面提及的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理论（Seuring and Muller，2008a； Pagell and Wu，2009）一致。

2.供应链伙伴发展与共同演化能力

在供应链中，不仅单个企业的发展对竞争优势具有很大影响，而且供应链所有伙伴的发展均是必要的，因为供应链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能力最薄弱的成员所决定的。战略管理文献经常讨论一个企业如何发展供应商，在可持续供应链管理中，这可以延伸为企业需要发展其供应商以达到战略可持续性（Seuring and Muller，2008b）。但在有些情况下，尤其是合作型供应链中，这可能还不够，可能还需要发展客户，比如为了信息共享而建设的IT基础设施。供应商发展是供应商管理的一个关键要素（Seuring and Muller，2008b）。由于供应链管理的对象是供应链整体，根据Seuring和Muller （2008b）提出的客户视角，从供应商发展延伸到客户发展是合乎逻辑的。这种动态能力可以视为一种可持续供应链管理实践，已成为很多企业的具体行动。在一个动态的环境中，伙伴发展是一种持续的常规活动，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同伙伴上的投资会有所不同。共同演化的概念由Defee和Fugate （2010）首先提出，本质上是合作伙伴之间共同发展和实施新的能力（Defee and Fugate，2010）。Eisenhardt和Martin（2000）指出，共同演化包含一些例行程序，管理者通过这些程序对供应链各方的合作关系网络进行重新联结，以在商业活动中产生新的、协同的资源组合。共同演化不应与供应链伙伴发展混同，因为后者是关于如何把一个伙伴发展成为好伙伴，而共同演化的目的是发展新的能力。

3.风险管理和控制能力

Anthony和Govindarajan （2006）认为，管理控制是管理者通过影响组织其他成员实施组织战略的过程，它包含信息的收集、评价和共享。然而对于处于动态环境的供应链控制来说，情况有所不同，它不仅仅局限于收集历史财务数据，其特性是根据供应链需求持续、动态地检查系统功能。供应链伙伴的行为和绩效受到适时评估和反馈，而系统将在动态环境中维持其适应性和正常功能（Seuring，2006）。因而，要根据供应链目标提出Seuring和Muller （2008b）所建议的供应链关键绩效指标（KPI）。对于有效的系统来说，信任和长期的交易关系是供应链管理控制的关键影响因素（Scapens，2006）。

4.供应链重构和转变能力

供应链重构的概念由Pagell和Wu （2009）提出。重构与转变是指企业为了适应环境的动态变化，不断重构企业资源以实现必要的内外部转变的过程（林焜，2010）。供应链的重构与转变并非局限于某个企业或单个环节、职能的调整，而是常常涉及对其原有的组织方式、流程衔接、业务领域的改变。供应链重构是供应链内外部多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只有供应链成员企业熟悉彼此的组织机制、管理理念、企业文化，才能减轻重构、转变所产生的阻力，提升整个供应链的组织柔性。因此，供应链知识的共享有助于供应链重构与转变能力的提升。动态环境中一些新的主体对供应链的重构也变得十分重要。利益相关者尤其是社区和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正在上升，在可持续供应链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对于获取竞争优势也很有价值。

5.产品和服务创新能力

产品和服务创新主要是指供应链通过各种方式开发满足顾客需求的新产品和服务，这些新产品和服务与企业原有产品应该有着显著的差别。市场上消费者需求的动态变化特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日益凸显，供应链企业以当前和未来顾客需求为基础对现有产品的设计、技术工艺等进行改进会使新产品或服务更能动态地适应市场需求，能够比竞争产品给用户带来更多的优质价值，从而推动销售增长。强大的供应链产品和服务创新能力可以在工艺、产品和服务领域创造出戏剧性的变革，使其具有前所未有的性能特征，以改变现有的市场和产业，或创造出新的市场和产业。因此产品和服务创新能力是持久竞争优势的来源，能够显著提高供应链市场优势和增长力。

此外，动态能力的实施可能产生新的能力，例如供应链伙伴的共同演化与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相结合，就可能生成上述五种能力之外的新能力。不同动态能力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例如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往往需要供应链上不同企业、不同领域的技术知识进行碰撞与融合，实现关键技术的突破与创新。也就是说，知识获取和吸收能力会显著提升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力。

（三）可持续性绩效

可持续供应链实施动态能力管理，最终使得供应链具有可持续竞争优势。然而，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测量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并没有达成广泛的一致。从纵向的时间维度讲，Hall （2000）认为，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的实施至少会给供应链带来短期竞争优势，短期竞争优势反过来会有助于上述动态能力的进一步开发。如果这些短期绩效能够相继实现，短期竞争优势就很可能转化为持续竞争优势（Defee and Fugate，2010）。从供应链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概念内涵而言，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理解，即基于产品和服务的可持续竞争优势、基于供应链组织的可持续性和环境、社会可持续性。基于产品和服务的可持续竞争优势使得供应链能够长期持续地适应和引导市场需求，可以给用户带来比竞争产品更多的优质价值；基于供应链组织的可持续性是供应链作为一个实体组织，能够根据环境的动态变化不断调整优化，长期持续地存在和发展；环境、社会可持续性是供应链能够满足并主动适应环境、社会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在保证有益于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使自身的存在与发展获得更大的相对合法性。

六、结论与讨论

虽然有少部分学者在供应链的研究中引入了动态能力的概念，但到目前为止，鲜有文献把供应链管理和动态能力联系起来，明确把可持续供应链管理与动态能力联系起来进行讨论的研究基本上是空白。因此，本研究提出的框架为发展基于可持续供应链管理实践的理论架构提供了基础，并有利于在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环境中识别动态能力，并进一步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

上述分析框架的建立是基于可持续供应链与动态能力理论依托于类似的现实背景，采取类似的管理实践活动这一事实，也基于可持续供应链特性—动态能力—可持续竞争优势三个层次的概念及其维度之间存在的内在逻辑关系。在这一框架中，面向可持续性的供应链特征是微观基础，可以在很多实施供应链可持续管理的企业中观察到这些特征。同时，这些特征也是供应链发展动态能力的前提，为动态能力的实施提供了基础性条件，反过来动态能力在每个方向上又可对这些特征有支持性或强化性影响，而动态能力又进一步促使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形成。举例而言，供应链只有具备这样的特征，即在高层管理者的支持下，兼顾整个供应链的发展和经济、社会及环境的可持续性，才可能积极培育包括供应链企业乃至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的合作伙伴，发展其共同演化能力，并积极控制由此带来的更多的不确定性风险，以实现供应链组织能力和环境社会方面的竞争优势。再如，知识获取与吸收能力是供应链动态能力中最为关键的要素之一，成员企业唯有以供应链合作共生的关系为依托，把知识的吸收、转移、固化和创新有机紧密结合，构成一个不断学习、积累和创新的过程，才能保证整条供应链拥有持续的竞争力。而供应链企业间的稳定合作关系、知识学习和共享的意愿为知识获取和吸收创造了条件，是供应链企业获取新知识的主要途径。知识共享也拉近了成员企业的知识水平，减少了企业吸收新知识的障碍，降低了供应链伙伴共同演化、共同进行产品和服务创新的难度。在不断的合作与学习过程中，不断积累的技术知识、长期关系、信任等资源具有稀缺性和不可模仿性，这进一步固化了供应链的产品和服务竞争优势，以及供应链组织优势。

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是组织实施动态管理的根本目标，也是可持续供应链的宗旨。这里所说的优势不能仅仅用财务绩效指标度量，还应该包括客户感知的利益和价值（Helfat，2007； Pitelis，2009）。但这相当难以度量，如何度量竞争优势仍然充满争议。比如，Helfat （2007）建议用“生存”能力来度量，只要一个组织能够生存下来，它就是成功的，而且必然具备某种竞争优势。他们甚至认为，企业的生存未必与企业的动态能力有直接关联，企业能生存下来可能是因为其他一些因素，比如来自公众的不间断支持（Helfat，2007）。然而，考虑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诉求，在共同演化中获取公众的不间断支持恰好是可持续供应链强调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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